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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潘沁的專著《馮·諾伊曼的計算機科學哲學》選題十分有價值，這是她的博士論文的精心修訂版。該專著的出版，對潘沁個人的學術生涯而言無疑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當今是計算機科學飛速發展的信息時代，計算機「智能」之謎無論對科學家還是普通老百姓都同樣具有吸引力。因此，對計算機科學進行一種科學哲學的方法論的反思，是一個兼有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的課題。加之，馮·諾伊曼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是計算機科學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的論著中所包藏的極為豐富的科學哲學思想是有待挖掘的。這樣看來，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做的一個課題。

首先，我想說的是，潘沁在桂林電子科技大學任教（2003年起），她的科研（計算機科學哲學研究）是與工作環境或學術背景相協調的，這一點十分重要。教學能否與科研相結合，是對於事業上的發展是否有利的一種重要參數。有的人的科研工作與他所從事的日常工作毫不相干，甚至相互矛盾（至少在時間分配上相互妨礙），這樣就會在無形中給自己的發展道路上設置不必要的障礙和阻力。教學若能與科研相結合，自然就能獲得更多的資源和支持，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這樣看來，潘沁選擇研究「計算機科學哲學」應當看作是一種聰明的抉擇。2003年，我參加過桂林電子工業學院（現名桂林電子科技大學）所發起的「全國計算機科學方法論研討會」（有200人的規模，參會者大都從事計算機學科的教學工作）。「桂林山水甲天下」，風水好，轉換成現代科學語言說，就是「人文地理環境好」。難怪政治家陳毅「不願當神仙，願做桂林人」。真沒想到，這麼多的計算機科學工作者能在桂林歡聚一堂，討論教學經驗，討論科學方法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兩位學者：首先是東道主董榮勝教授，他的專著《計算機科學與技術方法論》（2002，兩人合著），內容深入淺出，擁有廣大的讀者群體。會上有兩位發言人強調董老師的書給她們很大啟發，對教學工作幫助極大。後來又有專著《計算機科學導論——思想與方法》（2007）。序言給我深刻印象的第二個學者是廈門大學計算機系的趙致琢教授。我多年從事科學哲學專業研究，對庫恩的科學革命、範式(又譯范型)，對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當然瞭若指掌。然而，這次在這個計算機科學的學術共同體中，我驚奇地發現，趙致琢教授對於計算機科學的標準化、「范型」的確立以及基本「研究綱領」（硬核）在邏輯結構上的精細化，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他的大會發言中以及專著《計算科學導論》（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的「計算科學的學科形態與核心概念」小節中斷言，每一個學科都要有知識組織結構、學科形態與核心概念和基本工作流程。按照他的概括，計算科學的基本特徵是研究內容的構造性數學特徵。其學科形態一是理論（定義、定理、證明、解釋）；二是抽像和模型化，廣泛採用實驗物理學方法；三是設計，廣泛採用工程科學方法等等。他非常細緻地篩選出了計算學科的核心概念，並且認為這是其重要思想/原則/方法/技術過程的集中體現；還專節分析了計算學科的典型方法與典型實例。也許可以說，在計算機科學家中他是獨一無二的，這是把科學哲學和科學邏輯方法論的理念應用到家了。我意外地體會到了，在桂林居然存在著計算機科學的方法論研究的特殊氛圍！

接著我要說的是，如果把《馮·諾伊曼的計算機科學哲學》這部專著的產生，放到潘沁的學術成長道路或培養背景中來看，那麼就會覺得這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這也很有意思。潘沁原學英語，碩士生階段在華中師範大學張大松教授門下攻讀邏輯，博士生階段在南開大學任曉明教授門下攻讀科學哲學。這兩個「科學共同體」的學術氛圍都是極有特色的，兩位導師先後對潘沁學術思想的形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先說說張大松教授所帶領的邏輯團隊。由於武漢大學與華中師範大學是近鄰，因此我有機會經常參與他在華中師範大學所帶領的邏輯研究生團隊的活動。從整個國內學術界（特別是從科學哲學與邏輯的交叉領域）看，張大松屬於「科學邏輯」學術圈（由武漢大學張巨青教授所發起）第二代中的一個佼佼者。我認為，在武漢他的團隊在繼承發揚這個研究傳統方面是做得最好的。通過張大松的論著我意識到，他的基本功在於科學邏輯、科學哲學、歸納邏輯的交叉點上，當然他最熟悉的是「科學確證的邏輯與方法論」。以此為出發點，他的研究從科學邏輯向法律邏輯、法學方法論方向進行延伸。他所主編的《法律邏輯學教程》（2003）就很有影響。我注意到，他在基本的方法論立場上是採取科學邏輯的新範式的，可是回想當年（在1980年代）人們想擺脫普通邏輯舊範式的思想束縛卻有多困難呵！在人才培養方面，張大松關注邏輯的社會功能和實際應用，注重理論聯繫實際，為學生設計邏輯碩士論文的可能選題時，充分考慮學生原來的專業背景、特長與邏輯的結合，例如鼓勵他的在本科階段學法律的學生，研究法律邏輯和法學方法論，並且在畢業之後爭取去當一名好律師；又如建議在本科階段學計算機的，去做計算機方法論或人工智能邏輯等選題，畢業後比如到深圳什麼公司去任職，仍然可以在電腦技能方面發揮特長，而邏輯訓練則潛在地發揮作用等等。他的這種人才設計理念在實踐上已經有了成功的先例。在我記憶中，其中有計算機專業背景的兩個女學生，所寫的有關人工智能方面或歸納決策方面的邏輯碩士論文，思路清晰，簡明扼要，相當不錯。在我印象中潘沁的碩士論文是研究卡爾納普思想的。以上說的是，潘沁就是在這樣一種氛圍中完成她的碩士生階段的學業的，換句話說，這是她成長的背景之一。

接著要說任曉明教授所帶領的邏輯兼科學哲學團隊。擴大一點說，這裡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潘沁所在的南開大學邏輯學博士團隊研究的整體氛圍。南開大學邏輯博士點，以溫公頤老先生所開創的中國邏輯史傳統為特色，因而在這方面人才比較集中，這是主線。近十年來，通過引進人才，輸入新鮮血液，於是在學術生態上開始呈現出「生物多樣性」。例如李娜教授的專長就在於集合論，而任曉明教授的專長則在於現代歸納邏輯（與此相關，我知道，他對「邏輯機器哲學」表現出強烈的興趣），以及邏輯哲學與科學哲學、英美分析哲學的交叉。李娜和任曉明的博士團隊，都是南開團隊的「真子集」。

那麼，任曉明教授所帶領的邏輯博士生團隊的局部氛圍又如何？有何特色？我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邏輯哲學」思想（由蘇珊·哈克所倡導）在這個團隊中起到了凝聚核的作用，它成為解開五花八門的「非經典邏輯」為何產生又如何建構之謎的金鑰匙，也為各種博士論文選題打開了寬廣的可能空間。我知道，在多種「非經典邏輯」之中，任曉明最先接觸到並且特別關注的是有關計算機的邏輯和方法論，尤其是計算機邏輯學家勃克斯（W.Burks）的思想，包括因果模態邏輯、元胞自動機和邏輯機器哲學。

我與任曉明可以說是相當熟悉的老朋友了。1988—1990年間，他在武漢大學哲學系現代西方哲學博士點，在江天驥教授門下攻讀博士學位，而我當時是副教授，江先生的助手，算是博士指導小組成員之一。江先生的學術思想具有強大的輻射力，對周圍的每一個學者都產生了長遠而深刻的影響。江先生所帶領的團隊，具有鮮明的英美分析哲學風格，當年研究關注的焦點集中於科學哲學、歸納邏輯以及語言哲學。江天驥先生主編的《科學哲學名著選讀》（1988），其實就是國際上現代歸納邏輯大師們的經典文獻的譯文選，可見其間關係之密切。當年我、任曉明、朱志方一起參加了由王雨田教授主持的863課題「歸納邏輯與人工智能」，因此我們經常在一起討論相關問題。任曉明與計算機邏輯學家勃克斯（W.Burks）保持密切的通訊聯繫，並且初步確定以《勃克斯的因果模態邏輯研究》作為博士論文選題，因此勃克斯經常寄資料給我們課題組。例如，勃克斯寄來的《Robert and Free Minds》，這是介紹他的計算機科學哲學思想（即邏輯機器哲學）的系列演講集，我們的中譯本取名為《機器人與人類心智》（1993）。還有關於分子自動機的一些資料。我記得一件最奇怪的事是：勃克斯寄給任曉明（也就是寄給我們課題組）4本《因果、機遇與推理》，這是700頁厚的英文原版書。當我趕到收發室，莫名其妙的是，10分鐘前某人以任曉明師弟的名義冒領走了，再也沒有還給我們，甚至一本也不留，從而成為至今不解之謎！於是，不得不到北京圖書館去複印。那本書成為我們的《機遇與冒險的邏輯——歸納邏輯與科學決策》（1996）一書的重要資料來源之一，特別是關於概率歸納邏輯的公理體系。

對於任曉明的博士論文的前期準備工作而言，有關勃克斯的歸納邏輯與邏輯機器哲學思想，資料準備已經差不多了，然而情況發生了突然的變化。變化在於：江天驥先生在經由廣州參加1988年香港分析哲學會議之後，他老人家作為我國現代歸納邏輯研究的領軍人物，忽然敏銳地認識到科恩（J.Cohen）的非帕斯卡概率邏輯的前沿性和重要性，而武漢大學團隊絕不能落在人家後面，必須迎頭趕上。因此江先生果斷地作出決定，讓任曉明暫停研究W.Burks的歸納邏輯，立即更換題目，改為研究（J.Cohen）的歸納邏輯。對任曉明來說，當時頗有措手不及之感，這樣一來，勃克斯的邏輯思想和計算機科學哲學思想研究也就成為他的一個未了的心願。我想，後來任曉明和我合著《生物目的性自動機》（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出清樣），正式版為《計算機科學哲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可以看作一種了卻心願之作。可以推測，任曉明建議潘沁做《馮·諾伊曼計算機科學哲學思想研究》這個選題，就是希望他的弟子能把這種研究進一步深入進行下去。

一般計算機科學家當然不會採取科學哲學家的風格寫論文，例如，博登所編輯的名為《人工智能哲學》一書，只是人工智能研究開拓者的經典文獻選編，這些「發明家」只告訴你，他發明、創造了什麼，但並不告訴你怎樣進行發明、創造。同樣道理，對馮·諾伊曼的自動機理論之中的科學哲學思想進行挖掘，是需要費盡心機並且工作量極為浩大的一項任務，再說馮·諾伊曼的大部分論著還沒有現成的中譯本。

現在回到放在讀者面前的《馮·諾伊曼的計算機科學哲學》這本書來說事。作者潘沁，下苦功夫詳細閱讀了大量英文原始文獻，較好地把握了國內外研究動態，對計算機邏輯思想的來龍去脈作了清晰的梳理，在正確把握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的基本內涵的基礎上，從中提煉出科學哲學思想。主要概括為：一是以「畢達哥拉斯主義思想」（宇宙的奧秘在於數學規律之中）為導向，構想自動機的理論模型，並且與後世的「計算主義思想」（宇宙=一台巨型計算機）接軌；二是貫徹亞里士多德「程序目的性」（由生物學哲學家邁爾提煉概括出來，並且認定為亞里士多德「目的論」中最精彩的成分）和維納控制論的「現代目的論」思想於邏輯機器之中。從科學哲學視角看，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被看作畢達哥拉斯主義傳統與目的論傳統有機結合的產物。這是對馮·諾伊曼思想非常有特色性、非常有新意的概括。

記得，勃克斯在《機器人與人類心智》演講集的第三講「計算機與形上學」中特別提到，畢達哥拉斯的「萬物皆數」是一個形上學原理，指的是每一事物都有它自身的數，每一個人、每一台計算機都有自身的「畢達哥拉斯數」。這是把畢達哥拉斯主義的理念貫徹到計算機科學中去，真是有趣非凡！另一方面，現代生物學家德爾布呂克與邁爾高度重視亞里士多德的「程序目的性」思想，並分析它與遺傳程序的關聯性。邁爾把「程序目的性」界定為「按照某種程序和信息密碼而運行的動態過程」，而亞里士多德則採用「形式因」/「目的因」的特殊方式從哲學角度表述了它。在我和任曉明看來，亞里士多德的「程序目的性」思想，既包含著「目的論」的要素，又包含著「程序或算法」的要素，它預示著「目的論」與計算主義或畢達哥拉斯主義整合的潛在可能性。在潘沁的書中對此又進一步作延伸，分析它對計算機科學的哲學啟示。維納關於「一切目的性行為都是需要負反饋的行為」的論斷，體現著「現代目的論」思想之精華。馮·諾伊曼的元胞自動機則被看作「現代目的論」思想的算法實現。該書還較系統地探討了馮·諾伊曼理論對複雜性研究的貢獻，而複雜性理論則是系統科學學科群中較晚才興起的部分，20-21世紀之交才成為熱門的話題，可見馮·諾伊曼的先見之明。

儘管本書所討論的是計算機科學哲學的深奧的哲理，卻是用一種優美流暢的文字和深入淺出的筆法來表述的，因此可讀性很強。它適合於關心計算機科學、自然辯證法、科學哲學、邏輯與科學方法論的研究者，乃至一切對此有興趣的廣大讀者。希望讀者諸君都會喜歡它！

桂起權

2012年1月5日 序於珞珈山



前言

馮·諾伊曼是計算機科學哲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為了實現萊布尼茨把人的理性還原為計算的夢想，馮·諾伊曼在圖靈通用計算機的數學模型基礎上，提出了一種理論計算機模型，即以生物系統為參照系的自動機理論。

馮·諾伊曼的自動機理論具有畢達哥拉斯主義和柏拉圖主義淵源，是畢達哥拉斯主義數學自然觀的產物。馮·諾伊曼開始對自動機理論的研究始於他對電子計算機的研究，早期的計算機的邏輯設計是他的自動機理論的第一步，後來又進一步提出了自動機的理論總體構想與模型，並對自動機的邏輯理論做了探討。馮·諾伊曼的自動機理論是數學的、邏輯的理論。他常常把他的自動機理論說成是「自動機的邏輯理論」，而不只是談「自動機理論」。他的理論體現了畢達哥拉斯主義的數學助發現原則、邏輯簡單性、抽像性原則以及對數學精神的執著追求。

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是生物目的性自動機理論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論之一。現代目的論哲學——控制論和系統論的建立，對馮·諾伊曼的自動機理論產生了深刻影響。目的性概念通過系統與環境的反饋相互作用機制得到科學說明，並對技術系統與生命系統普遍適用，這為生物目的性自動機理論誕生奠定了科學的基礎。馮·諾伊曼在對生物信息過程的探究中，通過對自然自動機與人工自動機相似性與差異性的比較研究，把生物目的性實現的機制應用於人工自動機。「馮·諾伊曼計算機」，一個為儲存信息與控制系統特別設計的機器，是控制程序模擬人的目的性行為最有力的表現形式。馮·諾伊曼自增殖自動機理論提出並解決了「什麼樣的邏輯組織足以使一個自動機控制自己並自增殖」的問題，他構建的動力自動機系統體現了亞里士多德「程序目的論」思想，他發展的元胞系統是現代目的論思想算法的實現。

前言馮·諾伊曼的計算機理論是畢達哥拉斯主義和亞里士多德以來的目的論傳統的有機結合，是數學、邏輯與生物學的有機結合。

馮·諾伊曼的自動機理論貫穿著對「複雜性」問題的研究。他對複雜自動機，尤其是人的神經系統，未來的巨型計算機系統十分感興趣。他想要建立複雜系統的邏輯組織理論，並相信這樣的理論是建造大型計算機的最本質的前提。馮·諾伊曼關注的自動機的兩個問題，可靠性和自增殖都與複雜性有關。他比較了自然自動機與人工自動機的可靠性和複雜性，並把複雜性與熱力學、信息論進行類比。他提出了度量複雜性的——「邏輯深度」概念，倡導了複雜性分析法——數值方法，並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構建了元胞自動機。元胞自動機是簡單規則導致複雜性「湧現」的範例。

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對後世影響深遠，其計算機理論催生了當代計算主義形成與發展，為研究複雜性提供了技術手段。而元胞自動機，從計算的角度理解生命，它成為了當代計算主義的根隱喻，並為複雜系統動力學提供了研究案例，為人工生命研究提供了建構方法, 為人工生命研究提供了研究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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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算機邏輯思想源流

從萊布尼茨的偉大構想到馮·諾伊曼自動機邏輯，計算機邏輯思想如涓涓溪流逐漸發展成為一股不可阻遏的歷史潮流。計算機從20世紀40年代佔地面積為170平方米的龐然大物，逐漸演變成輕巧而又能快速完成各種任務的機器。在整個發展過程中，其背後的邏輯是幾個世紀以來數位天才思想家一步步發展起來的。計算機ENIAC的誕生體現了這些思想家提出的觀點之精華，正是他們的思想使得這一成就成為可能。正是馮·諾伊曼作為一個邏輯學家的遠見卓識，使他能夠把計算機看作是邏輯機器，提出計算機的邏輯結構。本章將簡要介紹計算機邏輯思想的產生與發展過程，勾勒從萊布尼茨至馮·諾伊曼計算機邏輯思想發展史，使大家瞭解馮·諾伊曼計算機思想的歷史淵源與地位。


第一節  萊布尼茨：偉大的夢想

萊布尼茨（1646-1716）出生於德國的萊比錫，是德國歷史上著名科學家和哲學家，是現代形式邏輯的構設者及初步奠基者。萊布尼茨在青年時代曾經有一個偉大的夢想：把人的理性還原為計算，並且用機器來執行這些計算。他夢想把整個人類知識用一種普遍的人工數學語言和演算規則進行彙編，用數學語言把知識的每一個方面表達出來，用演算規則揭示命題之間所有的邏輯關係，最後夢想能夠製造出機器來完成這些演算。

萊布尼茨終身都致力於實現這個夢想，即找到能表達人類思想的真正的符號系統以及操縱這些符號的計算工具。他認為，以往算術和代數中所使用的那些符號，以及化學和天文學中所使用的符號能給我們帶來啟發，因為這些學科中每個符號都自然而恰當地表示了某個確定的概念，每一符號都是一個真實的文字，所以建立一個真正合適的有意義符號系統至關重要。20世紀早期邏輯學家、研究萊布尼茨的專家路易·古杜拉曾這樣寫道：「可以說，正是代數符號體現了文字的理想，它成了一個典範。萊布尼茨也一直用代數的例子來說明一個恰當選取的符號系統是多麼有用，而且是演繹思想所不可或缺的。」[1]萊布尼茨把這樣的符號系統稱為一種文字，這些符號與字母表中的沒有實際含義符號不一樣，他想尋求一種不僅真實，而且包含了人類全部思想領域的符號系統，他稱之為「普遍文字」（universal characteristic）。「因為我被這一研究強烈地佔據著，我未料到遇到這樣明顯的思想，人們思想的字母可被設計，並且這一字母表、字母的組合和對作為結果的詞語的分析，各種事物可被發現和區別。」[2]

萊布尼茨在給讓·伽魯瓦的信中，對自己所提出的文字做了富有激情的說明：「我對這一普遍科學的用處和實在性越來越深信不疑，我發現極少有人理解它的範圍……這種文字是由某種符號或語言構成的……它們完全代表了我們觀念之間的關係。這些字符將與迄今為止所想到的字符極為不同。因為人們已經忘記了一條原理，即這種文字的字符將會有助於發明和判斷，就像在代數和算術中那樣，這種文字將會帶來巨大的好處，對我來說，其中有一點尤為重要，那就是用這些字符是寫不出在我們看來荒誕不經的想法來的。一個無知的人將無法使用它，或者，通過努力學習使用它，他本人將變得博學多才。」[3]在這封信中，萊布尼茨表達了算術和代數作為一個適當的符號系統的重要性，他認為以0-9這幾個數字為基礎的阿拉伯符號系統，在日常計算中就大大優於早先的羅馬數字等系統。

萊布尼茨把他宏偉計劃分為三步：第一步是創造一套涵蓋人類知識全部範圍的剛要或百科全書，完成了這一步後，再選擇合適的符號，然後對其背後的觀念進行選擇，為其中的每個觀念提供合適的符號；最後，制定演繹規則對這些符號進行操作，這些演繹規則就是萊布尼茨所說的「推理演算」，現在我們稱其為一種符號邏輯。

萊布尼茨也致力於製造能夠進行計算的機器。1673年，在萊布尼茨第一次訪問倫敦時，曾向人們展示了一台能夠執行四種算術基本運算的機器。帕斯卡曾設計過一台能夠進行加減運算的機器，但萊布尼茨的機器還可以進行乘除運算，在繼承帕斯卡基本原理的基礎上，萊布尼茨為機器增添了一種裝置——「步進輪」，它能使機器連續重複地作加法運算，直到20世紀，這一裝置仍在計算機上普遍使用。1647年，萊布尼茨描述了一種能夠解代數方程的機器，過了一年，他又為一種機械裝置寫了相應的邏輯推理，後來還發現任何數都可以用0和1表示出來（即二進制），這一思想是非比尋常。雖然萊布尼茨的機器採用的是十進制，但他最先提出的二進制的運算法則已應用於現代計算機之中。

萊布尼茨明確地指出了發明「推理演算」和邏輯代數的重要性，也描述了普遍文字，卻沒有完成具體工作。儘管他滿懷激情，但他知道，這個夢想不是他一個人所能實現的，不過他相信，如果把一些有能力的人聚集在一個科學院來共同努力，可能在若干年可以完成相當一部分任務。萊布尼茨的偉大夢想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人去努力、去追求、去實現它。


第二節  從喬治·布爾到弗雷格

一、喬治·布爾：把邏輯變成數學

喬治·布爾（George Boole）（1815-1864）是萊布尼茨夢想的追隨者之一，他實現了萊布尼茨關於邏輯的代數演算的設想，證明了邏輯演繹可以成為數學的一個分支，建立了一門新的數學學科——邏輯代數，現在又稱之為布爾代數。

喬治·布爾1815年11月2日出生於英國東部的林肯鎮，是19世紀英國著名的數學家與邏輯學家，他於1844年發表著名論文《關於分析中的一個普遍方法》，1847年出版了《邏輯的數學分析——論演繹推理的演算法》的著作，這是第一部關於「把邏輯作為數學」的一種形式的革命性專著。17世紀時，萊布尼茨就已經認識到，概念的析取和合取與數學的加法和減法具有某些相似之處，但是他沒有精確表述這種相似並把它作為邏輯演算的基礎，而喬治·布爾在《邏輯的數學分析》這部著作中做到了這一點，在該書的開頭一節，他還以天才的眼光指出，一種代數是可以發展成為具有各種解釋的抽像演算的。1854年，他發表了更為完善的著作《思維的法則》（The Laws of Thought），這些論著初步奠定了邏輯代數的基礎。布爾的邏輯代數用基礎數學符號來表示物體的概念，是一個關於0和1的代數系統。

在亞里士多德古典形式邏輯中包含這樣一些句子，如：

1.沒有河馬是聰明的。

2.有些人說英語。

3.所有的植物都是有生命的。

布爾認為在這些句子中，像 「河馬」、「人」或「有生命的」這樣的詞，在邏輯推理中的重要之處在於它們所描述的個體所屬的類（class）或群體(collection)。這三個詞對應的分別是 「河馬的類」「人的類」「有生命的類」。他還認為這種類型的推理可以用某種關於這些類的代數來表達。布爾用字母x和y表示兩種特定的類，xy表示既在x中又在y中的事物的類。他用這樣的符號是為了與普通代數中的乘法相類比，並認為在某種意義上，類的運算與數的乘法運算相類似。布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邏輯中，當x表示一個類時，方程xx=x總是真。在普通代數中，當x表示一個數時，什麼時候方程xx=x是真？答案很簡單：普通乘法的運算中，0乘任何數等於0，1乘任何數都等於那個數,只有當x=0或1時，方程才為真。用符號可表示為：0x=0，1x=x。由此布爾得出了一條這樣的原理：「如果只限於0或1兩個值，那麼邏輯代數就成了普通代數。」[4]然而，要說明這一點，符號0或1必須被解釋成類。把0解釋為一個沒有任何東西屬於它的類，即0為空集，對於任何x，0x等於0；1表示我們所考慮的每一個對象，對於任何x，0x等於0；這樣，對於任何x，1x都等於x。[5]

如果要把邏輯代數解釋為普通代數，那麼普通代數中處理的加法或減法，在邏輯代數中應該怎樣處理呢？對+和-作出該怎樣的解釋呢？布爾是這樣處理的：用x和y表示兩個類，那麼x+y表示或在x中，或在y 中的所有事物的類；x-y表示在x中但不在y中的事物的類；1-x表示不在x中的事物的類，於是x+(1-x)=1。普通代數中把xx記作x2，於是布爾的基本規則可以寫成x2=x或x-x2=0。根據通常的代數規則把這個方程因式分解，得到x(1-x)=0。用語言來描述就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既屬於又不屬於一個給定的類x」。[6]

布爾的貢獻在於以下三點：第一，使形式邏輯的範圍得到了擴展，把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特別是以三段論為主體的那部分，轉化成了類代數的一部分。第一次把萊布尼茨對邏輯的代數演算的設想變為實現，雖然這距萊布尼茨夢想的實現還很遙遠；第二，用0和1與基礎數學符號構思出的代數系統，為後來數字計算機開關電路的設計提供了重要的數學方法。參見孫燕群、劉偉主編《計算機史話》，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頁。第三，布爾邏輯代數的新成就極大地推動了其後現代形式邏輯的發展。馬丁· 戴維斯在《邏輯的引擎》中對布爾的成就作出這樣的評價：「喬治·布爾的偉大成就就是一勞永逸地證明了邏輯演繹可以成為數學的一個分支。儘管在亞里士多德的先驅工作之後，邏輯上曾有過某些發展（特別是希臘化時期的斯多葛學派和12世紀的歐洲經院學者），但在布爾之前，這門學科從本質上說仍然是兩千年前亞里士多德之後的樣子。從布爾開始起，數理邏輯就一直處於連續不斷的發展之中」。[7]

二、弗雷格：創建一種計算機程序語言

弗雷格（1848-1925）是德國著名數學家、邏輯學家。在他看來，布爾用邏輯來發展邏輯是一種循環，這是令人不可接受的，他的目標是必須找到某種不用邏輯來發展邏輯的方法。弗雷格的方法是用精確的語法規則或句法規則，把概念文字發展成一種人工語言，他的貢獻對計算機的發展極為重要。[8]

在1879年，弗雷格出版了一本不到100頁的小冊子,名為《概念文字》，其副標題是「一種模仿算術語言構造的純思維形式語言」，他第一次構設了一個較完備的邏輯演繹系統。由於弗雷格想找到一個能夠包含全部演繹推理的邏輯系統，又想以他的邏輯作為數學的基礎，把代數構造出來，所以他引入了一些特殊符號來表示邏輯關係。他發現那些連接命題的關係也可用於分析命題的結構，於是把這些關係作為他的邏輯的基礎，第一次用精確的句法構造了形式語言。這一思想不僅後來成為現代邏輯的基礎，而且使得邏輯推理轉化為機械演算的推理規則成為可能。從這個角度看，概念文字是我們今天使用的計算機程序語言的雛形。這是弗雷格對計算機邏輯的巨大貢獻。

萊布尼茨曾經尋求過一種普遍語言，它不僅能夠進行邏輯演繹，即這種語言將通過對符號的直接操作而使邏輯推理一步一步自動進行，而且也能包含科學與哲學中的一切真理。 「弗雷格認為他的《概念文字》體現了萊布尼茨所憧憬的邏輯的普遍語言。」[9]的確，弗雷格的邏輯可以處理各種不相同的對象，但有兩個局限性：一是除了一些簡單的演繹可以得到較好的表達外，其餘的演繹都長得可怕，複雜得令人難以接受；另一個局限性是在弗雷格概念文字邏輯中，他的規則沒有為判定某個結論是否能從給定前提中推導出來提供計算步驟。這兩點很可能會令萊布尼茨不甚滿意，但弗雷格第一次提出了一個完備的邏輯體系。這個體系包含了普遍數學中一切演繹推理，第一次給出了一個似乎能解釋人的一切演繹推理的規則系統，這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萊布尼茨夢想的第一部分。同時，弗雷格的邏輯也給了人們提出了一個要研究的問題，即能否找到一種計算方法，能夠說明在他的邏輯中某一推理是否正確呢？[10]

弗雷格的規則是否足以保證結論能夠從前提中導出？這個問題稱為希爾伯特的「判定問題」。「即對於一個一階邏輯的公式，如何找到一種方法，可以在定義明確的有限步驟內判定這個公式是否是有效的。」[11]希爾伯特希望找到一種清楚明白的計算程序，即一種範圍極廣的算法，如果給定用一階邏輯的符號系統寫出的某些前提和結論，那麼通過這些程序總是可以判定弗雷格的規則是否足以保證結論能夠從所給的前提中得出。解決他的判定問題的算法將把人的一切演繹推理還原為計算，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實現萊布尼茨的夢想。[12]哥德爾的形式系統不完全性論文到阿蘭·圖靈通用機器的提出，都是在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中得到的重要成果。


第三節  從庫爾特·哥德爾到阿蘭·圖靈

一、哥德爾：計算機程序設計師

庫爾特·哥德爾（Kurt Godel）（1906-1978）是德國著名數學家和邏輯學家，在思考希爾伯特判定問題時，發現在數學系統中存在著這樣一些命題，在系統中既不能證明它成立，也不能證明它不成立。1931年，哥德爾發表了論文《論〈數學原理〉及有關係統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題》，提出了不完全性定理，證明了希爾伯特判定問題站不住腳，他的證明過程與現代計算機程序設計類似，因此我們把他稱為「計算機程序設計師」。

在哥德爾對存在不可判定命題的證明中， 他選擇了懷特海和羅素的《數學原理》（PM）那樣的囊括了全部古典數學的複雜數學系統來證明他的結論。他把原始遞歸函數作為工具，把要研究的理論中使用的符號和公式與自然數相對應。例如「任何一個戀愛中的人都是快樂的」用邏輯符號可表示為:

([image: ]x)(([image: ]y)L(x,y)→H(x))

每一個符號用一個自然數來代替，例如：

， L　H　[image: ]　→　（　）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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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上面的表達式變成了數字編碼：6387664916897526899。[13]

「熟悉現代程序設計語言的人只要看一下哥德爾的關於不可判定性的論文，就會看到一連串45個編了號的公式，它們看起來像一個計算機程序。這種相似絕非偶然。」[14]在證明的過程中，哥德爾要把PM中的公理和推理規則與字符串的代碼相對應，把字符串的代碼的複雜運算分解開來，這些問題與計算機程序設計時所面臨的問題是相同的，只不過現代的計算機是采由用0和1所組成的字符串來執行簡單的基本運算。

在證明的過程中，哥德爾創造了一種特殊的語言，通過這種語言，可以把所需的運算一步步地表示出來，這每一步都是由一種對數的運算的定義組成，這些定義在之前已經給出，然後通過哥德爾的特殊語言表達出來，經過哥德爾使用的代碼轉換後，這種運算與PM表達式中的一種平行的運算對應。這樣通過這種特殊的語言，就可以保證通過這些定義使被引入的運算能夠在PM內部恰當地表示出來。[15]這與高級語言程序設計師所做的工作相似。

1951年聖誕節期間，哥德爾在羅德島的普羅維登斯作了一個講演：「關於數學基礎的一些基本定理及其內涵」。他提出了一個問題：人的心靈在本質上是否等同於一台計算機？直到現在人們仍在對這個問題進行激烈的爭論。哥德爾並沒有給出問題的答案，但他曾作了個推理，如果人的心靈不能被還原為機械裝置，物理的大腦卻可以這樣還原，那麼表明心靈超越了物理實在。哥德爾把理論邏輯、人類心理學、計算機的最終潛力與基礎哲學一起加以思考，顯示了他那獨闢蹊徑思考問題的能力。[16]

二、阿蘭·圖靈：計算機邏輯理論的奠基人

阿蘭·圖靈1912年生於英國倫敦，1954年卒於英國的曼徹斯特，是計算機邏輯理論的奠基人之一，他不僅提出了電子計算機的最早的理論設計——「圖靈機」的概念與模型，還提出了「機器能思維」的觀念。


在哥德爾的論文發表之後，人們已知道希爾伯特所說的算法是不存在的。但又一個問題擺在了人們面前：怎樣證明這樣的算法是不存在的？怎樣判斷一個數學問題是否是機械可解的？1935年春季，圖靈在得知了希爾伯特的判定問題後，開始思考怎樣能夠證明這樣的算法是不存在的。圖靈認為，一種算法通常是通過一系列規則指定的，一個人可以精確地遵循這些規則，如同按菜譜做菜一樣。但圖靈並不關注這些規則，而是關注人在執行規則時實際所做的事情。如果把那些非本質的細節去掉，那麼可以認為一個人只做少數幾種極為簡單的基本操作，而最終的計算結果不會改變。接下來，說明這個人可以被一個能執行這些基本操作的機器所代替，然後只要證明只執行那些基本操作的機器不可能判定一個給定的結論是否可以用弗雷格的規則從給定的前提中導出，他就能夠下結論說，不存在有判定問題的算法。[17]

1936年，圖靈發表了論文《應用於決策問題的可計算的數》（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m），第一次表明在可計算數問題中存在一類無代數解的問題。與此同時，他開始了對那台可代替人進行計算的機器的研究。1936年圖靈在另一篇論文《論可計算數及其在判定問題中的應用》中，提出了圖靈機計算模型，這台機器被認為是現代計算機的原型，這篇論文則被認為是闡明現代計算機原理的開山之作，永遠載入了計算機的發展史冊，照耀著現代計算機的前進方向。

圖靈機是一種理論計算機，亦即自動機。根據圖靈的描述，這種理想化的機器包含有一個控制裝置，一條可以無限延長的磁帶（或紙帶），上面劃分為一個個小格子，每一格上標有符號0或1，另外還有一個讀寫頭，讀寫頭可以沿著磁帶（或紙帶）逐格移動，每一步執行下列行為之一：

在當前的格子中書寫1

在當前的格子中書寫0

向左移動一格

向右移動一格

將當前狀態改寫為另一狀態

保持當前狀態

停機

就這樣，讀寫頭的每一步僅有7種可能性。[18]圖靈指出：「對應於每種行為還要有一個指令表，這個表規定了當機器處於某一狀態並且正對讀寫頭的存貯帶，格子中寫的是哪種符號時，它應執行什麼指令，以及完成這些指令後，機器應處於哪種狀態。這樣，只要有一個適當的指令表，並規定好機器的第一個內部狀態，機器就會一步步運轉下來，得到需要的計算結果。」[19]圖靈認為，只需這樣有限幾種行為組合的機器，就能夠計算任何可計算的過程，就能夠模擬任何一台實際計算機的行為，這種觀念在當時是非比尋常的，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因為即使在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大部分的計算機也還只能解決某一特定問題，而不是通用的，而圖靈機卻是通用機。圖靈還認為，這台機器只需保留一些最簡單的指令，一個複雜的工作只需分解成幾個最簡單的操作就可以完成了，這樣的思想在當時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他認為有一個算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較困難的是如何確定最簡單的指令集，即什麼樣的指令集才是最少而又頂用的；還有一個較難的問題就是如何將複雜問題分解為這些指令。

隨後，「圖林又用機器規定了判定數學問題是否為機械可解的方式，並進一步證明用以確定謂詞演算系統K中任一個公式是否是可證明的一般過程(機械過程)是不存在，即希爾伯特問題是無解的」[20]。通過圖靈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通過某種算法程序可計算的任何東西都可以通過一台圖靈機來計算。因此，如果我們可以證明某項任務無法用圖靈機來完成，那我們就可以說，沒有任何算法程序可以完成這項任務。這就是圖靈證明判定問題不存在算法的方法」[21]。

圖靈把證明數學領域裡的一個基礎性問題的推導過程，轉變成了一台自動機器的運行過程，不僅證明了一個數學難題，而且用「萬能計算機」的設想，從理論上證明了製造出通用計算機的可能性。不僅如此，他還改變了過去把機器、程序和數據三個範疇是完全分離的模式。他的通用機把這三個範疇統一在了一起，「為存儲程序計算機提供了一個模型」[22]。其控制裝置、磁帶（或紙帶）和讀寫頭是硬件，「在磁帶（或紙帶）上的碼數則起到了程序的作用，它為通用圖靈機詳細指明了執行計算所需要的指令。最後，通用機在一步步的運轉中把機器碼的數字僅僅看成需要進一步處理的數據。這三個概念之間的流動性對於現在的計算機實踐來說是非常基本的。用一種現代的編程語言所寫成的程序，對於處理它以使其指令能夠得到執行的解釋程序或編譯程序來說，就是數據。事實上，圖靈機本身可以看作是一個解釋程序，因為它是通過解釋一連串五元組來執行它們所標明的任務的」[23]。

鑒於圖靈以上的貢獻，馮·諾伊曼曾多次向別人強調：「如果不考慮巴貝奇、阿達和其他人早先提出的有關思想，計算機的基本概念屬於圖靈。」


第四節  馮·諾伊曼：萊布尼茨夢想的實現者

一、馮·諾伊曼其人

1903年12月28日，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誕生在匈牙利布達佩斯一個殷實的猶太人家庭裡，他的父親是位非常成功的銀行家。童年的馮·諾伊曼高高的個子，長著一雙棕褐色的、明亮的大眼睛，個性活潑，喜歡沉思。馮·諾伊曼是家中三個兒子中的老大，從小就是神童。在很小的時候就展現出與眾不同的大腦以及驚人的記憶力，讀書過目成誦。在他還是個5歲幼童的時候，只需慢慢地看上一遍，他就能把電話簿上整頁的姓名和電話號碼記住，過目不忘，像照相機似的。馮·諾伊曼的父親有個習慣，就是在書房算賬時總是喜歡把他抱起放在膝頭上。在他3歲那年有一天，父親忽然發現他具有驚人的記憶數字的能力。馮·諾伊曼對父親賬本上的任何一頁的全部數字，只要看上一眼，就能一字不差地背出來。反覆試驗都是如此。

在青少年時期，馮·諾伊曼的非凡學習能力、數字推理和抽像思維能力令人驚歎。6歲時，他就能心算8位數除法。8歲時，學會了微積分。11歲上中學後，老師也對他卓越的數學天賦驚歎不已，並向他父親建議，乾脆讓小馮·諾伊曼退學回家，聘請大學教授來當家庭教師。12歲他弄懂了《函數論》，這是一門大學數學系三年級的課程。17歲時，他與老師合作發表了第一篇數學論文。馮·諾伊曼的興趣極其廣泛，除了科學之外，他還喜歡歷史與哲學，只要他讀過的東西，都記得清清楚楚。作為全才型的天才，馮·諾伊曼掌握了7種語言。年輕的馮·諾伊曼不但聰明過人，還富於幽默感，愛好雙關語和俏皮的打油詩。

馮·諾伊曼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1921年，他考進了布達佩斯大學學習數學，由於他的父親希望他學習化學，認為將來能賺錢。儘管馮·諾伊曼酷愛數學，但他不願意違拗父親的意願，又考進了瑞士蘇黎世的聯邦工業大學攻讀化學專業。1926年，馮·諾伊曼不僅在蘇黎世獲得化學學士學位，同年也獲得了布達佩斯大學的數學博士學位。1927年，馮·諾伊曼受聘為柏林大學私人教師，他是在當時的德國大學中，取得這一職業的最年輕的學者之一。1929年到德國漢堡大學任教。1930年，美國數學泰斗韋伯倫教授廣羅天下英才，邀請馮·諾伊曼來普林斯頓大學任教。馮·諾伊曼欣然前往，登上一艘小型的丘納德船，橫渡大西洋，應邀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客座講師，不久，又被轉聘為訪問教授。1933年，普林斯頓成立高級研究院，馮·諾伊曼應聘擔任了該研究院的教授，[24]是普林斯頓最年輕的教授，與本世紀最著名的科學家愛因斯坦是同事。

由於納粹德國迫害猶太血統的科學家，馮·諾伊曼無法再回德國工作，因此加入了美國籍，在美國終生定居，他在普林斯頓大學一直工作到1955年夏。1954年，美國總統任命他為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委員。在他的一生中，他獲得過許多榮譽和桂冠，包括美國總統獎、原子能委員會的費米獎。1956年，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向馮·諾伊曼頒發費米獎，這一獎勵的頒發主要是由於他在電子計算機及其應用方面的貢獻。1957年2月8日，馮·諾伊曼因患骨癌醫治無效，與世長辭。

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馮·諾伊曼的科學興趣十分廣泛，但他的主要興趣是在理論領域。20世紀20年代中期，歐洲的許多大數學家開始關注「數學基礎」的研究，「公理化」成為數學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進展。德國大數學家希爾伯特帶領著歐洲的數學家們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輝煌成就。二十來歲的馮·諾伊曼很快就領悟了希爾伯特的思想，繼而把它發揮得淋漓盡致，他迅速超越同儕，把「數學基礎」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峰，一鳴驚人，發表了關於「集合論」的劃時代的研究論文，這位年輕的數學奇才引起了世界轟動。在20世紀20年代末，他撰寫了有關符號邏輯、集合論、證明論的著作。20世紀30年代中期，他研究了格論、連續性幾何、布爾代數。從20世紀30年代起一直到戰後，他研究了流體力學、力學、氣象學等。

馮·諾伊曼喜歡並習慣於同時在幾個完全不同領域展開研究工作。正當他在「數學基礎」方面的研究得心應手之時，又注意到理論物理學泰斗海森堡的「量子力學」，那是當時物理學中最熱門的方向。馮·諾伊曼把數學「公理化」的想法與「量子力學」結合起來，誕生了他獨特的「公理化量子力學」，這不僅為物理學提供了新的計算模型，也給純粹數學的發展賦予了強大動力。後來稱之為「馮·諾伊曼代數」的算子理論也發源於此。

馮·諾伊曼在30歲以前，就展現了非凡的才華，成就卓著，發表了有關「集合論」、「代數」和「量子理論」很有份量的研究論文，成為當時最年輕的著名數學家。作為一個偉大的數學家，馮·諾伊曼認為，他的主要貢獻是在三個領域：量子理論的數學基礎、算子理論、遍歷理論。

馮·諾伊曼的後半生除了繼續保持理論上的興趣外，還對數學的應用有著濃厚的興趣。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煙雲籠罩歐洲之際，他潛心於國防科學研究，尤其是對原子彈的研製、計算機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戰後，他仍然熱心於把數學應用於廣泛的領域，例如軍事戰略、軍械、洲際導彈、潛艇、天氣預報、高速數字計算機等。1944年，馮·諾伊曼建立了現代數學的博弈理論，曾與經濟學家摩根斯特恩合著過《博弈論與經濟行為》一書，為經濟學領域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從1944年起，馮·諾伊曼致力於計算機、自動機理論及腦神經和計算機的比較研究，他被認為是自動機理論的創立者。從1946年開始，馮·諾伊曼組織赫爾曼·戈德斯汀（Herman Heine Goldstine）等人在高級研究院進行了IAS機的建造工作，1951年獲得成功。IAS機的運算速度達到每秒百萬次以上，比第一台計算機ENIAC機快數百倍，實現了馮·諾伊曼的設想。1952年馮·諾伊曼開創了著名的冗余技術，對於一批帶有一定故障發生率的元件(不可靠元件)，通過適當的思路、方法，建造出任意規模、複雜程度的自動機，使不正確輸出的概率能被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同時，他又仿照微生物組織的結構來描述自增殖系統，提出了馮·諾伊曼元胞空間的概念，利用許多互相連接的小自動機並進行運算，形成了更大規模的自動機——馮·諾伊曼自動機，這是最早最基本的一類自動機。這兩項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分別發展成為容錯自動機理論和元胞自動機理論。

馮·諾伊曼為計算機程序設計做了大量工作，他和赫爾曼·戈德斯汀發明了流程圖(flow diagram)以溝通所要計算的問題和機器指令，引入子程序和自動編程法，大大簡化了程序員編程時的繁瑣程度。矩陣特徵值計算、求逆、多元函數極值和隨機數產生等數十種計算技巧，也是他在戰後的幾年內首創的，它們在工業部門和政府計劃工作中有著廣泛的應用。

電子計算機誕生後，馮·諾伊曼和烏拉姆(Ulam)倡導了一種新型計算思路方法——蒙特卡洛法(Monte Carlo method)。它將所要求解的數學問題化為概率模型，在計算機上以較小規模實現隨機模擬，獲得近似解。在計算n維立方體的某子區域的體積時，不用通常的將空間分割為一系列格點以逼近所求體積的方法，而是按均勻的概率在空間中隨機選擇點，利用計算機確定落在區域中的點和所有點的比。當所選點的數量足夠多時，這個比便給出了體積的近似值。由於蒙特卡洛法的優點在於對問題的幾何形狀不敏感，收斂速度和維數無關，因此特別適用於高維數的數學物理問題。利用此法，馮·諾伊曼通過概率分佈的隨機數列，設計了處理玻爾茲曼方程的概率模型。戰後，他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領導了一個氣象研究小組，建立起模擬大氣運動的模型，利用計算機逐步求解，對解決數值計算技術上的難題有著極大的啟發意義。

馮·諾伊曼才華橫溢，總是開創新的學科，不論做純粹數學的研究，還是研究應用數學，其貢獻都是奠基性的。他的開創性研究工作具有廣泛的應用性，加之他本身學問淵博，能跨學科地與人合作，游刃有餘於多個學科，在理論數學、應用數學、物理學、博弈論、計算機和數值分析等領域他都有不凡的建樹。

二、馮·諾伊曼與「馮·諾伊曼型機」

馮·諾伊曼提出了真正可行的通用電子計算機邏輯系統設計，從物理上實現了「圖靈通用機」思想，從而實現了萊布尼茨的夢想。

1944年夏天，在美國東部的馬里蘭州阿伯丁火車站站台上，馮·諾伊曼和一位年輕的軍官赫爾曼·戈德斯汀不期而遇。戈德斯汀是一位數學家，是美軍軍械部彈道實驗室的上尉，負責美軍槍炮火力表的測試。戈德斯汀上尉感到這次邂逅機會難得，忙上前和他攀談，把埋藏在心中的數學難題向這位數學大師討教。馮·諾伊曼平易近人，耐心與這位年輕人進行討論。在阿伯丁站台上的談話非常融洽。當得知上尉目前正從事一項科研，研製一台每秒鐘能進行333次乘法運算的電子計算機時，馮·諾伊曼頓時萌生興趣，連連追問，剛才輕鬆的交談氣氛一掃而空，戈爾斯汀被問得汗流浹背，「好像又經歷了一場數學博士論文的答辯」[25]。因為從1944年起，馮·諾伊曼擔任了阿伯丁試炮廠的顧問，同樣的計算問題也令他焦慮萬分。於是不顧天氣炎熱，在這一年8月，他匆匆趕往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摩爾學院，去參觀戈德斯汀上尉所說的那台機器「愛尼亞克(ENIAC)」。

ENIAC裝有18000根16種型號的真空管、1500個電子繼電器、70000多個電阻器、18000個電容器，有8英尺高，3英尺寬，100英尺長，總重量有30噸，佔地面積170平方米，機器表明佈滿電表、電線和指示燈等。所有的程序和指令都是通過外設來完成，每當所有的真空管都正常工作時，工程師就得忙上忙下，把6000多根導線插進接口，然後啟動進行運算。ENIAC運算結束後，工程師得把導線拔下來。如果要進行另一項運算，就必須把這些導線又一根一根又插進去，需要幾十人忙活幾天，才能進行幾分鐘的運算。因此，與其說ENIAC是一台計算機還不如說它是一座計算工廠。不過，ENIAC每秒5000次加法運算，50次正弦和餘弦函數數值運算的計算速度，還是讓人類第一次感到了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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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諾伊曼與第一台計算機ENIAC馮·諾伊曼參觀後發現ENIAC機的主要缺陷，仍是採取以往機電式計算機的「外插式」程序，在按給定程序執行運算時，每個問題都需要一個特殊的線路系統，缺乏高速計算機所必需的靈活性和普遍性。他認為必須大刀闊斧修改原有的設計。為此，馮·諾伊曼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拋開美國政府高級科學顧問和著名科學家的身份，和大夥一起，一頭鑽進「愛尼亞克」研製小組，甚至當他因其他要事無法參加研討時，一定會以通信的方式提出自己的建議和意見。

隨著馮·諾伊曼的到來，與工程師莫奇利、埃克特和小組其他成員對新機器的討論更加深入，「存儲程序」的概念逐漸成熟起來，其中馮·諾伊曼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945年，馮·諾伊曼提出了一個新的改進方案，即著名的 《關於EDVAC的報告草案》：一是用二進制代替十進制，進一步提高電子元件的運算速度；二是存儲程序，即把程序放在計算機內部的存儲器中。後一點，解決了當時計算機內外聯繫不便的毛病。這台能將程序指令存儲在機器內部存儲器中，從而實現自動控制的機器，後來叫作電子離散變量自動計算機（EDVAC），這是世界上第一台存儲程序電子計算機。「它實際上是主張把馬上就要建造的EDVAC作為圖靈通用機的一個物理模型實現出來，就像抽像裝置上的紙帶一樣，EDVAC具有存儲能力——馮·諾伊曼稱之為『存儲器』，它既存儲數據，又存儲代碼指令。為了實用，EDVAC有一個能在一步之內執行每一條算術基本操作（加、減、乘、除）的算術器件，而在圖靈的原始概念中，這些操作需要用像『向左移動一格』 這樣的原始操作來建立。儘管EDVAC把算術運算用在了十進制數，但它將會享受到二進制符號可能帶來的簡潔。EDVAC還包含一個實現邏輯控制的器件，它把需要執行的指令（每次執行一條）從存儲器轉移到算術器件。」[26]

憑著天才和敏銳，馮·諾伊曼不僅高屋建瓴地提出了現代計算機的理論基礎，而且也是一個卓越的科研組織者。由於各種原因，艾克特和莫齊利與摩爾研究小組分道揚鑣，馮·諾伊曼也離開他組織的EDVAC研製小組，回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在那裡研製「高等研究院電腦」，又稱「阿艾斯機」(IAS)。當時有人對在20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所在的聖地興師動眾巨資搞電腦研究很不以為然，但馮·諾伊曼力排眾議，使普林斯頓大學成為電子計算機的研究中心。

由馮·諾伊曼牽頭，1946年3月，開始研製「阿艾斯機」，由普林斯頓大學出實驗場地、美國陸軍軍械部彈道實驗室和國家原子能委員會投資。馮·諾伊曼心無芥蒂，力邀艾克特來作技術總負責人，但因艾克特已下決心與莫齊利一同創辦公司，未能如願。馮·諾伊曼退而求其次，請麻省理工學院曾參與過「愛尼亞克」研製工作的朱利安比格羅前來主持。此時已脫下軍裝的戈德斯汀和勃克斯追隨馮·諾伊曼來到普林斯頓大學，作他的副手。

1946年7、8月間，馮·諾伊曼和戈德斯汀、勃克斯在EDVAC方案的基礎上，為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所研製IAS計算機時，提出了一個更加完善的設計報告《電子計算機邏輯設計初探》，報告建立了現在稱之為「馮·諾伊曼結構」的基本邏輯設計，即通用自動計算機系統由計算、儲存、控制、輸入與輸出五個部分組成。設計方案出來後，馮·諾伊曼把副本送給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伊利安諾大學、橡樹嶺國家實驗室、阿貢國家實驗室和國防部的思想庫蘭德公司等著名的科研機構，為日後給這些機構建造用於科學計算的計算機作準備。經過6年的努力，「阿艾斯機」在1951年6月10日正式建成，它只有2300個電子管，長6英尺、高8英尺、寬2英尺，是同時期外型最小而運算能力最強的計算機，它的運算速度達到每秒百萬次以上，比ENIAC機快數百倍，基本實現了馮·諾伊曼的設想。在調試階段，研製小組作過一次著名的試驗，它每日24小時連續運轉，可不間斷運行60天。這台計算機對當時氫彈設計中的大量關鍵數據進行了處理，為氫彈的研製立下了汗馬功勞。

美國隨即湧現了十多台按照阿艾斯大腦結構複製的計算機，多家機構在「阿艾斯機」的基礎上，又各自研製出新型電腦，如：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曼尼亞克」(MANIAC)、伊利諾斯大學製造的「伊利亞克」（ILLIAC）；蘭德公司還不顧馮·諾伊曼的反對，把研製的電腦以他的名字命名為「約翰尼克」（JOHNINAC)等。其中還有一台「阿艾斯機」漂洋過海，到澳大利亞的悉尼安家落戶，名叫「西利亞克」(SIUIAC)。

由存儲程序原理構成的電子計算機稱為存儲程序計算機，又稱為「馮·諾伊曼型機」。馮·諾伊曼被稱為「計算機之父」。馮·諾伊曼機的思想深深地影響著現代計算機的存儲、速度、指令選取和線路設計等各個方面。在計算機發展四代變革的幾十年中，儘管電子元件的發展使計算機的運算速度不斷得到提高，現代計算機的組織結構也有了一些重大變化，但基本設計思想和工作原理仍然採用馮·諾伊曼型計算機的結構原理。雖然在20世紀70~80年代有一些人試圖突破馮·諾伊曼的設計思想，但一直沒有取得成功。

美國物理學家、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擔任過馮·諾伊曼助手的弗蘭克爾在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按照我的看法，馮·諾伊曼的基本作用是使世界認識了由圖靈引入的基本概念和瞭解莫爾學院及其地方進行的工作。」[27]

馮·諾伊曼的朋友兼合作者烏拉姆曾作出這樣的評價：「計算機源出於科學發展和技術發展的匯合點。一方面是在數理邏輯、數學基礎，對形式系統詳盡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在這些領域，馮·諾伊曼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28]

三、自動機：理論計算機模型

馮·諾伊曼的自動機是一種理想化的計算機理論模型，它是用數學方法精確定義的，能反映計算機程序的抽像系統。我們使用這個名稱，是指它具有「機器」的功能。實際上，根據理想化的自動機程序，確實也能建造實際運作計算機。一個自動機可以看成一個具有內態的黑箱，是具有輸入和輸出系統的一種數學邏輯模型。具有內態是自動機的特徵之一。具有有窮內態的自動機叫做有窮自動機，具有無窮內態的自動機叫做無窮自動機。[29]

數學家王浩指出，一個抽像的自動機是從可具有一個任意的初始內態的自動機中抽像出來的。他把一個（有窮）自動機作了如下定義：

一個（有窮）自動機是一個固定有窮結構，它帶有固定的有窮數量的輸入聯結和固定的有窮數量的內存聯結，使得（1）每一聯結都有兩個狀態；（2）每一時刻的輸入聯結的狀態是任意的；（3）時間零的內態被識別；（4）時間t的所有聯結狀態，時間t+1的輸入聯結，按照一個預先賦值的定律，完全地決定了時間t+1的內態。[30]

按照王浩的定義，自動機的狀態用聯結狀態來定義，而聯結狀態是邏輯網絡理論中的術語。

在王浩看來，自動機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固定自動機；另一類是成長自動機。固定自動機是結構固定且具有固定數量的狀態那種自動機；而成長自動機是可以隨時間的推移以預定的能行方式成長（擴充或收縮）的自動機。例如，圖靈機就是一種成長自動機，它可通過紙帶的擴充或收縮得以成長。成長自動機實質上是一種生物目的性自動機，例如馮·諾伊曼的自增殖自動機就是一例。這種自動機可以成長為兩個相互聯繫的自動機——一個是原來的自動機，一個是它的複製品，這兩個自動機又可以分別成長，成為兩對自動機。這種自動機是對生物成長和增殖的模擬。馮·諾伊曼設計的成長自動機可以產生新的自動機。這種自動機模型既能在細胞層次上構成，[31]也能在生物有機體的層次上構成。

實際上，作為一種自動機的圖靈機，其出現先於其他自動機若干年，許多自動機模型都是圖靈機的變型。所以，許多計算機專家都認為圖靈機理論是討論自動機問題（例如判定問題）的基礎。圖靈機是現代計算機的最早數學和邏輯模型，它能夠計算任何可以定義的實數。圖靈機雖然只是一種簡單的自動機，但它的能力非常大，因為凡是理論上可計算的函數，都能夠用圖靈機進行計算，這就是所謂邱奇-圖靈論題。

總而言之，我們這裡所說的自動機是一種理想的數學模型，亦即一種理論計算機，通常它不是指一台實際運作的計算機，但按照自動機模型，可以製造出實際運作的計算機。

以下章節將從哲學方法論的角度來探討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的淵源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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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中的畢達哥拉斯主義傾向

馮·諾伊曼對自動機理論的研究始於他對電子計算機的研究，早期的計算機的邏輯設計是他的自動機理論的第一步，後來又進一步提出了自動機的理論總體構想與模型。馮·諾伊曼的自動機理論是高度數學化、邏輯化的，他常常把他的自動機理論說成是「自動機的邏輯理論」， 而不只是談「自動機理論」。如果追溯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數學理性思想的歷史源泉，我們會發現，它是源於古希臘畢達哥拉斯主義和柏拉圖主義的，是畢達哥拉斯數學自然觀的產物。


第一節  畢達哥拉斯主義的特點及其影響

在探討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中的畢達哥拉斯主義傾向之前，讓我們先瞭解畢達哥拉斯主義理念的精髓思想及其對近現代科學的影響。桂起權在科學思想史著作《科學思想的源流》以及論文《科學史中作為啟發原則的畢達哥拉斯主義》中對此作了詳盡而深入的探討。我在此作一個簡單的介紹以引起後文的探討。

「畢達哥拉斯主義」是由畢達哥拉斯學派所創導的數學自然觀的代名詞。「數學自然觀」的基本理念是：「數乃萬物之本原。」具體地說，畢達哥拉斯主義者認為：「『數學和諧性』是關於物理世界基本結構的知識的本質核心，在自然界那富有意義的秩序中，必須從自然規律的數學核心中尋找它的根源。也就是說，在探索自然定律的過程中，『數學和諧性』是強有力的助發性的啟發性原則。」[1]

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創始人是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約公元前580年-公元前500年），它的原始思想是將「數學和諧性」與神秘主義聯繫在一起的。神秘的「數學崇拜」在畢達哥拉斯學派中得到最高的表現。據記載，畢達哥拉斯學派對「神聖的數」的禱文是這樣：

「神聖的數啊！您是諸神和人類的創造者。願您賜福我們！啊！聖潔的、聖潔的4啊！您孕育著永流不息的創造源泉！因為您起源於純潔而深奧的1，漸次達到聖潔的4；然後生出聖潔的10，它為天下之目，無所不包，無所不屬，首出命世，永不偏倚，永不倦怠，成為萬物之鎖鑰。」[2]

禱文中的4代表火、氣、水、土四種元素，4還表示公平。1表示理性，理性是不變的。「聖10」是1+2+3+4產生出來的。

畢達哥拉斯學派是如何發現數學和諧性的，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認為畢達哥拉斯學派是在研究聲樂和器樂知識的過程中首先發現數學和諧性的。傳說畢達哥拉斯在經過鐵匠鋪時，注意到打在鐵砧上的鐵錘發出的「第四」、「第五」和「第八」音程的聲音。他發現鐵錘重量比為1︰3/4︰2/3︰1/2。回去後，他再用同質、等長、等粗的弦進行實驗表明，當重量比為1︰3/4︰2/3︰1/2時會給出上述音程。[3]另一種說法是，畢達哥拉斯學派在研究振動時發現，用三條同質弦發出某一樂音以及它的第五度和第八度音時，它們的長度為6︰4︰3。換句話說，只當幾條同質弦的長度互成簡單整數比時，它們在撥動下才發出和諧的聲音。[4]這種說法似乎更可信一些。

據研究，畢達哥拉斯學派的確研究了音程間的算術關係，並觀察到其中自然數的有規則的出現，從而在兩個不同的領域——音樂和算術——之間建立了密切聯繫。他們還在建築、雕刻等造型藝術研究中，研究了按什麼的比例才能產生美的效果，並提出了著名的「黃金分隔」，又進一步把這種和諧現象擴展到整個宇宙，認為宇宙中的一切都存在著和諧性，宇宙的秩序是由那種絕對的和諧所構成。

「數學和諧性」假說的提出，標誌著數學理性的萌芽。據亞里士多德所著的《論天體》記載，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天體在運行時，像一切運動著的物體一樣，各自發出聲音。每個天體因其體積和速度的差異而各自發出特殊的音調，而這種音調又是天體之間的距離所決定的，這些距離彼此之間有一種和諧的關係，與音樂裡的音程相適應。由此，就產生了運動著的天體的一種和諧的聲音（音樂），造成了和諧的『天體樂章』。」[5]畢達哥拉斯學派提出的關於宇宙的數學和諧性思想，即「天體樂章」的思想，對後世物理學、天文學等有著巨大的影響。[6]

去掉畢達哥拉斯主義神秘的外衣，其內核是「唯有通過數和形才能把握宇宙的本性。畢達哥拉斯的弟子菲洛勞斯（Philolaus）說過：『一切可能知道的事物，都具有數，因為沒有數而想像或瞭解任何事物是不可能的』」[7]。

畢達哥拉斯學派把適合於現象的抽像的數學上的關係，當作事物何以如此的解釋，即從自然現象中抽取現象之間和諧的數學關係。「數學和諧性假說」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和價值。因此，「如果和諧的宇宙是由數構成的，那麼自然的和諧就是數的和諧，自然的秩序就是數的秩序」[8]。這種觀念令後世科學家不懈地去發現自然現象背後的數量秩序，不僅對自然規律作出定性描述，還作出定量描述，取得了一次次重大的成功。

數學理性萌芽在古希臘的主要應用，體現在天體運動基本定理「柏拉圖原理」上。也就是，天體是神聖不變的永恆存在，它的運動必定遵循均勻（勻速度）而有序（正圓形軌道）的原則。柏拉圖發展了畢達哥拉斯主義的數學自然觀。在《蒂邁歐篇》中，柏拉圖描述了由幾何和諧組成的宇宙圖景，他試圖表明，「科學理論只有建立在數量的幾何框架上，才能揭示瞬息萬變的現象背後永恆的結構和關係」[9]。這表明柏拉圖認為自然哲學的首要任務，「在於探索隱藏在自然現象背後的可以用數和形來表徵的自然規律。例如，構成音樂和諧的比例數，或者是構成元素的幾何對稱性」[10]。

畢達哥拉斯主義思想對近代科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開普勒行星三大定律」的發現就是畢達哥拉斯主義的勝利。開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深受畢達哥拉斯主義和柏拉圖主義的研究傳統的影響，他在長期的研究工作中致力於發現與數學和諧性相一致的宇宙秩序和規律性，並成功地使用了數學語言、公式表述物理定律，用簡潔的方式概括了行星運動的主要特徵。伽利略曾說：「宇宙這部宏偉的書是用數學語言寫的，它的文字是三角形、圓以及其它幾何圖形。」[11]這句話被人們看作是畢達哥拉斯主義的宣言。伽利略的物理學研究工作也繼承了古老的畢達哥拉斯主義方法論傳統，為了把數學成功地應用到物理現象上去，他採用了抽像和理想化方法，使數學實驗方法發展到成熟階段。伽利略堅信自然界是依照數學規律運轉的，並更進一步認為只有當我們發現了與觀察結果相關的數學規律時，觀察結果才能得到解釋。伽利略認為數學方法為我們提供了安排和理解自然的技巧，是其他方法無與倫比的，許多現代科學家也贊同這一觀點。偉大的物理學家牛頓（1642-1727）將開普勒的天體力學運動定律與伽利略的地面上物體運動定律成功地統一起來。他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的序言中提出，他的目標是力圖以數學定律說明自然現象。牛頓用數學表述自然力，他的第二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真正找到了自然規律的數學和諧性的核心，並且以此為基礎，借助於數學思維，定量地、邏輯地演繹出物理世界中極為廣泛的現象，也是畢達哥拉斯數學自然觀的產物。[12]

在近代化學方面，普勞特的「原子整量說」以及門捷列夫元素週期律的發現也是畢達哥拉斯的研究傳統的典型表現，即尋求化學規律的數學核心。英國醫生威廉·普勞特（William Prout,1785-1850）提倡「整數原子說」，他於1815年和1816年先後發表了兩篇論文，其中提到，如果設氫的原子量為1，那麼許多元素的原子量都是氫的整倍數，並猜想這可能是古希臘哲學家們所尋求的構成萬物的原始物質。普特勞的學說在19世紀的大部分歲月中被人遺忘，在20世紀由於同位素說的興起使之在新的條件下復活。在門捷列夫元素週期律發現之前，對發現元素週期性體系有過重要貢獻的有好幾位科學家，如1862年法國人尚古多瓦首創「螺旋圖」，提出了元素性質可歸結為數的變化，將元素按原子量的大小次序排成一條圍繞圓筒的。再如1862年英國人紐蘭茲（J.A.R.Newlands,1837-1898）發現：按照原子量大小排列各種元素後，如用每逢第八個元素就另起一行的辦法排成縱列，則同一族元素就往往出現在同一條橫線上，這個規律被稱之為「八音律」。門捷列夫於1869年發表第一個週期表，同年宣讀論文《元素性質和原子量的關係》。他用週期表預言了新的元素，而且能糾正新元素發現者在觀察報告中的錯誤，因而很快得到國際化學界的承認。門捷列夫與同時代的化學家相比，其高明之處在於，他認識到科學的目的在於尋求雜亂的事實之間的統一和秩序，把事實提高到原理的高度。[13]

畢達哥拉斯的研究傳統在現代物理學中也發揮了作用。現代物理學的研究——光譜學基本公式的發現也是富於畢達哥拉斯主義色彩的。巴末爾（J.J.Balmer，1825-1898）是瑞士的一位數學教師，平時喜歡研究建築美學和幾何投影，並從數和形之中尋求和諧的美。他在1884年發現氫光譜系列的存在，後來又將它表述為公式：b=λm2m2－4，稱為巴末爾公式。巴末爾採取與常人截然不同的眼光來考察氫光譜，只根據極貧乏的資料（四條最重要的可見譜線），就找出了適合於一切元素的光譜秘訣。巴末爾公式之中有規律的自然數，揭示了大自然的隱秘構造的一個重要細節。參見桂起權《科學史中作為啟發原則的畢達哥拉斯主義》，[14]

現代科學的發展也受畢達哥拉斯主義數學自然觀的影響。例如，蓋爾曼提出「夸克模型」時，首先著重考慮的是與物質客體有關的基本對稱性，而不是直接考慮物質客體本身，最初追求的不是「物的邏輯」而是「形的邏輯」，但比阪田模型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夸克」最初是作為「基本對稱性的數學抽像」而出現的。在夸克模型提出後，人們在物質結構的更深層次，發現了畢達哥拉斯主義和柏拉圖式的基本對稱性的現代形式。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時空觀，則從另一個角度復活了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主義的觀念——用幾何來表現自然。[15]所以說，「無論是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還是對協同學演化方程或者混沌動力學的相空間圖解，都是追求數學和諧性的堅強信念的表現」[16]。正如海森伯所說：「早期的希臘哲學思想中，主要有兩種思想直到今天還決定著嚴密自然科學發展的道路，這兩種思想是原子論思想以及相信數學結構力量的畢達哥拉斯主義思想。」[17]


第二節  「馮·諾伊曼機」結構中體現的

數學啟發原則馮·諾伊曼秉承畢達哥拉斯主義傳統，他的計算機理論是數學的、邏輯的理論。馮·諾伊曼計算機的設計研究體現了畢達哥拉斯主義數學助發現原則、邏輯簡單性啟發原則。邏輯簡單性方法是指對認識對像進行最大程度的抽像和簡化處理後體現出其性質和規律。在經典科學的視野中，不論多麼複雜的現象，都服從幾條簡單的規律，可以作量化處理，可以用符號語言描述，正如由牛頓、薛定愕和愛因斯坦表述的自然定律所顯示的那樣，是「可數學化的」。下面我們來看看馮·諾伊曼計算機的邏輯設計如何體現了數學啟發原則。

20世紀30年代，電子學的發展和研製穿孔卡片式統計分析機的經驗，為創立電子計算機提供了主要的技術前提。二次大戰中，賓夕法尼亞大學摩爾學院電子系和阿伯丁彈道研究實驗室共同負責為陸軍每天提供6張火力表；任務艱難而緊迫，因為每張表都要計算幾百條彈道，而一個熟練的計算員計算一條飛行時間60秒的彈道要花20小時。儘管他們改進了微分分析儀，聘用了200多名計算員，一張火力表仍要算兩三個月，問題相當嚴重。

當時，負責該項工作的軍方代表正是年輕的戈德斯汀，他原是一位數學家。他的朋友莫齊利（J.W.Mauchly）這時正好在摩爾學院電子系任職。1942年8月，莫齊利寫出了《高速電子管計算機裝置的使用》的備忘錄，即ENIAC的初始方案。思想敏捷的戈德斯汀馬上意識到該方案的巨大價值，立即向他的上司匯報，並獲得支持，成立了研製小組。小組的成員是：負責電子計算機總設計方案的是物理學家莫齊利；芬蘭人艾克特(W.J.Eckert)擔任總工程師，負責解決製造中一系列困難複雜的工程技術問題；年輕的戈德斯汀不僅在數學上提出有用的建議，而且是精幹的科研管理組織人才；另外還有年輕的邏輯學家勃克斯參加。雖然ENIAC機的製造採用了當時最先進的電子技術，但因存儲容量太小、程序不能存儲等缺陷極大地限制了機器的運算速度，它的先天不足預示著計算機需要更合理的結構設計。從當時的技術條件看已具備製造通用電子計算機的條件，但在計算機的結構設計上還缺乏原理指導。馮·諾伊曼恰逢其時地出現了。

莫齊利和艾克特對馮·諾伊曼的到來並不熱情，稱看馮·諾伊曼是不是真正的天才從他來以後提的第一個問題就可判斷出來。1944年8月初，馮·諾伊曼來到摩爾學院，參觀了尚未竣工的ENIAC的電子計算機，他第一個問題就問起計算機器的邏輯結構。艾克特心中暗暗佩服：不愧是位天才的科學家，一下就點到問題的要害。這以後，馮·諾伊曼成為摩爾學院的實際顧問。研究小組很快又承擔了新型計算機EDVAC的研究任務。馮·諾伊曼立即開始研究新機器的邏輯結構。戈德斯汀回憶說：「艾克特很高興看到馮·諾伊曼對與新思想有關的邏輯問題如此感興趣，這些方面屬於最偉大的智力活動。」[18]「這項為新機器設計邏輯方案的工作正合馮·諾伊曼的心意，正是在這裡，他以前關於形式邏輯的工作才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他出場之前，摩爾學院的小組主要研究的是技術問題，而當他來了之後，他成了邏輯問題的引導者，小組逐漸分成兩派：工程師艾克特與莫奇利，邏輯學家馮·諾伊曼、勃克斯和我。」[19]

1945年6月，在ENIAC的基礎上，馮·諾伊曼撰寫了題為《關於離散變量自動電子計算機的草案》（EDVAC）的報告，他提出了一個新的改進方案：一是用二進制代替十進制，進一步提高電子元件的運算速度；二是存儲程序，即把程序放在計算機內部的存儲器中。按這一結構建造的電腦稱為存儲程序計算機，又稱為通用計算機。長達101頁的EDVAC方案是計算機發展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文獻，確定了現代電子計算機的範式由以下幾部分構成：（1）運算器；（2）控制器；（3）存儲器；（4）輸入；（5）輸出。這被稱為「馮·諾伊曼結構」，他的邏輯設計具有以下特點：

（1）他把電路設計與邏輯設計分開，為建立理想化的自動機或邏輯機器奠定了基礎。

（2）他研究了計算機（或自動機）的一般組織結構、程序編製和控制問題，為具體實現通用電子計算機鋪平了道路。

（3）他把人的神經系統與人工機器作了比較，開創了生物自動機研究的新方向。[20]

在這裡我們不禁要問一個問題：馮·諾伊曼本是一個數學家，此前他對計算機的研究、特別是技術方面知之甚少，他何以能一下子看出計算機設計的關鍵在於其邏輯結構呢？他的第一個問題何以就是「計算機的邏輯裝置」？

這與馮·諾伊曼把數學和諧性、邏輯簡單性看作是一種重要的啟發原則是分不開的。在20世紀30~40代，申農(Shannon)的信息工程、圖靈的理想計算機理論、匈牙利物理學家奧特維(Rudolf Ortvay)對人腦的研究以及麥卡洛克-皮茨的論文《神經活動中思想內在性的邏輯演算》引發了馮·諾伊曼對信息處理理論的興趣，而關於計算機的邏輯設計的思想則深受麥克卡洛和皮茨的啟發。

1943年麥卡洛克-皮茨《神經活動中思想內在性的邏輯演算》一文發表後，他們把數學規則應用於大腦信息過程研究所具有的潛能給馮·諾伊曼留下深刻的印象。該論文用麥卡洛克在早期對精神粒子研究中發展出來的公理規則，以及皮茨從卡爾納普的邏輯演算和羅素、懷特海《數學原理》發展出來的邏輯框架，表徵了神經網絡的一種簡單的邏輯演算方法。他們的工作使馮·諾伊曼看到了將人腦信息過程數學定律化的潛在可能。「當麥卡洛克和皮茨繼續發展他們的思想時，馮·諾伊曼開始沿著自己的方向獨立研究，使他們的思想成為其自動機邏輯理論的基礎。」[21]在《控制與信息嚴格理論》（Rigorous Theories of Control and Information）一文中，在文章的開頭部分，馮·諾伊曼討論了麥卡洛克-皮茨《神經活動中思想內在性的邏輯演算》以及圖靈在通用計算機上的工作，認為這些想像的機器都是與形式邏輯共存的。也就是說，自動機所能做的都可以用邏輯語言來描述，反之，所有能用邏輯語言嚴格描述的也可以由自動機來做。他認為麥卡洛克-皮茨是用一種簡單的數學邏輯模型來討論人的神經系統，而不是局限於神經元真實的生物與化學性質的複雜性。相反，神經元被當作一個「黑箱」，只研究它們輸入、輸出訊號的數學規則以及神經元網絡結合起來進行運算、學習、存儲信息、執行其他信息過程任務。馮·諾伊曼認為麥卡洛克-皮茨運用了數學中公理化方法，是對理想細胞而不是真實的細胞做出研究，理想細胞具有真實細胞的最本質特徵，前者比後者更簡潔，理想細胞具有真實細胞的最本質特徵。

在馮·諾伊曼1945年有關EDVAC機的設計方案中，所描述的存儲程序計算機便是由麥卡洛克和皮茨設想的「神經元」(neurons)所構成，而不是從真空管、繼電器或機械開關等常規元件開始。在EDVAC報告發表的那一年，他很清楚電子計算機的設計背後的原理的邏輯基礎。有一篇文章的引言是這樣的：「在本文中，我們將嘗試不僅從數學的觀點，而且從工程師和邏輯學家（即真正適合設計科學工具的人）的觀點來探討（大規模計算）機器。」[22]受麥卡洛克和皮茨的理想化神經元的邏輯設計的啟發，馮·諾伊曼設計了一種理想化的開關延遲元件。這種理想化計算元件的使用有以下兩個有利的作用：

（1）它能使設計者把計算機的邏輯設計與電路設計分開。在ENIAC的設計中，設計者們也提出過邏輯設計的規則，但是這些規則與電路設計規則相互聯繫、相互糾結。有了這種理想化的計算元件，設計者就能把計算機的純邏輯要求（如存儲和真值函項的要求）與技術狀況（材料和元件的物理局限等）所提出的要求區分開來考慮。

（2）理想化計算元件的使用也為自動機理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理想化元件的邏輯設計可以借助數理邏輯的嚴密手段來實現，能夠抽像化、理想化；而工程設計則是一種技巧，不能做這樣的處理。另外，理想化計算元件的使用，能使我們把人腦與計算機，神經元與計算元件相互對照，相互比較。[23]

就馮·諾伊曼在計算機邏輯設計上的貢獻，戈德斯汀這樣寫道：「就我所知，馮·諾伊曼是第一個把計算機的本質理解為是行使邏輯功能，而電路只是輔助設施的人。他不僅是這樣理解的，而且詳細精確地研究了這兩個方面的作用以及相互的影響。現在看來，這似乎非常陳腐不值一提，但在1944年，這是思想上的偉大進步。在給馮·諾伊曼的信中，我這樣寫道：『帶著強烈的興趣我仔細讀完了你的報告，我認為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因為它給出了機器的完整邏輯結構。』」[24]

馮·諾伊曼的朋友兼合作者烏拉姆也曾這樣描述他：「馮·諾伊曼是不同的，他有幾種十分獨特的技巧（很少有人能具有多於兩三種技巧。）其中包括線性算子的符號操作。他也有一種對邏輯結構和新數學理論的構架、組合超結構的，捉摸不定的「普遍的意義下」的感覺。在很久以後，當他對研究電子計算機的概念和結構時，這些東西被派了用處，他嘗試著去定義和探求，一般的神經系統和人腦自身的工作，與新近發展起來的電子計算機的操作之間的形式上的類似。」[25]

柏拉圖說過，「自然界愛好簡單性和統一，自然之中沒有無用和多餘的東西存在」[26]，這一思想對馮·諾伊曼極有影響。馮·諾伊曼在晚年，有學生問起他做事的秘訣時，他只是說：「簡單。」他遵從邏輯簡單性原則。在《計算機的一般邏輯理論》的演講中，馮·諾伊曼曾多次使用為了使問題簡單的劃分與剔除。例如，在探討生物計算機與人工計算機的數字計算機與模擬計算機特徵時，他曾這樣說：「生物有機體是部分數字化部分模擬的機制。計算機器——我這裡討論所討論的計算機器的最近的模式都是純數字化的，於是我必須要求你們接受這種系統的簡單化。雖然我深知否認生物有機體中的模擬成分的重要性是荒謬的，但為了討論的簡單，忽略這一部分，我將把生物有機體作為純數字化自動機來考慮。」 [27]在探討人類中樞神經系統與人工自動機時，也對所要探討的問題作了劃分，對兩類自動機的元素合成進行了公理化的討論。「在比較生物有機體，特別是複雜的有機體——人類中樞神經系統與人工自動機時，下列局限性必須被考慮。自然系統非常複雜，需要把系統中表現的問題分成幾個部分。劃分的方法在現在的背景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有機體可以被看成是由幾個部分的元素構成，這些元素在一定程度上是獨立的、基本的單位。問題的第二部分是瞭解這些元素如何構成一個整體，整體的功能如何由這些元素來表現。問題的第一部分現在在生理學中占支配地位，它與有機化學和物理化學緊密。量子機制可能對它的發展也非常有幫助，我沒有資格談論這個問題，這也不是我在這裡所要關注的。另一方面，問題的第二部分，可能更吸引我們這些具有數學或邏輯背景和口味的人。帶著這種態度，我們將傾向於在公理化的過程中，移除問題的第一部分，而集中於第二部分。」 [28]

從以上的探討，我們可以說馮·諾伊曼是遵從畢達哥拉斯主義數學啟發性原則、邏輯簡單性啟發原則的，他具有極其透徹的分析能力，能在最短的時間內透過紛繁蕪雜的現象，單刀直入，抓住問題的核心和癥結。


第三節  馮·諾伊曼自動機模型中體現的抽像性原則

馮·諾伊曼在《自動機理論：建造、自增殖、齊一性》的開頭部分提出了對自動機的總體設想與模型，他的設想與模型也體了現畢達哥拉斯主義的原則與思想。

馮·諾伊曼認為，在自動機的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回答兩個方面的問題開始，即邏輯和構造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互相關聯，可以表述為以下五個問題：

（1）邏輯普遍性（Logical universality）。自動機什麼時候具有邏輯普遍性？即用可實現的有限的方法能夠完成所有的邏輯運算嗎？也就是說，加上變量，單個的自動機具有邏輯普遍性嗎？

（2）可構造性(constructability)。自動機可以被構造嗎？即可由另一個自動機根據恰當定義的「原材料」組裝和構造嗎？

（3）構造普遍性(construction-universality)。這個問題使問題（2）更具體，一個任意指定的自動機能夠被普遍構造嗎？一個任意指定的自動機可以由另外任何一個自動機構造嗎？

（4）自增殖(self-reproduction)。有沒有自增殖自動機？有沒有既能產生自己又能進一步完成任務的自動機？

（5）進化。把問題（3）和（4）合起來考慮，由程序語言組成的自動機結構可以從簡單逐漸變得複雜嗎？也就是說，假設適當定義了「效率」，低效率自動機能進化到高效率自動機嗎？[29]

在思考第（1）個問題——邏輯問題時，馮·諾伊曼認為人們必須清楚地考慮這樣的自動機，它只需具有表達邏輯的本質特徵的器官組織，而不需要其他任何器官，與神經生理學類比，把這些器官稱之為神經元胞。每個器官擁有兩個穩定狀態與邏輯學中的真與假邏輯值相對應，這兩種狀態分別是興奮和抑制，用1和0表示。於是我們熟知的邏輯結構就可以用這些器官構成的自動機來表達了。每個基本的邏輯運算是一個神經元胞，用線把這些器官相連表示邏輯蘊含。控制神經元胞行為的線，即表徵與神經元胞相對應的進入基本邏輯運算或功能的邏輯變量，是輸入；表達神經元胞行為結果的線，即表徵問題中邏輯運算的值，是輸出。這些輸出往往又是其它神經元胞的輸入。一個神經元胞一般只允許有一個輸出，根據分流的需要再分解輸出。神經元胞（在輸出線上）對刺激（在輸入線上）的回應在固定延遲時間r後出現。一個輸出在有輸入的地方可以及時被激活。此類事件發生在時間t，t是r的整數倍。t = nr，n=0，±1，±2…。r= 1，所以t =0，±1，±2…。每個神經元胞運行的時間延遲保證了邏輯系統的因果特徵和構造特徵。引入的神經元胞與邏輯的基本運算對應。由這些器官構成的自動機能表達邏輯學中所有的命題。[30]

問題（2）——構造的基本問題。以什麼樣的方法一個自動機可以構造大量的其它自動機？也就是說以什麼樣的方式一個有特定特徵的元胞能夠被製造？馮·諾伊曼認為這要由母機的邏輯部分來完成，而且母機的邏輯部分必須管理、依次排列單個元胞的創造行為，以產生完整的第二代（構造的）的自動機。單個元胞創造行為的序列須由母機邏輯部分準備好的邏輯模型來控制。這種邏輯模型並不是第二代自動機的完整計劃，而是在功能上以母機能理解並且按照它繼續工作的術語置於母機內，第二代自動機的設計必須納入母機的設計中。

問題（3）與問題（2）聯繫緊密，第二自動機可按照解決問題（2）中的內容來構造，它們的個體（構造）設計必須來源於一個共同的總設計，其中某些參數可以特殊地在數字上進行替換。也就是說，即使第二自動機的設計不納入母機，但是起關鍵作用的一般設計（控制所有子設計的設計）必須在母機裡建立。

問題（4）——自增殖問題。馮·諾伊曼表示，借助構造的方法，即通過設計各種具有構造性和自增殖的自動機，就能夠肯定地回答這個問題。

問題（5）——進化問題。自增殖的自動機越往後發展，就越有可能會改變其遺傳基因，具有進化機制。[31]

透過複雜的現象抓住問題的核心，簡要地提出以上幾個問題也是他遵從邏輯簡單性啟發原則的體現。

馮·諾伊曼一共設想了五種自動機模型：動力模型（kinematic model）、元胞模型(cellular model)、興奮-閾值-疲勞模型(excitation-threshhold-fatigue)、連續模型(continuous model)和概率模型(probabilistic model)。

第一個模型是動力模型。動力模型處理運動、接觸、定位、融合、切割、幾何動力問題，但不考慮力和能量。動力模型最基本的成分是：儲存信息的邏輯（開關）元素與記憶（延遲）元素、提供結構穩定性的梁（girder）、感知環境中物體的感覺元素、使物體運動的動力元素、連接和切割元素。馮·諾伊曼共描述了這類自動機的八個組成部分：刺激器官、共生器官（coincidence organ）、抑製器官（inhibitory organ）、刺激生產者、剛性成員（rigid members）、融合器官（fusing organ）、切割器官（cutting organ）、肌肉。其中四個部分用來完成邏輯與信息處理過程：刺激器官接受並傳輸刺激，它分開接受刺激，即實現「p或q」的真值；共生器官實現「p和q」的真值；抑製器官實現「p 和q」的真值；刺激生產者提供刺激源。剛性成員為建構自動機提供剛性框架，它們不傳遞刺激，可以與同類成員相連接，也可以與非剛性成員相連接，這些連接由融合器官來完成。當這些器官被刺激時，融合器官把它們連接在一起，這些連接可以被切割器官切斷。第八個部分是肌肉，用來產生動力。[32]

第二個模型是元胞模型。馮·諾伊曼在《自動機理論：構造、自增殖、齊一性》中詳細描述了這個模型，在該模型中，自增殖在一定的空間內發生，空間被分解為一個個元胞，每個元胞包含同樣的有限自動機。馮·諾伊曼把這些空間稱之為「晶體規則」（crystalline regularity）、「晶體介質」(crystalline medium)、「顆粒結構」（granular structure）以及「元胞結構」（cellular structure）。對於自增殖的元胞結構形式，馮諾伊曼選擇了正方形的元胞無限排列形式。每個元胞擁有29態有限自動機。每個元胞直接與它的四個相鄰元胞以延遲一個單位時間交流信息，它們的活動由轉換規則來描述（或控制）。29態包含16個傳輸態（transmission state）、4個合流態（confluent state）、一個非興奮態，8個感知態。[33]

第三個模型是興奮-閾值-疲勞模型，它建立在元胞模型的基礎上。元胞模型的每個元胞擁有29態，馮·諾伊曼模擬神經元胞擁有疲勞和閾值機制來構造29態自動機，因為疲勞在神經元胞的運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興奮-閾值-疲勞模型比元胞模型更接近真正的神經系統。一個理想的興奮-閾值-疲勞神經元胞有指定的開始期及不應期。不應期分為兩個部分：絕對不應期和相對不應期。如果一個神經元胞不是疲勞的，當激活輸入值等於或超過其臨界點時，它將變得興奮。當神經元胞興奮時，將發生兩種狀況：在一定的延遲後發出輸出信號、不應期開始，神經元胞在絕對不應期內不能變得興奮，它在相對不應期內可以變得興奮當且僅當激活輸入數等於或超過臨界點。當興奮-閾值-疲勞神經元胞變得興奮時，必須記住不應期的時間長度，用這個信息去阻止輸入刺激對自身的平常影響。於是這類神經元胞並用開關、延遲輸出、內在記憶以及反饋信號來控制輸入訊號，這樣的裝置實際上就是一台有限自動機。馮·諾伊曼認為一個擁有2個臨界點、6個疲勞期的神經元胞可以為元胞結構中的每個元胞提供所需的29態有限自動機。[34]

第四個模型是連續模型。馮·諾伊曼建立連續模型以離散系統開始，以連續系統繼續，先發展自增殖的元胞模型，然後化歸為興奮-閾值-疲勞模型，最後用非線性偏微分方程來描述它。自增殖的自動機的設計與這些偏微分方程的邊際條件相對應。他的連續模型與元胞模型的區別就像模擬計算機與數字計算機的區別一樣，模擬計算機是連續系統，而數字計算機是離散系統。[35]

第五個模型是概率模型。馮·諾伊曼認為自動機在各種態（state）上的轉換是概率的而不是決定的。在轉換過程中有產生錯誤的概率，發生變異，機器運算的精確性將降低。在《概率邏輯與從不可靠元件到可靠組織的綜合》中，他探討了概率自動機，探討了在自動機合成中邏輯錯誤所起的作用。「對待錯誤，不是把它當作是額外的、由於誤導而產生的事故，而是把它當作思考過程中的一個基本部分，在合成計算機中，它的重要性與對正確的邏輯結構的思考一樣重要。」[36]其中，馮·諾伊曼描述了自動機的一些基本器官組織，多個輸入一個輸出模式延遲器官，儲存組織，主要器官組織。

從以上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中可以看出，馮·諾伊曼是從邏輯和統計數學的角度切入對現實自動機的研究，而非心理學和生理學。他既關注自動機構造問題，也關注邏輯問題，始終把心理學、生理學與現代邏輯學結合，注重理論的形式化與抽像化。《自動機理論：建造、自增殖、齊一性》開頭第一句話就這樣寫道：「自動機的形式化研究是邏輯學、信息論以及心理學研究的課題。單獨從以上某個領域來看都不是完整的。所以要形成正確的自動機理論必須從以上三個學科領域吸收其思想觀念。」[37]他對自然自動機和人工自動機的運行的研究，都為自動機理論的形式化、抽像化部分提供了經驗素材。

馮·諾伊曼在提出動力學模型後，對這個模型並不滿意,因為該模型仍然是以具體的原材料的吸收為前提，這使得詳細闡明元件的組裝規則、自動機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機器運動的很多精確的簡單規則變得非常困難。這使馮·諾伊曼感到，該模型沒有把過程的邏輯形式和過程的物質結構很好地區分開來，作為一個數學家，馮·諾伊曼想要的是完全形式化的抽像理論,他與著名的數學家烏拉姆探討了這些問題，烏拉姆建議他從元胞的角度來考慮。馮·諾伊曼接受了他的建議，於是建立了元胞自動機模型。該模型既簡單抽像，又可以進行數學分析，很符合馮·諾伊曼的意願。

馮·諾伊曼是第一個把注意力從研究自動機的機械製造轉移到研究自動機邏輯形式上的計算機專家，他撇開了生命的具體生物學結構，用數學和邏輯形式的方法來揭示了生命最本質的方面——自增殖機制，並將自增殖的本質特徵應用於人造系統。[38]在元胞自動機理論中，他還研究了自增殖的邏輯，並天才地預見到，自增殖自動機的邏輯結構在活細胞中也存在，這都體現了畢達哥拉斯主義的數學理性。馮·諾伊曼最先把圖靈通用計算機概念擴展到自增殖自動機，他的元胞自動機模型，把活的有機體設想為自增殖網絡並第一次提出為其建立數學模型，也體現了畢達哥拉斯主義通過數和形來把握事物的特徵的思想。

馮·諾伊曼是一位卓越的應用數學家，他不僅熟悉自然科學和工程學中的實際問題，同時也熟悉數學的抽像方法。他的自動機設計思想是理論與實踐結合的產物，是科學方法與數學方法相結合的結晶。


第四節  馮·諾伊曼對自動機數學理論的追求

馮·諾伊曼早期在計算機邏輯和程序設計上的工作，使他認識到數理邏輯將在新的自動機理論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研究自動機理論時，注意到了數理邏輯與自動機之間的聯繫。從上一節馮·諾伊曼關於自動機理論的介紹可以看出，他的第一個自增殖模型是離散的，後來又提出了一個連續模型和概率模型。從馮·諾伊曼的自動機背後的數學理論中可以看出，他的討論重點是從離散數學逐漸轉移到連續數學，在討論了數理邏輯之後，轉而討論了概率邏輯。馮·諾伊曼的工作是基於古老的畢達哥拉斯主義的信念的，即自動機需要恰當的數學理論。

在馮·諾伊曼寫關於自動機理論時，他對數理邏輯與自動機的緊密關係已非常瞭解。庫爾特·哥德爾通過表明邏輯的最基本的概念（如合式公式，公理、推理規則、證明）在本質上是遞歸的。馮·諾伊曼把數理邏輯還原為計算理論，認為遞歸函數是能在圖靈機上進行計算的函數，所以可以從自動機的角度來看待數理邏輯。反過來，數理邏輯亦可用於自動機的分析和綜合。自動機的邏輯結構能用理想的開關—延遲元件來表示，然後翻譯成邏輯符號。不過，馮·諾伊曼感覺到，自動機的數學與邏輯的數學在形式特點上是有所不同的。他認為現存的數理邏輯雖然有用，但對於自動機理論來說是不夠的。他相信一種新的自動機邏輯理論將興起，它與概率理論、熱力學和信息理論非常類似並有著緊密的聯繫。

20世紀40年代晚期，受著名化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萊納斯·鮑林的邀請，馮·諾伊曼在美國加州帕賽迪納(Pasajena)的海克森(Hixon)研討班上做了一系列演講,演講的題目是「自動機的一般邏輯理論」，這些演講對自動機數學邏輯理論做了探討。在1948年9月的專題研討會上，馮·諾伊曼在宣讀《自動機的一般邏輯理論》時說道：「請大家原諒我出現在這裡，因為我對這次會議的大部分領域來說是外行。甚至在有些經驗的領域——自動機的邏輯與結構領域，我的關注也只是在一個方面，數學方面。我將要說的也只限於此。我或許可以給你們一些關於這些問題的數學方法。」[39]

馮·諾伊曼認為在目前還沒有真正擁有自動機理論，即恰當的數理邏輯理論，他對自動機的數學與現存的邏輯學做了比較，並提出了自動機新邏輯理論的特點，指出了缺乏恰當數學理論所造出的後果。

1.自動機數學中使用分析數學方法，而形式邏輯是組合的。

自動機數學中使用分析數學方法有方法論上的優點，而形式邏輯是組合的。 「搞形式邏輯的人誰都會確認，從技術上講，形式邏輯是數學上最難駕馭的部分之一。其原因在於，它處理嚴格的全有或全無概念，它與實數或複數的連續性概念沒有什麼聯繫，即與數學分析沒有什麼聯繫。而從技術上講，分析是數學最成功、最精緻的部分。因此，形式邏輯由於它的研究方法與數學的最成功部分的方法不同，因而只能成為數學領域的最難的部分，只能是組合的。」[40]

馮·諾伊曼指出，比起過去和現在的形式邏輯（指數理邏輯）來，自動機數學的全有或全無性質很弱。它們組合性極少，分析性卻較多。事實上，有大量跡象可使我們相信，這種新的形式邏輯系統（按：包含非經典邏輯的意味）接近於別的學科，這個學科過去與邏輯少有聯繫。也就是說，具有玻爾茲曼所提出的那種形式的熱力學，它在某些方面非常接近於控制和測試信息的理論物理學部分，多半是分析的，而不是組合的。[41]

2.自動機邏輯理論是概率的，而數理邏輯是決定的。

馮·諾伊曼認為，在自動機理論中，有一個必須要解決好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處理自動機出現故障的概率的問題，該問題是不能用通常的邏輯方法解決的，因為數理邏輯只能進行理想化的開關—延遲元件的確定性運算，而沒有處理自動機故障的概率的邏輯。因此，在對自動機進行邏輯設計時，僅用數理邏輯是不夠的，還必須使用概率邏輯，把概率邏輯作為自動機運算的重要部分。馮·諾伊曼還認為，在研究自動機的功能上，必須注意形式邏輯以前從沒有出現的狀況。既然自動機邏輯中包含故障出現的概率，那麼我們就應該考慮運算量的大小。數理邏輯通常考慮的是，是不是能借助自動機在有窮步驟內完成運算，而不考慮運算量有多大。但是，從自動機出現故障的實際情況來看，運算步驟越多，出故障（或錯誤）的概率就越大。因此，在計算機的實際應用中，我們必須要關注計算量的大小。在馮·諾伊曼看來，計算量的理論和計算出錯的可能性既涉及連續數學，又涉及離散數學。

「就整個現代邏輯而言，唯一重要的是一個結果是否在有限幾個基本步驟內得到。而另一方面形式邏輯不關心這些步驟有多少。無論步驟數是大還是小，它不可能在有生的時間內完成，或在我們知道的星球宇宙設定的時間內不能完成，也沒什麼影響。在處理自動機時，這個狀況必須做有意義的修改。」[42]

就一台自動機而言，不僅在有限步驟內要達到特定的結果，而且還要知道這樣的步驟需要多少步，這有兩個原因：第一，自動機被製造是為了在某些提前安排的區間裡達到某些結果；第二，每個單獨運算中，採用的元件的大小都有失敗的可能性，而不是零概率。在比較長的運算鏈中，個體失敗的概率加起來可以（如果不檢測）達到一個單位量級——在這個量級點上它得到的結果完全不可靠。這裡涉及的概率水平十分低，而且在一般技術經驗領域內排除它也並不是遙不可及。如果一台高速計算機器處理一類運算，必須完成1012單個運算，那麼可以接受的單個運算錯誤的概率必須小於10-12。如果每個單個運算的失敗概率是10-8量級，當前認為是可接受的，如果是10-9就非常好。高速計算機器要求的可靠性更高，但實際可達到的可靠性與剛才提及的最低要求相差甚遠。

也就說，自動機的邏輯在兩個方面與現有的形式邏輯系統不同：

1.「推理鏈」的實際長度，也就是說，要考慮運算的鏈。

2.邏輯運算（三段論、合取、析取、否定等在自動機的術語裡分別是門（gating）,共存、反-共存，中斷等行為）必須被看作是容納低概率錯誤（功能障礙）而不是零概率錯誤的過程。

所有這些，重新強調了前面所指的結論：我們需要一個詳細的、高度數學化的，更典型更具有分析性的自動機與信息理論。缺乏自動機邏輯理論是一個限制我們的重要因素。如果我們沒有先進而且恰當的自動機和信息理論，我們就不可能建造出比我們現在熟知的自動機具有更高複雜性的機器，就不太可能產生更具有精確性的自動機。

以上是馮·諾伊曼對自動機理論數學、邏輯理論方法的探討。他用數學和邏輯形式的方法來揭示了自動機最本質的方面，為計算機科學特別是自動機理論奠定了數學、邏輯基礎。總之，馮·諾伊曼對自動機數學的分析開始於數理邏輯，並逐漸轉向分析數學，轉向概率論，最後討論了熱力學。通過這種分析建立的自動機理論，能使我們把握複雜自動機的特徵，特別是人的神經系統的特徵。數學推理是由人的神經系統實施的，而數學推理藉以進行的「初始」語言類就似於自動機的初始語言。[43]因此，自動機理論將影響邏輯和數學的基本概念，這是很有可能的。他說：「我希望，對神經系統所作的更深入的數學研討……將會影響我們對數學自身各個方面的理解。事實上，它將會改變我們對數學和邏輯學的固有的看法。」[44]

在第一節中我們已指出，畢達哥拉斯主義傾向是觀察自然的一種特殊方式，它在天文學、物理學、化學中都發揮過重要的作用。現在我們可以說，馮·諾伊曼關於計算機邏輯結構的考慮，對自動機理論數學、邏輯的種種探討，都是尋求計算機自動機背後的數學核心的頑強努力。他把數學助發現原則、邏輯簡單性、形式化、抽像化原則都應用在其理論中。這都體現了他深受是畢達哥拉斯數學自然觀的影響。

在1947年的論文《數學家》(The mathematician)中，馮·諾伊曼表達了這樣的數學觀念：數學的發展和自然科學有著密切聯繫，數學思路方法滲透並支配著自然科學的所有理論分支。數學有其經驗來源，不可能存在絕對的、脫離所有人經驗的嚴密性概念。另一方面，數學是創造性學科，受審美的支配，選擇題材和判斷成功的標準都是美學的，必須防止純粹美學化的傾向。為此，應該不斷在數學中注入一些「或多或少直接來自於經驗的思想」。馮·諾伊曼的科研活動明顯地受著上述觀念的影響，他涉獵了如此眾多的科學領域，力求保持數學理論同物理學及其他自然科學中日益增長的複雜現象之間的聯繫。

形式化思想在馮·諾伊曼的哲學觀念中占主導地位，他認為邏輯體系具有普遍性和綜合性，而形式化邏輯結構在某種程度上刻畫了事物的抽像本質。他對尋找邏輯體系的局限性不感興趣，但當某種局限性被他發現後，他便開始考慮如何利用更加形式化的過程去克服它(體現於他對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的態度)。對他來說，最高層次的抽像——如邏輯和數學的基礎——應當通過嚴密的形式邏輯手段去完成。在接觸到實際問題時，馮·諾伊曼也總能迅速地給出適當的數學形式化表述，並進行純形式的推理，不僅如此，將形式邏輯和數學付諸最大限度的應用，也成為他的科學稟性。在他的觀念中，利用抽像的形式結構可以瞭解整個世界——包括社會生活和精神意識，這在他對數學基礎、量子理論和計算機組織的形式化工作中都有所反映。可以說，馮·諾伊曼遵循著這樣一種觀念：只有嚴密的邏輯體系才可能包含主宰萬物的、永恆的普遍真理，這與畢達哥拉斯主義是一脈相承的。

馮·諾伊曼的好朋友烏拉姆曾寫道：「馮·諾伊曼是不同的，他有幾種十分獨特的技巧（很少有人能具有多於兩三種的技巧）。其中包括線性算子的符號操作。他也有一種對邏輯結構和新數學理論的構架、組合超結構的，捉摸不定的『普遍的意義下』的感覺。在很久以後，當他對研究電子計算機的概念和結構時，這些東西被派了用處，他嘗試著去定義和探求，一般的神經系統和人腦自身的工作，與新近發展起來的電子計算機的操作之間的形式上的類似。」[45]「或許馮諾伊曼也缺乏一些『非理性的』東西，儘管他有美妙的創造力，確實地達到了「理性」的極限。」[46]

從以上的探討我們可以得出， 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體現了他對數學和諧性的追求，他的自動機理論實際上是畢達哥拉斯數學自然觀的產物。


[1]桂起權：《科學思想的源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頁。


[2][美]T.丹齊克：《數：科學的語言》，蘇仲湘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33～34頁。


[3][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賀麟、王大慶譯，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238～239頁。


[4][英]丹皮爾：《科學史》，李珩譯，商務印書館1975年版，第51頁。


[5][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賀麟、王大慶譯，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51頁。


[6]參見桂起權《科學思想的源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頁。


[7]桂起權：《科學思想的源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頁。


[8]桂起權：《科學思想的源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4 頁。


[9]桂起權：《科學思想的源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頁。


[10]桂起權：《科學思想的源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頁。


[11][美]約翰·洛西：《科學哲學歷史導論》，林夏水譯，華中工學院1982年版，第18頁。


[12]參見桂起權《科學思想的源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頁。


[13]參見桂起權《科學思想的源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230頁。


[14]見張巨青《科學探索的奧秘》，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161頁。


[15]參見桂起權《科學史中作為啟發原則的畢達哥拉斯主義》，見張巨青《科學探索的奧秘》，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160頁。


[16]桂起權：《科學史中作為啟發原則的畢達哥拉斯主義》，見張巨青《科學探索的奧秘》，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頁。


[17][德]海森伯：《嚴密自然科學基礎近年來的變化》，王福山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52頁。


[18]Herman Goldstine.The Computer from Pascal to Von Neuman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186.


[19]Herman Heine Goldstine. The Computer from Pascal to Von Neuman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188.


[20]參見任曉明、桂起權《計算機科學哲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頁。


[21]William Aspray. John von Neumann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omput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 1990.181.


[22]A.H.Taub, Von Neumann.Collected works,Vol.5.New York:Pergamon Press,1963.32.


[23]參見John von Neumann, Arthur W. Burks (eds), Theory of Self-reproduction Automata. University of Urbana and London:Illinois Press,1966.9.


[24]Herman Heine Goldstine.The Computer from Pascal to Von Neuman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192.


[25][美]S.M.烏拉姆：《一位數學家的經歷》，朱水林等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頁。


[26]轉引自桂起權《科學思想的源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頁。


[27]A.H.Taub.John von Neumann Collected Works Vol.V, Pergamon Press，1963.297.


[28]A.H.Taub,John von Neumann Collected Works Vol.V, Pergamon Press，1963.289.


[29]參見John Von Neumann. Arthur W. Burks.Theory of Self-Reproduction Automata. Urbana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6. 92.


[30]參見John von Neumann. Arthur W. Burks.Theory of Self-Reproduction Automata. Urbana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3. 99.


[31]對五個問題的探討詳見John von Neumann. Arthur W. Burks.Theory of Self-Reproduction Automata. Urbana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6.99-131.


[32]John von Neumann. Arthur W. Burks.Theory of Self-Reproduction Automata. Urbana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6.93.


[33]John von Neumann. Arthur W.Burks.Theory of Self-Reproduction Automata. Urbana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6.94.


[34]John von Neumann, Arthur W.Burks.Theory of Self-Reproduction Automata. Urbana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6. 96.


[35]John von Neumann, Arthur W. Burks.Theory of Self-Reproduction Automata. Urbana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6. 97.


[36]John von Neumann, Arthur W. Burks.Theory of Self-Reproduction Automata. Urbana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6. 174.


[37]John von Neumann, Arthur W. Burks.Theory of Self-Reproduction Automata. Urbana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6. 91.


[38]參見賀建民、王元元《人工生命的發展與研究》，《解放軍理工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3年第3期。


[39]A.H. Taub.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von Neumann.vol.5. Pergamon Press，1963. 288.


[40]A.H. Taub.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von Neumann.vol.5. Pergamon Press，1963. 303.


[41]A.H. Taub.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von Neumann.vol.5. Pergamon Press，1963.304.


[42]William Aspray.A.Burks (eds.). Papers of John von Neumann on Computing and Computer The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87.407.


[43]任曉明、桂起權：《計算機科學哲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頁。


[44][美]馮·諾伊曼：《計算機與人腦》，甘子玉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2頁。


[45][美]S.M.烏拉姆：《一位數學家的經歷》，朱水林等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頁。


[46][美]S.M.烏拉姆：《一位數學家的經歷》，朱水林等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頁。



第三章  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中隱含的生物目的論思想

在上一章中，我們已經探討了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的畢達哥拉斯主義淵源。事實上，在亞里士多德目的論和自動機思想中，我們也可以找到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的根據。在系統科學和複雜性科學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現代目的論思想，對馮·諾伊曼的自動機理論產生了深刻影響。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是生物目的性自動機理論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論之一。


第一節  目的論思想的源流

「目的」這一概念，是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長期爭論的問題。「目的論是用目的或目的因來解釋世界的哲學學說，在如何解釋世界的事物和現象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上，目的論認為某種觀念的目的是預先規定事物、現象存在和發展以及它們之間關係的原因和根據。目的論的根本點是把自然過程擬人化，把目的這個只為人的活動所固有的因素強加給自然界。」[1]目的論有兩種表現形式：內在目的論和外在目的論，兩者不能混為一團。在探討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的目的論思想之前，先對目的論思想的歷史發展做個簡要的介紹，為後面的探討提供一個知識背景。

一、亞里士多德的目的論思想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是內在目的論思想的創始人，[2]他在《動物四篇》集中闡述了目的論思想。亞里士多德認為：「世界是一個有機統一體，自然是具有內在目的的，它的一切創造物都是合目的的，並且這種內在目的性只需通過自然本身的結構與機制來實現。人類（例如木匠、建築師）可以通過技術手段對自然的結構和作用機制進行模仿和再現。」桂起權、傅靜、任曉明在合著的《生物科學的哲學》裡指出，亞里士多德的目的論包含「構造目的性」和「程序目的性」兩類思想。構造目的性指的是「動物的每一部分、每一器官都有局部的目的，並且都服從於整體的目的」[3]。亞里士多德在《動物四篇》中這樣寫道：「有如每一工具，也像身體的每一部分（器官）各適應著某些局部的目的，也就是說各具有專門的活動（功用），於全身而言，這必然決定著操持某些有關全體（整個生命）的活動（功用）。」[4]另一方面是「程序目的性」思想：即生物的一切合目的性的機能、結構、行為和程序都是自然內部機製作用的結果，是生命有機體自組織的結果，這種自組織和自發展的根源在於生命體與一般非生命事物不同方面，即生命體具有「程序目的性」[5]。

現代生物哲學家E.邁爾把「程序目的性」界定為「按照某種程序和信息密碼而運行的動態過程」，而亞里士多德採用「形式因」與「目的因」的特殊方式表述了它，邁爾從亞里士多德目的論中提煉出的最寶貴的成分就是「程序目的性」（這個名稱是邁爾給出的）。

最重要的是，亞里士多德目的論思想中還具有「程序自動化」思想並與自動機相聯繫。他指出，在預定程序指導下，由潛在變成現實的過程就是一種自動的執行過程。他還多次指出：「受精卵發育的程序自動化過程與當時的一種『自動機器』的程序自動化過程十分類似。受精卵按『形式因』的設計藍圖依次長出心、肺、肝、眼等器官，正像『自動機器』一樣，牽線人牽動許多槓桿中的第一個，由A帶動B，B帶動C，C帶動D，D帶動E，如此等等，這樣整個機械裝置就活動起來，『自動機器』就會按節拍跳舞。」[6]亞里士多德用一個隱喻，表明了受精卵實際上就是一台生物自動機器，它先天內含著目的性程序，控制著未來的個體發育、胚胎發育的進程並決定最終目標的實現。[7]

亞里士多德這裡所描述的「自動機器」雖然只是特指一種十分簡單的自動的機械裝置，但它卻表現出程序性特徵，隱含著現代自動機理論的思想萌芽。在提出目的論思想的過程中，他將生物與自動機做了類比，因此也包含了人機類比的思想萌芽以及最早的生物目的性自動機的思想萌芽。[8]這些思想非常具有啟發意義，因此後來被現代仿生學學者和控制論學者充分發揮。

二、神學目的論與活力論

柏拉圖的外在目的論認為：「宇宙是由上帝這樣一個超一流的幾何學家和工程師設計創造出來的，地球被設計出來是為了適於生物生存的環境(特別是為了人類利益的)。」[9]這樣的觀點為斯多葛學派充分發展。自然神學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托馬斯·阿奎那。他在《神學大全》這部著作中，根據宇宙的高度、世界的和諧與秩序(這就要求必須有一位全智全能之神指引一切自然事物達到各自的目的)，即用合目的性論題論證了上帝的存在。通過托馬斯·阿奎那的工作，神學目的論在西方的影響深遠。

自然神學(naturaltheology)與自然神論(deism)都贊同神學目的論觀點，但在具體觀念上有較大分歧。自然神學派的主要代表大多是博物學家，他們信奉有一個天啟之神，認定「一切生物結構奇妙的適應性及其活動功能和相互作用的完美無缺性正是造物主設計的目的性的無可置疑的證據」[10]。自然神論派是以牛頓那樣的物理學家為代表人物，他們信奉的是一個非人格化的規律之神，他們的興趣是在於研究「上帝為維持宇宙的和諧與秩序這一目的而設置的運動規律」。所以，18世紀至19世紀初自然神學家的口號是：「研究自然界(特別是生物自然界)的絕對和諧和多樣性就是認識上帝的捷徑!」[11]

目的論中的活力論論者認為：「生命過程中的明顯的目的性現象無法用物理或化學的方式加以說明，因此只能歸因於神秘的活力、靈魂、生命力之類的東西。」[12]杜裡舒(Driesch)是生物學史上最著名的活力論者，他用海膽胚胎的早期發育實驗作為最重要論據來論證他的觀點。在這個實驗過程中，他發現個體發育具有明顯的目標取向性和等結果性。他曾用一個完整的卵、半個卵、兩個卵合併的卵分別來做實驗，發現最終的結果都能得到一個完整的海膽個體。由此杜裡舒斷言，這個生命過程的目的性只能歸因於超自然的神秘活力。

活力論者與神學目的論者是可靠的同盟軍，因為他們都同樣相信目的性過程是由超自然的力量來完成的；同是活力論者也是神學目的論在科學家隊伍中的代理人，對合理的目的論聲譽起著敗壞作用。

三、近代目的論

在近代哲學家中，對目的性或目的論做了有價值的探討的人是德國哲學家康德和黑格爾，下面簡要介紹這兩位哲學家的有關思想。

康德於1790年發表了他的第三部批判哲學著作《判斷力批判》，該書分為兩部分，在第二部分他集中論述了生物的目的性特徵。《判斷力批判》是近代繼亞里士多德之後有關目的性的最富成果的一部代表著作，其目的論思想有許多科學、合理的方面。

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認為目的性是客觀存在的，並指出了內在目的與外在目的之間的區別。他認為內在目的是事物自身，是原因也是結果，是目的也是手段，是自行產生、自行組織、自行保存的。而外在目的是此事物對彼事物的適應、一物成為另一物達成目的的手段。他還認為，有機體為自然科學提供了一種目的論接觸。有機體是自然中唯一的東西，在其各自的存在上，無法想像它不作為自然的目的而存在。「一個有機的自然產物乃是一個產物，其中所有部分都是交互為目的的，在這樣的一個產物裡面，沒有東西是無用的，是沒有目的的，或者說是要歸之於自然的盲目機械作用。」[13]在機械論者看來，因果作用是線性的作用，原因作用於結果的整個過程是線式的前進序列，而康德對此持有不同觀點。他指出，有機體的自然目的性具有「互為因果」的作用，在有機體中，「一個事物同時是原因而又是它自己的結果（即令是在雙重的意義上），它就是作為一種自然目的的」[14]。其中，「目的的因果聯繫，這種聯繫，如果作為一個系列來看，除包含有一個前進的從屬之外，還包含有一個後溯的從屬」[15]。也就是說，原因作用於結果，結果又反過來作用於原因。他指出：「葉無疑是樹的產物，但是反過來，葉也維持樹。」[16]顯然，這是康德對反饋作用的哲學表述，特別之處是它隱含著負反饋的思想。

康德認為：「只有通過交互作用，才能促使部分同部分之間、部分同整體之間在結構和功能上彼此協調一致，才能使部分之間以一定的有序形式結合起來，實現持定的整體性。」[17]分既要服從於整體，又服務於整體及其他相聯繫的部分，而整體和其他部分也為該部分而發揮著作用。整體還反過來通過反饋作用，不斷地調整部分與整體、部分與部分之間的關係，以達到或保持整體最佳狀態這個自然目的。沒有交互作用和反饋的調控作用的機械的線性因果作用，是無目的的盲目作用，因此，它就不會有部分之間的協調，不會實現目的，不會產生有序的整體。以交互作用來實現目的這種思想是康德對目的論的重要貢獻。

康德的目的論還包含著「自組織」的思想。他認為自組織是目的論的一個推論，這一思想對後來系統科學的發展很有價值。具體地說，「自組織」的自然事物具有這樣一些特徵：「一是它的各部分一方面由於其他部分的作用而存在，另一方面又為了其他部分，為了整體而存在；二是其各部分一起交互作用、彼此產生，並由於它們之間的因果聯結而產生整體。」[18] 「只有在這些條件下而且按照這些規定，一個產物才能是一個有組織的並且是自組織的物，而作為這樣的物，才稱為一個自然的目的。」[19]康德舉例說明了這一點，鐘錶雖然是有組織的，但卻不是自組織的，因為它的組成部分不能自產生、自再生、自我修復，而要依賴於外在的鐘錶匠來操作。假如把這一思想與我們後面即將探討的「自增殖自動機」思想聯繫起來，我們就可以看出康德的想法非常具有啟發性意義。

康德的睿智還在於，他預見到了「目的論原理」將作為一條特別的自然科學原理將是必然的：「談到有機體所呈現出來的自然目的的經驗規律的時候，使用目的論的判定作為一條關於一類的對象的自然科學的原理，就不只是可容許的，而且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了。」[20]他提出了「把目的論原理當作自然科學的一條啟發性原理的思想，看到了目的性雖然不像因果性那樣被科學家直接用於構造經驗科學，然而它仍然是經驗科學的重要制約因素」[21]。

著名的客觀唯心主義大師黑格爾是另一位對目的論思想作了深刻哲學思考的人，他的目的論思想是唯心主義的，但包含有許多合理內核。黑格爾在巨著《哲學全書》第一部分第三篇論文論「客體」部分對目的論思想集中作了較系統的闡述。

黑格爾指出：「目的是主觀的，目的支配客體、保持並實現自身。他認為，目的具有積極主動的力量，正是它推動著並支配客體的發展變化。目的直接地抓住客體，因為目的就是支配客體的力量。」[22]那些作為支配機械化學過程的力量的主觀目的是「在這些過程裡讓客觀事物被此互相消耗，互相揚棄，而它卻超脫其自身於它們之外，但同時又保存其自身於它們之內」[23]。他還這樣說道：「實現了的目的因此即是主觀性和客觀性的確立了的統一。……是按照它們的片面性而被中和、被揚棄。但客觀性卻以目的為它的自由概念，為高於它自身的力量，因而屈服於目的並遵循目的。目的則保持其自身，反對客觀事物並在客觀事物之內。」[24]黑格爾還認為，目的性自身具有主客觀的矛盾，由於自身的動力而達到主客觀的統一，形成理性的概念。目的因保持其自我的原始性，因而接近於概念，致動因是盲目的必然性，兩者之間是不同的。「關於作為目的因的目的與單純的致動因，亦即通常所謂原因的區別，極為重要。原因屬於那尚未揭示出來的盲目必然性。因此，原因便會過渡到它的對方，從而失掉其原來的原始性……反之，目的便被設定為包含它的規定性……即效果在它本身之內。目的既包含效果在自身之內，因此在效果裡目的並沒有過渡到外面……它在終點裡和它在起點或原始性裡是一樣的。由於目的有了這種自我保持性，所以它才是真正的原始的東西。」[25]可見，黑格爾認為，只有原因在過程中始終保持原始性不變的因果聯繫，才是有目的的活動過程。種瓜得瓜是因為種瓜，而種瓜的目的就是為了得瓜。原因之中就包含著效果，效果之中也反映著原因，這就是目的性行為；而像山體滑落造成生物死亡，這裡生物死亡是有原因的，前後兩者之間只具有一種「盲目的必然性」。山體滑坡並不一定導致生物死亡，死亡的生物也不僅僅因為山體滑坡，因為受外傷而死亡的原因是很多種的。黑格爾認為這不是目的性聯繫，只是因果聯繫。[26]

黑格爾在哲學上有關「狡獪的理性」的論述，在現代的「自組織理論」中獲得了新的意義，他在《邏輯學》和《歷史哲學》中都講過：「歷史或理性好像一隻狡猾的狐狸，它為了使自己作為目的實現於客觀事物之中，卻佯裝不做任何干預，讓每個人按自己的主觀意願 各行其是，既互相衝突又互相抵消，其結果是它利用了他們彼此之間的鬥爭達到了自己的目的。」[27]實際上，這個「狡獪的理性」與協同學中對系統演化的宏觀秩序起決定作用的「序參量」相似，黑格爾的以上描述實際上也與序參量如何引導自組織系統實現目的性的描述非常相似。[28]

四、現代目的論

「目的論自然觀」在相當長時期內基本被排除在科學之外，但是在20世紀中葉，由於系統科學的興起它又復活了。

一般系統論的創始人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認為，目的性問題是現代科學（尤其是系統科學）需要認真看待的問題。1945年，貝塔朗菲發表了《關於一般系統論》的綱領性論文，1948年又出版《生命問題》一書，從生命的問題入手討論了各種不同類型系統的最一般特徵及其普適原則，從而創立了「一般系統論」。一般系統論強調「系統的整體性、等級結構、動態開發性、生長競爭的規律、等結果性（目的性的一種表現形式）等原則，並把生命現象的有序性、目的性同系統的結構穩定聯繫起來，認為有序才能使開放系統在動態穩定中維持穩定結構。系統要朝向穩定的結構即走向自己的目的」[29]。

貝塔朗菲認為，在一般系統論中，不僅要指出系統的有序性，而且強調這種有序性是具有預決性的（finaity,或目的性）。有人將「finaity」這個詞譯為終極性或目的性，但從貝塔朗菲的思想來看，譯為「預決性」更好。就是說，一般系統論認為有序性不是為有序而有序的，而是按照一定方向而有序的，不僅如此，這種方向是由一定的預決性或目的性所支配的,這個思想具有深刻意義。[30]


在一般系統論中，貝塔朗菲賦予「目的性」科學的含義。他指出：「一個系統的發展方向，取決於該系統的預決性。」[31]什麼是預決性呢？在貝塔朗菲看來，「一個系統的決定不僅是按照實際條件的，而且是受到最後狀態制約的，預決性是依賴於未來的知覺」[32]。也就是說，一個系統的發展方向，不僅取決於實際的狀態（偶然性），而且取決於一種對未來的預測（必然性），兩者統一起來便是預決性。貝塔朗菲認為這種性質在所有系統，無論是機械系統還是生物系統中都是客觀存在的。[33]

預決性或目的性概念是貝塔朗菲一般系統論提出的基本概念，在一般系統論中佔有重要地位。從廣義上講，一般系統論中所說的預決性「finaity」就是目的性（purposiveness），而不是目的論（teleology）。從狹義上講，目的性是指系統要達到的那種「最後狀態」的預測和方向性。這樣貝塔朗菲就把經典科學所排斥的目的性、方向性、有序性等概念做了重新解釋。他認為，現代科學把這些概念排除在外是不可思議的。[34]

控制論學者美國數學家羅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1894-1964）充分發揮了亞里士多德的目的論思想，1943年在與羅森勃呂斯、別格羅合著的《行為、目的和目的論》一文中，他重新對「目的」和「行為」這兩個概念作了界定，而他的專著《控制論》(1949年)則對此作了更系統的總結。維納把「目的」理解為「由反饋來控制的目的」。「行為」是「一個實體相對於它的環境做出的任何變化」[35]。目的就是趨向於目標的行為，「一切有目的行為都是需要負反饋的行為」[36]，通過反饋機制達到系統的穩定的目的。系統的目的可通過系統的活動而實現，它與系統的行為緊密相關。也就是說，行為是系統目的得以實現的保證，目的是行為的嚮導、是行為最終結果的體現。而所謂反饋是指系統的輸出（結果或部分結果）反過來再作用於輸入，通過修正後的輸入影響系統隨後的行為。如果這樣做的結果使輸出值（結果）收斂以同目標值（目的）趨於吻合的叫負反饋；與此相反，如果輸出呈放大趨勢，致使輸出位同目標值的偏差愈大，就是正反饋，這集中說明了目的、反饋與行為的關係。[37]

控制論研究的行為是有目的的反饋行為，反饋是控制論中使用的核心概念，亦是當代科學技術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控制首先是以複雜的因果關係、以可能世界的存在為條件；其次，控制必須有目的，即預期的果，在哲學上稱其為終極因。控制的目的在行為特徵中的作用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當系統已處於所需要的狀態時，力圖保持系統原狀態穩定；另一方面是當系統不是處於所需要狀態時，引導系統由現行狀態穩定地轉變到一種預期的狀態。為了使系統表現出目的性，還需要獲取並使用信息。控制系統實際上是獲取、加工、傳輸和使用信息的信息系統。信息在控制過程中有兩個方面的作用：一是要明確控制是否達到目的，這就必須對系統的狀態信息有所獲取；二是要到達這種目的，就要瞭解環境變化信息以及系統偏離目的的信息。如果說沒有信息，就談不上控制。[38]

由於負反饋使得一個控制過程得以趨進目標值，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一切有目的的行為都可以看作是負反饋的行為。」[39]控制概念中就蘊含了目的這個概念。控制論理論還說明，反饋機制是機器、生物、社會系統的目的的行為基礎。

英國科學家艾什比(W.R.Ashby)是控制論的另一位創始人，他指出，數學的穩定分析表明了目的起源於相互作用，在《控制論導論》一書中，他開宗明義地寫道：「本書要討論的問題是：協調、調節、控制，因為從生物學的以及從實用的觀點講，這些都是極重要的問題。」[40]他還明確指出，控制論本質上是研究機能和動態的學問。艾什比闡明了控制論在科學上的價值，他認為：「控制論在科學上有兩點重要價值，特別值得一提：第一，控制論給予我們一套統一的詞彙和概念，使我們足以用來描述形形色色、一切類型的系統。控制論告訴我們機器、大腦和社會之間，有許多有趣且有意義的相似之處，它給我們提供一種共同語言，使我們能把一門學科中的發現和研究成果立即應用到另一門學科上去。第二，對於那些以複雜著稱而其複雜性不容忽視的系統，控制論給出一種新的研究方法。」[41]

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y）曾說：「控制論不單在技術而且在基礎科學方面都證明有效，產生了用於具體現象的模型，把原先犯忌的目的論的現象引入了在科學上合理的問題類型。」[42]但控制論並非唯一可能的合理解釋模式。貝塔朗菲還指出，至少可以用三種理論模型來模擬目的性行為：（1）等結果性模型：從不同的初始狀態以不同的方式達到共同特徵的目標狀態的趨勢，其基礎是達到穩定狀態的開發系統的動態相互作用。（2）控制論的反饋模型，指系統通過自動平衡保持其特徵狀態，或者尋求目標，它的基礎是在系統內具有一種循環因果鏈或反饋機制，一旦系統出現偏離目標狀態的傾向，輸出端的信息就會及時返回到輸入端，以便校正。（3）用於適應行為的模型。[43]

控制論目的觀的最根本特點是，把行為目的性行為解釋為負反饋的必然結果，而一般系統論的目的觀則將目的性行為（特別是等結果性）解釋為準穩態的開放系統的一種性質。按照一般系統論的目的觀，目的性問題可以在自然科學內，在比控制論的反饋模式更寬的範圍中，得到合理的解釋。[44]

弗蘭克（L.Frank）就此作了很好的說明：「有目的的行為的概念和目的論早已同一種神秘、自完善或尋求目的能力或最終原因（通常有超人或超自然的起源）相聯繫。要更好地研究事件，科學思維必須放棄對目的的信仰和必須放棄這些目的論的行為的概念，而採用一種嚴格機械論和確定性的自然觀。這種機械論概念由於以下證明已經牢固樹立：宇宙的基礎是無名粒子的活動，它們無秩序地隨即運動，因為它們很多，就構成統計學上的秩序和規律性，如古典物理學和氣體的規律那樣。這些概念和方法在物理學、天文學後來又在化學當中取得無可辯駁的成功，給生物學和物理學指出了主要方向。對待生物問題的這種方法因西歐文化和語言熱衷於分析而得到加強。我們的傳統的基本假設和我們用的語言所堅持的內容，幾乎是在強迫我們把一切研究對象都看成是孤立、作為有力的原因去識別的分立的、離散的部分或因素所組合而成的。因此我們從研究兩個變量的關係來得出我們的意見。當今都在探索新方法，新而更綜合的概念，尋找可以處理生物和人類的大的整體的方法。不論它用什麼不同的詞句表達，目的論機制的概念總是在試圖脫離那些現在已經不夠用的老的機械論的表述方法，試圖為自動調節過程、自定向系統和生物、自引導的個人的研究提供新的、更有用的概念和更有效的方法。」[45]

這裡所講的目的論就是指控制論用負反饋解釋目的行為(即自動調節過程)的基本理論觀點。控制論的目的論完全把上帝、目的性概念活力與靈魂等超自然力量的干預排除在外，完全用純粹科學的方式來說明目的性過程。由於系統論和控制論的建立，通過系統與環境的反饋相互作用機制對目的論概念進行了科學的說明，並闡明它對人工技術系統與生命系統普遍適用，使人們不再只是把目的性行為看作是人和動物的有意識的行為，這為生物目的性自動機理論奠定了思想基礎。


第二節  馮·諾伊曼與目的論思想應用研究

馮·諾伊曼曾致力於控制論跨學科的研究，其最終成果表現在計算機與神經生理學領域。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的概念與維納的控制論概念非常相似，並且相互影響。只是馮·諾伊曼的自動機理論更側重於邏輯與數字計算機，而維納的控制論側重於生理學與控制工程學。申農曾這樣說道：「馮·諾伊曼將其餘生最後幾年的大部分時間投入到了自動控制理論的研究中。這代表了他早年對邏輯和證明理論的興趣以及他後來（二戰期間以及此後）在大規模電子計算機上的研究的綜合。控制理論涉及到純數學和應用數學以及其他科學，對馮·諾伊曼這樣學識淵博的人而言，確實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研究領域。他帶來了很多新的見解，並且開創了至少兩個研究方向。他推動了元胞自動機理論的發展，支持採用比特作為計算機的存儲單位，並且解決了從不穩定的計算機元件中獲取可靠答案這一問題。」[46]

一、對生物信息過程的探究

馮·諾伊曼對生物信息過程（biological information process）保持著持久的興趣。在1943年讀到麥卡洛克-皮茨的論文以及首次與高速計算機接觸時，他就對的生物信息過程的科學工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此他開始閱讀神經生理學方面的文獻，並與生物學學術界接觸，參與這個主題的跨學科的學術會議。這些活動一直持續到20世紀50年代，直到他不再健康為止。多年中，他曾與各個領域的人定期討論他的觀點,與比格樓（Julian Biglow）、戈德斯汀、烏拉姆、維納、維格（Eugene Wiger）、 麥卡洛克、皮茨、維納等人長期保持著學術聯繫。烏拉姆在《一位數學家的經歷》中曾這樣寫道：「約翰尼（馮·諾伊曼的暱稱）關於生物體和自動機未來理論的設想有其淵源，但他的較具體的想法，是在他搞電子計算機以後才逐漸產生出來的。我認為他推進電子計算機發展的動機之一，是出於他對神經系統和腦組織本身運轉機制的強烈愛好。他去世後，他的一些合作者收集了他關於自動機概論的手稿。他身後出版的關於大腦的書僅僅是些他打算進一步考慮的輪廓。他過早的去世，使他只是瀏覽了一下這一前景廣闊的領域，他幾乎還沒來得及跨入。分子生物學的巨大進展來的太晚了，他沒能更多地瞭解它，也沒能進入這一就我所知如此強烈地吸引著他的領域。」[47]

馮·諾伊曼與生物學學術界的接觸是與IAS計算機研究工作同時開始的，最早的是在1946年與華盛頓大學生物化學家斯皮格蘭曼（Sol Spiegelman）開始通信，並和斯皮格蘭曼（Spiegelman）一起參加該領域的學術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他作了關於伺服機制[48]（servomechanism）在染色體配對中的可能作用的演講。在通信中，馮·諾伊曼給斯皮格蘭曼（Spiegelman）提供伺服機制方面的信息，而斯皮格蘭曼（Spiegelman）則給他提供生物學文獻以及他本人對自增殖的看法與觀點。1951年，洛克菲勒（Rockefeller）研究所的生物學家羅倫特（R.Lorente de No）鼓勵馮·諾伊曼繼續在自動機的可靠性不可靠有機體上的研究工作，作為理解大腦皮質的手段。1955年8月，馮·諾伊曼與威斯康星（Wisconsin）大學基因學家勒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通信，勒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認為馮·諾伊曼的自增殖模型在解釋生物繁殖上是充分的。同年，他與生理學家威廉姆（C.M.William）接觸，William與維德（Graham Weddell）於1952-1954年在牛津大學進行一項關於兔子耳毛的研究課題，他們的工作揭示了信息機制與馮·諾伊曼為改進計算機可靠性的多方面的技術具有驚人的相似性。

馮·諾伊曼還曾參與個兩個跨學科學術組織。1944年末，馮·諾伊曼與哈佛計算機實驗室主任艾肯（Howar Aiken）以及羅伯特·維納決定把對信息過程有興趣的人組成一個小組，探討這個領域將來的發展與努力方向。被邀請加入的人是對「信息工程、計算機工程、控制設施工程、統計論中次數序列的數學以及神經系統的信息與控制」方面有興趣的人。他們三人建議把這個組織叫作「目的論學社(teleology society)」。赫爾曼·戈德斯汀曾對這個目的論學會作了這樣的說明：「目的論是研究行為的目的，我們大多數人的興趣似乎一方面是致力於研究這些目的如何由人和動物的行為實現，另一方面是目的如何被機械與電子設備模仿。」 [49]為了集思廣益，1945年1月6~7日，目的論學會在普林斯頓召開了會議，有數學家、生理學家和工程師參加，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在不同領域中表現出來的某些共性現象，也就是所謂相似性和類比問題。為了進行這種研究，他們感到有必要採取一些步驟以便獲得共同的語言。第一天，馮· 諾伊曼作了關於「計算機器」的報告，維納作了「信息工程」方面的報告。第二天，羅倫特（Lorente de No）和麥卡洛克作了關於大腦組織的報告。以後再沒有召開會議。正是在這個時期，他們認識到，不僅在技術系統中，而且在生物系統中也存在反饋機制。

雖然目的論學社後來不了了之，但馮·諾伊曼並沒有中斷對生物信息過程問題的思考，繼續與其他科學家討論自己的觀點。1946年他給維納寫了一封長信，信的第一部分表達了他的悲觀與疑慮，他認為圖靈機與麥卡洛克-皮茨的結論太概括以至於沒有告訴我們神經機制的工作原理，而認為用神經學方法對大腦的瞭解可能使他有希望去瞭解ENIAC。信的第二部分是樂觀地建議了經驗研究項目——研究細菌學，他希望「這可能是所需要的相關的第一步也可能是偉大的一步」。他的樂觀建立在這個事實的基礎上，即這些有機體研究起來既簡單又複雜得能夠自增值。還建議把高精確度的x-射線或先進的電子顯微鏡作為最有效的研究方法。

梅森（Macy）學會（後來稱為控制論學會）取代了目的論學社，該學會主要研究生物與社會科學的反饋機制和循環因果系統。梅森（Josiah Macy）在紐約定期組織會議，召集25位傑出科學家討論跨學科的論題。維納等人在控制論上的工作是召集會議的主要動力源泉。弗蘭克·史密斯（Frank Fremont-Smith）曾建議數學家、神經生理學家、精神病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在會議中討論「目的行為下的機制」，並邀請麥卡洛克來主持會議。麥卡洛克曾這樣說：「我們會議的誕生主要是因為羅伯特·維納以及在數學、信息工程以及生理學專業上的朋友，表明了負反饋概念可用於從蒸汽機到人類社會的規則（regulation）、動態平衡以及目的性指向活動。我們早期的會議主要是致力於澄清這些概念，後來是揭示如何把它們用於我們的領域。」[50]

梅森學會第一次學術會議於1946年3月在紐約舉行，然後每間隔半年舉行一次。在第五次會議後，改為一年一次，以便於參加者有充足的時間去觀察、做實驗來檢驗會議上提出的觀點。第十次也是最後一次於1953年4月舉行。馮·諾伊曼是會議的中心人物之一，也常作演講報告，尤其是在早期的會議上。1946年3月他作了關於「計算機器：它們的形式化行為包括記憶、學習與記錄」（Computer Machines:Their Formal Behavior including Memory,Learning and Recording）的報告。1947年3月第三次會議上，表述了他在熵與信息的聯繫上的觀點，比較了生物與人工信息過程系統中的反饋與記憶系統。在1947年第四次會議上，作了「類邏輯任務的電路」（Circuits for Typical Logical Tasks）。以後，正式討論減少了，他也再沒有作報告。

麥卡洛克曾這樣描述1947年的部分會議：「第二天，應馮·諾伊曼的要求，以討論意識（consciousness）開始，討論關於『知道事情』(knowingthings)的人是否具有解剖意義的基質（substrate）。馮·波令（Von Bonin）認為不可能由大腦皮層來決定意識到（awareness），但極有可能大腦中間附近部位有某種東西決定我們知道了什麼，而不是決定知道（determining what we know rather than that we know）。我建議說在丘腦做實驗與用中樞興奮藥來做實驗一樣重要。弗雷曼特·史密斯（Fremont-Smith）則深入到意識的不同層次，注意到淺睡以及癔病記憶缺失症。菲啟（Fitch）分析了意識（consciouness）與意識到(awareness)的區別。我試圖用斯賓洛莎的意識定義幫助他作為意識的概念或別的意識到的觀念，但不能把它與中間-大腦聯繫。於是我表述了我們如何知道普遍概念的方案，包括在聽覺與視覺皮層的回路行為示意圖，它們與已知的解剖一樣是自明的，但我難以把平均過程形式化……馮·諾伊曼被這些概念困擾，因為它們是如此混亂，而又與大腦皮層沒有確定的聯繫。我無法表述清楚，但皮茨表述清楚了，這些回路行為的美妙是它們僅要求概率規則。」William Aspray.John von Neumann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omputing，London：The MIT Press, 1990.188.

從以上馮·諾伊曼在生物信息過程中的學術活動與研究活動，我們可以看出，馮·諾伊曼是目的論學社和控制論學會的領軍人物及代表人物。為了把生物系統的機理用於計算機的設計，馮·諾伊曼對生物系統的信息過程作了大量研究、參與了大量的學術活動，並進一步對自然自動機與人工自動機作了比較研究。通過比較研究，馮·諾伊曼把生物目的論引入計算機自動機系統。

二、自然自動機與人工自動機之比較

馮·諾伊曼開創了人工自動機與自然自動機（即生物）的比較研究，對我們瞭解自然系統（自然自動機）、瞭解模擬與數字計算機（人工自動機）貢獻了最基本的方法。馮·諾伊曼十分重視自然自動機與人工自動機的比較。並認為這兩者之間會相互促進彼此的研究。

自然自動機包括神經系統、自增殖和自修復系統、有機體的進化和適應方面等。人工自動機最重要的代表是數字計算機，還包括用於通訊和信息傳遞的人造系統等。在馮·諾伊曼的理論中，他描述和闡釋了二者之間的相似性和差異性。馮·諾伊曼對二者的比較主要包含以下五個方面：（1）模擬-數字化區別；（2）元件；（3）邏輯組織；（4）複雜性；（5）可靠性。下面對這五個方面進行介紹。[51]

（1）馮·諾伊曼花了大量篇幅討論了模擬式-數字式之間的區別，他發現自然自動機是一個混合系統，既包含模擬過程又包含數字過程。例如，基因是數字式的；酶是模擬式的，模擬一種控制功能，控制功能是模擬的。在自然自動機知識的影響下，馮·諾伊曼提出了一個模擬式-數字式的復合計算機模式，這是一個把研究自然系統的結果用於人工系統設計的很好的例子，這種遠見是難能可貴的，它為後來的非數字計算機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2）馮·諾伊曼比較了自然自動機和人工自動機兩類自動機的元件，比較了它們的大小、速度、能量需求以及可靠性的差異，並把在這些方面的差異與材料的穩定性、自動機的組織之類等因素相聯繫。他注意到，計算機元件（指馮·諾伊曼時代的計算機元件）比神經元要大得多，而且需要更多的能量，其中的一部分能量因高速運行而消耗。在比較自然和人工元件的相對速度時，他發現自然自動機更傾向於並行運行而人工自動機更傾向於串行運行。借助於所用構造材料的不同力學穩定性可以說明，真空管與神經元在大小方面出現差異的原因。毀壞一個真空管相對較容易，而要修復它則比較困難，與之相反，神經元膜一旦被毀壞就能自行修復。馮·諾伊曼認為，這些差異必然影響兩種系統的組織。對自然和人工元件的這些比較都影響了他在計算機元件上的工作。

（3）馮·諾伊曼比較了自然自動機與人工自動機的計算組織不同：自然自動機大多是並行運行的，而數字計算機大多是串行運行的。在設計一個自動機或計算時，人們可以選擇在什麼範圍內是並行或串行，但是這存在這一定的局限性——如在一個串行計算中，後面的運算可能依賴於前面的運算，所以不能同時運行，更有可能，這個選擇會影響機器的其它方面，尤其是內存方面的要求，因為在後面運行的數據直到它被需要時，必須儲存。人工自動機的存儲一般是以等級層次組織起來的，不同的等級層次以不同的速度進行運算。在一台典型的計算機中，既有高速的電子存儲器，又有低速的磁芯存儲，還有極低速的磁帶元件等等。馮·諾伊曼討論了人工自動機存儲的等級層次，並且認為，我們應當在自然自動機中尋找是否有類似的等級層次。

（4）人是特別的自然自動機，顯然在構造上比任何人工自動機更複雜。由於這種複雜性，人類對自身的邏輯設計的瞭解比他建造的最大的計算機的邏輯設計瞭解還少。馮·諾伊曼認為自動機理論的主要問題是圍繞複雜性概念的，這個概念需要嚴格的定義。自動機理論應該把複雜自動機邏輯組織與它們的行為相聯繫。一個這樣做的理論將能使我們改進人工自動機的邏輯設計，該自動機可以完成由人類完成的更難、更高級的功能和人類不能完成的一些其他功能，如解決非線性偏微分方程大系統。可靠性問題在複雜系統中尤其重要。馮·諾伊曼推測極度複雜的系統需要新的原理。例如，他認為，在某個水平下，複雜性退化，自增殖不可能發生。一般說來，在一個簡單自動機情況下，整個自動機行為的符號描述比對自動機自身的描述更簡單，但在複雜自動機情況下，對自動機的描述比對起行為的符號描述更簡單。[52]

（5）自然和人工自動機在抵禦錯誤上是以不同的方式組織的。自然自動機在自診斷自修復方面顯然優於人工自動機，前者的診斷和修復能力比後者強得多。在生物有機體中，元件如果出現功能障礙，有機體會清楚地用一種方法檢測到並修復它們。正常生命之年出現的神經啟動數量是1020量級，在這個事件鏈中，從沒有出現過發生功能障礙而有機體自身在沒有任何外力的干預下不修復的情況。生物有機體系統擁有診斷錯誤的裝置。當錯誤出現時，探查有機體以使錯誤的影響降到最小，最後去糾正或永久阻斷那些元件成員。而我們的人工自動機對於功能障礙的處理方法完全不同。當每個錯誤出現時，努力檢測到它（通過數字或自動機的檢測），然後盡快地去隔離導致錯誤的元件，這可以半自動地完成，但在許多情況下，這個診斷的有意義的部分必須由外界干預。一旦錯誤的元件被發現，立刻被糾正或替代。

注意這兩種態度的不同，自然中處理功能障礙的基本原則是把它們的影響盡可能降到不重要的地位，在必須修復的情況下，自如地修復。而我們在處理自動機時，要求立刻診斷。我們用這樣的方式設計自動機：盡可能使錯誤變得明顯，然後干預和糾錯隨之而來。而自然有機體即使在功能障礙出現時也會很好地運作，雖然有功能障礙，它們照樣運行，而且它們有排除這些障礙的傾向。當然，人工自動機也應設計成雖然有些區域內有某些功能障礙，但依然能正常運行。但是，一個功能障礙代表一個可想像的危險、一些退化過程已經進入機器，所以必須盡快干預。因為一台有功能障礙的機器沒有修復自己的傾向，而且有可能越變越糟。在處理單個錯誤的方法上，我們所有的錯誤診斷技術幾乎建立在這樣的假定上：機器只有一個元件錯誤。在這種情況下，反覆地把機器進一步分成幾個部分，然後我們去決定哪一部分存在錯誤。一旦機器具有多個錯誤的可能性時，強有力的診斷的二分法就失去了作用，對錯誤的診斷更加變得無希望。把診斷的錯誤下降到一個或近可能低比率，再次反應了我們在這個領域的無知，也是為什麼必須把錯誤弄到明顯的原因，是為了當錯誤出現時能馬上被認識、捕捉到，也就是說，在發展成更多的錯誤的之前被認識到。

馮·諾伊曼認為，第一代電子數字計算機的設計和裝備都極為仔細，是由特別挑選的高可靠性元件製成，程序也寫得非常仔細而且經過了檢驗，但沒有自動察覺失敗的裝置。計算機中的診斷程序用來察覺機器錯誤，又用各種程序檢測計算結果。以這樣的方式設計、建造、應用的機器，使一個功能障礙在第二個錯誤發生之前可以被發現，然後機器就停止活動，錯誤就由一個分析程序孤立。馮·諾依曼在《高複雜及極高複雜性的作用》（1949）中指出，這種處理錯誤的方法很顯然不能滿足於高度複雜的自動機，這種大的自動機設計和構造將導致很多錯誤。另外，大量元件在出現錯誤時，難以定位失敗之處。而自然自動機顯然在這方面優於人工自動機，因為它們有很強的自我診斷和修復能力。例如，人腦遭受了來自於機械傷害或疾病，功能卻依然完好。所以，計算機裡應設計自動察覺失敗的裝置。

馮·諾伊曼在構造計算機的通用理論時，在比較人工自動機和自然有機體這些相異且相關的系統中，找到了涵蓋這兩者的理論，即前面提到的「自動機理論」。這種自動機理論包括人工系統和自然系統的結構、組織和原則、語言和信息在系統中的作用以及系統的編程和控制。他認為自然自動機和人工自動機這種比較研究可以互相影響，互相促進，既幫助我們理解大腦神經系統的工作機制，又可把生物機制應用於計算機，改善計算機的設計。如在1945年EDVAC報告中，馮·諾伊曼對機器的描述不是從真空管、電化學延遲或機械開關開始，而是從麥卡洛克與皮茨1943年發表的《神經活動內在概念的邏輯演算》開始，然後開始比較計算機與人類神經系統，並注意到二者之間的相似性和差異性。他注意到人的神經系統的聯想、感知、運動的神經元與計算機的中心部分、輸入、輸出之間的相似性，並把聯想、感知、運動神經元與中央處理器、計算機的輸入輸出裝置做類比；把ENIAC中的共時電路與神經系統中自動開起的非共時性相比較，按照神經系統來進行計算機的技術設計。神經系統的興奮和抑制以「全或無」(All-or-None)的方式表現出來，這與電子線路中二進制開關電路相似。馮·諾伊曼計算機，實際上是神經系統中某些功能機制的一種理想模型。

三、馮·諾伊曼計算機：現代目的論的機器實現

馮·諾伊曼計算機——一個為儲存信息與控制系統特別設計的機器，是控制程序模擬人的目的性行為最有力的表現形式，他的計算機系統是現代目的論思想控制論思想的機器實現。電子計算機的重要意義還在於把計算、推理包括在內的思維過程的機械化與自動化，下面將對此作些探討。

馮·諾伊曼非常重視計算機「邏輯控制」 的研究。晚年的馮·諾伊曼曾預言，在將來，科學將更關注控制、程序、信息過程、信息、組織和系統。而他研究數字計算機的一個目的就是為研究這些主題提供機遇；他希望他的理論是去研究人造自動機（譬如數字和模擬計算機）和自然系統（譬如細胞、神經系統、大腦）的控制、信息與邏輯方面的問題。在《計算機與人腦》第二部分《人腦》的導言中，他這樣寫道：「現在，我們可能轉入另一項比較，即與人類神經系統的比較。我將討論兩類『自動機』之間的相似與不相似之點。找出它們相類似的要素，將引向我們所熟悉的領域。同時，還有若幹不相類似的要素。這些相異之處，不僅在於大小尺寸和速度等比較明顯的方面，而且存在於更深入、更根本的方面，包含：功能和控制原理，總體的組織原理等等，我們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後一方面。」[53]

在研製計算機時，馮·諾伊曼曾強調一台計算機的「邏輯控制」對於它的「盡可能地接近通用」是至關重要的。為了檢驗EDVAC的普適性，他不是應用數字處理（這是研製機器的目的），而是要有效地給數據分類。這個程序的成功使他確信：「基於現在與掌握的證據，我們可以合理地得出結論說。EDVAC已經非常接近於『通用』機器了，目前的邏輯控制原理相當可靠。[54]馮·諾依曼在EDVAC報告發表的那一年對電子計算機的設計背後的原理的邏輯基礎已很清楚，還強調了「邏輯控制」對計算機的作用。EDVAC報告中包含有一個實現邏輯控制的部件，它控制計算機自動地工作。

馮·諾伊曼計算機的工作原理如下：

第一步：將程序和數據通過輸入設備送入存儲器；

第二步：啟動運行後，計算機從存儲器中取出程序指令送到控制器去識別，分析該指令要求什麼事；

第三步：控制器根據指令發出相應的命令（如加法、減法），將存儲單元中存放的操作數據取出送往運算器進行運算，再把運算結果送回存儲器指定的單元中；

第四步：當運算任務完成後，就可以根據指令將結果通過輸出設備輸出或跳轉其它工作。

「存貯程序控制」原理的基本內容是：

(1)採用二進制形式表示數據和指令；

(2)將程序（數據和指令序列）預先存放在主存儲器中，即「程序內存」，使計算機在工作時能夠自動高速地從存儲器中取出指令，並加以執行。

程序內存，就是把一些常用的基本操作製成電路，放置在計算機的運算器內，每一種操作用一個數來表示。程序員用這些數來編製解題程序，然後，把程序與要計算的數據一起存放在計算機的存儲器內。當計算機運行時，控制單元從存儲器中取出程序中的一條指令，解釋指令接著執行指令，按這些指令對某數據進行某種運算，計算機從一個程序指令到下一個程序指令也是通過一種叫作「條件轉移」 的程序指令來自動運行的。[55]這樣，「程序內存」就使得全部運算成為真正的自動過程，比以前的「程序外插」方法大大前進了一步，「存貯程序只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56]，存貯程序控制對控制任務的實現有著重要的意義。

很顯然，馮·諾伊曼的計算機系統原理與通訊和工程控制相交叉。馮·諾伊曼對自然自動機與人造自動機的研究，把自然自動機的一些機理用於計算機的研究，實際上是通過控制論的方法，瞭解生物系統的機理，摸索生物系統的自身調節作用，各種信息對該系統的影響，以及當系統失去穩定時如何尋求最優控制規律，來使系統恢復到原來穩定狀態等，這實際上就是生物醫學原理、醫學控制論研究的內容；瞭解感覺訊號的接受，神經系統中的編碼，大腦皮層對訊號的識別和控制等，是神經控制論研究的內容。

馮·諾伊曼的計算機理論是在現代目的論發展的進程中產生的，他不僅注意到計算機與生物之間的相似性與差異性，還把大腦神經系統的工作機制應用於計算機、自動機的設計與構造，從而建立了一種目的論自動機理論。可以說，目的論哲學關於生物與機器同樣具有目的性的類比促進了馮·諾伊曼計算機的誕生與發展。維納曾認為，機器要表現出與有機體相似的目的與功能，必須探索有機體的生理反饋機制，從而使機器可以模仿有機體的結構來建立一套反饋機制。「目的性行為可以用反饋來代替，這樣就可以突破生命與非生命的界限，把目的性行為這個生物所特有的概念賦予機器。」[57]通過把目的性賦予於無生命的機器，就為自動控制裝置模擬人的目的性行為找到可行的機制和方法。而馮·諾伊曼計算機程序控制系統正是這一思想的體現。馮·諾伊曼支持控制程序的研究還表現在他對維納工作的評論。在1949年9月4日給維納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我希望我毋需告訴你我頭腦中的『控制論』的涵義，對於你在通訊理論上的工作，我們已經討論多次，我希望將來我們對它進行更多的討論。我已經公開發表我的『贊同』意見。很少有兩個人百分之百贊同一件事，但我認為我們在這個主題上是完全贊同的。」[58]


第三節  自增殖自動機：目的論的算法實現

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馮·諾伊曼開始研究自動機理論，他對一台計算機能否通過編程來實現自增殖的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系統地設想了一套數學的、邏輯的理論。為了完成這項工作，馮·諾伊曼寫了五部論著，它們分別是《自動機的一般邏輯的理論》（The General and Logical Theory of Automata，1948年）、《複雜自動機的理論和組織》(Theory and Organization of Complicated Automata，1949年)、《概率邏輯與從不可靠元件到可靠組織的綜合》（Probabilistic Logics and Synthesis of Reliable Organisms from Unreliable Components，1952年）、《自動機理論：構造、增殖、齊一性》（The Theory of Automata:construction, Reproduction, Homogenenity，1952-1953年）、《計算機與人腦》（1955-1956年）。其中第一篇收在《馮·諾伊曼論文集》中；第二、三、四篇由亞瑟·勃克斯編輯整理收在《自增殖自動機理論》（Theory of self-reproduction Automata）一書中；第五部《計算機與人腦》（The Computer and the Brain）中文版由商務印書館於1999年9月出版。上述五項是他的初步成果，勃克斯對他的工作作了編輯整理、解釋補充和完善，形成了一部《自增殖自動機理論》(The Theory of Self-Reproduction Automato)的專著， 於1966年出版。

馮·諾伊曼自增殖自動機理論提出並解決的一個問題是：什麼樣的邏輯組織足以使一個自動機控制自己並自增殖？在申農信息論和維納控制論機制工作的基礎上，他首先構建了一個動力自動機系統，然後發展了元胞系統，通過它們來展現自增殖是如何完成的。

關於自增殖的機制問題，馮·諾伊曼首先討論了圖靈的通用自動機，並指出，借助圖靈程序來進行自動機的「自增殖」是不夠的。因為圖靈機輸出的是一段帶有0和1的紙帶。而馮·諾伊曼要構造的是這樣的自動機，它的輸出是另一自動機。

在《自增殖自動機理論》一書中，馮·諾伊曼首先提出了這樣兩個問題：

（1）有沒有自增殖自動機？

（2）有沒有既能產生自己又能進一步完成任務的自動機？[59]

馮·諾伊曼表示，借助構造的方法，即通過設計各種構造性和自增殖的自動機，就能夠肯定地回答上述問題。他首先建構了一個動力模型，一台完全由開關（「並」，「或」以及「不」 ）和延遲（為一個時間單位延遲脈衝）構成的數字計算機或自動機，他把這些理想元件稱為計算元件。為了表現輸入性能和一個動力輸出性能，加入另外五種基本元件：一個動力（類似肌肉）元件（也就是一個人工手臂），在計算元件給出信號時它可以把元件向四周移動；一個切割元件，在計算元件發出信號要求這樣時，把兩個元件分開；一個融合元件（焊接或固定），計算元件發出信號要求這樣時，把兩個元件結合起來；一個剛性元件（即梁或柵欄），為聚合元件提供剛性的或結構的支撐；一個感覺元件，能夠認識各種元件並把信息傳達給計算元件。由這些元件組成的自動機叫作動力自動機。

為了在抽像的邏輯層面上模擬自增殖行為，馮·諾伊曼把動力自動機置於它所接觸的環境中，這個環境與自動機的構成一樣，由剛才所列元件構成。想像有一個水庫，水面上任意漂浮著大量各種各樣的元件，它們在任意的方向上移來移去，就像氣體分子一樣，這些漂在水面上的任一動力自動機可以獲得所需元件，這個環境與動力自動機一起被稱作一個動力自動機系統。

馮·諾伊曼動力自動機系統的基本元素高於原子與分子層次，它不適於模擬自增殖的化學、物理或生物方面，而是用來模擬自增殖的控制、組織、程序以及邏輯方面。下面我們來看看動力自動機是如何構造的。

一個有限動力自動機可以由它的組成部分和連接部分來描述，這個描述D（M）可以儲存在磁帶上。於是一個（有限）構造自動機可以設計成這樣：它既解釋這些描述又執行構造的功能。自動機所需的組成部分（元件）任意地漂浮在水面上，它們將與構造機接觸，構造機可以感知到它所需要的元件，然後把所需的元件撿起來，按照特定的描述D（M）進行組裝。

自增殖以下面的抽像形式進行自增值： 令Mc是一台構造機，Mc在磁帶上儲存著對自己的描述D（Mc），漂浮在有各種元件的水面上，構造機Mc解釋其描述D（Mc）並複製所描述的機器，然後為新機器創建一個磁帶，並把自己磁帶上的內容D（Mc）複製給它，於是新的機器再按照磁帶上的內容複製自己，如此反覆進行下去，進行自增殖。[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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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圖片[61]



馮·諾伊曼的自增殖動力模型表現了亞里士多德的「程序目的性」思想。如上所述，想像有一個水庫，把一些元件注入水庫，水庫中就漂浮著大量的元件，自動機找到自己需要的那些元件，將其裝配起來，以複製自己，後來產生的一些元件由原來的一些元件構造出來，元件的供給是周圍漂浮著的類似於營養媒介的東西。元件在不斷地活動，自動機也在不斷地活動，為了達到自增殖的目的，元件與自動機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協調，表現出「程序目的性」 的活動，可見,這個動力模型是生物目的性自動機的一種類型。[62]

馮·諾伊曼對自己的動力學模型並不十分滿意，因為該模型與模擬自增殖的控制、組織、程序以及邏輯方面的意圖相差甚遠。著名數學家烏拉姆建議他從元胞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馮·諾伊曼接受了這個建議，又提出元胞自動機模型。馮·諾伊曼引入了元胞狀態，來代替「機器元件」。因為元胞是根據一定的規則（「代碼」）像機器人一樣完成自增殖的，因此元胞本身就是一種自動機，這樣的一系列元胞就構成了元胞自動機體系結構。

簡單地說，元胞自動機是由一些方格構成。每一個格子表示一個元胞系統的基元——元胞。每一個元胞都是一個很簡單、很抽像的自動機，每個自動機在給定時間裡只能處於有限狀態中的一個狀態，下一個時間點的狀態由它周圍臨近元胞的狀態、它自身的狀態以及事先定義好的一組簡單規則，即轉換規則來決定。所有的元胞遵循相同的轉換規則，在相同的時刻同時改變自己的狀態。

馮·諾伊曼做了大量工作，終於給出與動力模型相等價的邏輯模型——元胞模型。動力學模型中的物質運動過程，在元胞自動機中由元胞與元胞之間的信息傳遞過程取代。這個模型構造了一個虛擬的自動機，它以通用圖靈機為基礎，使高層信息處理過程的建構:如過程控制的建構、複製、傳遞和信息存儲成為可能。這種自動機的自增殖方式是在通常的自動機定義的框架內設計通用構造機和自動機從而實現增殖的。

借助上述構造方式，馮·諾伊曼回答了前面提出的問題：

（1）的確有自增殖自動機。

（2）自增殖自動機不僅能進行通用圖靈機的那種計算，而且還能自增殖。

馮·諾伊曼認為，自增殖自動機由以下四個部分構成：

（1）A部分是自動機製造廠，它根據外部提供的指令，把輸入材料加工為輸出。也就是說，給A配備一個描述，這個描述可稱為指令，被構造的更大更複雜的對象反映在更大規模的指令上。

（2）B部分是一個複製的自動裝置，它寫出指令並複製指令。由於它只能複製，因而它並不比「增殖者」更精巧，但它能產生比自己更大更複雜的對象。換言之，B部分是這樣的機器：它能讀出打孔紙帶，並產生與第一個紙帶等同的第二個紙帶。

（3）C部分是一個聯繫和組合A和B並實現以下功能的控制機：令A配有一個指令，C將首先使A構造由指令描述的自動機，然後C使B複製指令，把複製品插入A所構造的自動機。最後，C將這個構造與系統A+B+C分離，使其「釋放」為一個獨立的實體。

（4）為了運行，全集D=A+B+C必須配上指令，並使插入A。這就形成了指令ID，它描述自動機D，並把ID插入D中的A，從而有了結果E。顯然E是自增殖的產物。[63]

馮·諾伊曼的分析表明，這種結構對於自增殖自動機來說在邏輯上是必要的、充分的。馮·諾伊曼的模型在數學上證明了自增殖結構的可能性：規則的無生命的部分（分子）可能可以組合成能自增殖的結構（有生命的有機體）。他還天才地猜測，這種結構在活細胞中必定存在。馮·諾伊曼提出了關於自增殖自動機系統的構想僅五年後，克裡克（Crick）和沃森（Watson）發現了DNA的結構，證實了馮·諾伊曼的猜測。生物細胞中的確有對應於上述結構的四個部分。D是遺傳物質，即RNA和DNA，A是核糖體，B是RNA酶和DNA聚合酶，C是阻遏物和抗阻遏物控制分子等。克裡克和沃森還發現，生命體的DNA分子與存儲信息的「磁帶」起到類似的作用，它們為生命體的複製系統提供必要的信息。事實上，每一個比病毒大的微生物的結構都與馮·諾伊曼所說的自增殖自動機的結構相同。

馮·諾伊曼的元胞自增殖自動機理論與實際的生物系統非常類似，在對自然自動機與人造自動機的比較研究中，馮·諾伊曼認識到在自然界中能夠進行自增殖的生物，是以細胞的形式進行自增殖而實現生命的延續，他表明了如果把自增殖看成是生命獨有的特徵，則機器也能夠做到。從這個角度說，機器的確具有生命的某些特徵[64]，由此開啟了對生物目的性自動機的研究。他的這一理論注重生物目的性自動機的算法實現，從現代邏輯的現成研究成果出發，模擬了包括人在內的生物系統的推理功能、自增殖功能，是生物目的性自動機理論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論之一，曾經盛行於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成為其追隨者推崇的典範，也成了人們長期爭論的焦點。

從第二節第三節的探討中，我們可以看出，馮·諾伊曼在複雜系統科學發展的背景下研究了生物目的論思想，通過對生物信息過程的執著探究，把生物有機體與人工自動機進行類比，實現了人工自動機的通過自動控制而完成目的性行為的理想。馮·諾伊曼的自動機理論與通訊、工程控制、生物學相交叉，尋找的是組織、語言、結構、信息和控制的普遍原理，它是現代目的論思想的應用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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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中的複雜性問題

在前面兩章中，我們探討了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中所蘊涵的畢達哥拉斯主義哲學與目的論哲學。在20世紀40年代以後，馮·諾伊曼這位極善於對問題作形式化表述和求解的科學家，其主要興趣已轉向複雜性問題的研究。從第二章，我們知道馮·諾伊曼在構造自動機的一般邏輯理論後，又從邏輯理論擴展到自動機的概率邏輯理論，事實上，其概率理論就是為了探索生物系統、技術系統處理信息的複雜性，以及這樣的複雜系統在不可靠開關元件（真空管和神經）上可靠的工作機制。為了完成這項研究，馮·諾伊曼研究了複雜有機體的自增殖機制，並用這種自增殖能力建立了理論上的自動機，構建了元胞自動機來揭示自增殖自動機的部分如何形成一個整體。本章將對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對複雜性研究的貢獻作一些探討。


第一節  馮·諾伊曼對複雜性問題的關注與論述

馮·諾伊曼對複雜自動機，尤其是人的神經系統、未來的巨型計算機系統感興趣，他想要建立複雜系統的邏輯組織理論，並相信這樣的理論是建造大型計算機的最本質的前提。馮·諾伊曼關注的自動機的兩個問題——可靠性和自增殖都和複雜性有關。[1]

馮·諾伊曼提出並部分回答了自增殖自動機理論的兩個基本問題，這兩個基本問題是：

（1）怎樣才能由不可靠的元件構成可靠的系統？

（2）哪一種邏輯結構能使自動機增殖？[2]

第一個問題實質上就是可靠性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自增殖問題。馮·諾伊曼認為：「元件的可靠性限制了我們建構的自動機的複雜性，而自增殖只能在相當複雜的自動機中才能實現。」[3]在《概率邏輯與從不可靠元件到可靠組織的綜合》（Probabilistic Logics and the Synthesis of Reliable Organisms from Unreliable Components）一文中，馮·諾伊曼討論了第一個問題，即可靠性問題。在《自增殖自動機理論》的第二章，他提出了自增殖自動機理論的總體構想與邏輯設計，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和解決構成了他的自增殖自動機理論。

一、複雜性問題概述

馮·諾伊曼1948年在海克森演講與1949年在伊利洛斯大學演講中對複雜性問題作了較系統的闡述。1948年，馮·諾伊曼在美國加州帕賽迪納(Pasajena)的海克森(Hixon)研討班上對這個問題作了一系列演講。演講的題目是：「自動機的一般邏輯理論」。

在海克森演講中，馮·諾伊曼對複雜性的關注是關於自動機的兩個主要例子：計算機與人類中樞神經系統。馮·諾伊曼認為快速計算機至少擁有104個基本開關元件，日常執行106個乘法運算（109二進制運算），其中至少有30%是正確的結果。他估算人類中樞神經系統大約有1010個基本開關元件（細胞）。為了處理複雜性，他相信自動機的這兩個例子是有效的。他建議把自動機的研究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研究系統包含的個體元件的結構和功能，就人類神經系統與計算機電子工程而言，這屬於生理學的研究範疇。另一部分是這些個體如何構成整體、整體的功能如何由個體來表現。這是屬於自動機理論的研究領域。

為了使第一部分研究與自動機理論相適應，馮·諾伊曼訴諸公理化方法。他把自動機個體元件，無論是細胞還是真空管，都看作是「黑箱」，具有「某些定義好的、外在的功能特徵」和「假定的對某些定義精確的刺激進行反應」。外在行為下細胞內部的電化學過程或真空管內的電子過程沒有被這些公理揭示。

由於細胞與真空管在馮·諾伊曼理論中的中心地位，細胞與真空管都由於它們在正常運行環境下的數字行為被看作是數字的、電子器官。他把它們作為「數字的、電子的」器官進行了直接的比較，他認為它們都進行全有-或-全無（all-or-none）的反應、傳輸刺激、由電脈衝引起反應。他解釋道，這兩個案例的特徵都是理想化的，因為這兩類器官都表現出一些模擬（非-數字）（non-digital）的行為：細胞有疲勞、自振蕩以及下意識的刺激行為，而在一些真空管中有固態物理特徵、熱力學、機械學引起的連續或非線性現象。

馮·諾伊曼對細胞與真空管的物理構造進行了比較是為了解釋妨礙我們（在計算機中）獲得自然有機體所具有的高複雜度以及小尺寸規模。通過對計算機與人腦所用的元件的大小與空間以及材料的電子特徵的簡要分析，馮·諾伊曼得出結論：人工自動機所使用的材料比自然自動機低級。他先見之明地認識到，在幾年之內，計算機將不再使用真空管作為它的元件，其他的邏輯設計最終成為可能。

接著，馮·諾伊曼從製造更好的計算裝置的物理問題轉向知識問題，他描述了人類中樞神經系統與電腦尋找錯誤以及對待組建功能障礙的兩種完全不同的哲學。自然系統盡量是錯誤明顯，當錯誤出現時能馬上檢測到，把錯誤的影響調到最小，修復或阻斷出錯部分，同時讓自動機的其它部分繼續工作。相反，人工系統極力使錯誤明顯以便於及時引起注意，機器關閉，迅速進行修復或替代。「我們已經強調人工自動機複雜性如何受限制，即可以不費力氣地處理複雜性，可以期望自動機能夠穩定地工作。在這個意義上限制複雜性的兩個原因已經給出，它們是太大規模以及我們所使用的元件的可靠性。這兩個原因都歸於這樣的事實，我們所採用的材料在簡單應用上似乎還很令人滿意，而在複雜性應用上比自然中的材料低級，不足。現在我們必須把注意力放在第三個重要的限制因素上。這個因素不是物理特徵方面的，而是知識方面的。」[4]

馮·諾伊曼認為，對於人工自動機出現的錯誤過於謹慎是由於我們的無知，導致這種無知的原因是因為缺乏「合適的數理邏輯」自動機理論。而缺乏這個理論嚴重阻礙了我們建造複雜性更高的機器。馮·諾伊曼認為自動機理論必須把形式邏輯作為其中一個組成部分，因為形式邏輯研究離散的、全有或全無特徵。數字開關以及圖靈與麥卡洛克-皮茨已經表明怎樣把形式邏輯有效地用於自動機。

馮·諾伊曼在介紹他的自動機研究的兩個中心主題——複雜性與自增殖時，用了一個悖論來描述對自增殖的分析：我們知道物種的複雜性是通過進化來增加（或至少保持原樣）的，但卻不知道一個自動機怎樣能產生一個比自身更複雜的自動機。在探討這個問題時，馮·諾伊曼首先思考了圖靈的通用機，認為當給圖靈機提供複雜自動機的描述時，它能夠模擬一系列複雜自動機的行為，但它不能像生物自動機那樣自增殖，而他的目標是在圖靈機的結果上得到一個自增殖的機器。他曾簡要設計了一個動力模型——自動機的製造或「構造」可以理解為一個水庫，其中漂浮著大量的部件，自動機找到自己需要的那些部件，將其裝配起來，以複製自己。後來產生的一些部件由原來的一些部件構造出來，部件的供給是周圍漂浮著的類似於營養媒介的東西。

海克森學術演講解釋了自增殖自動機理論的基因功能，以及他的自動機如何完成基本的自增殖行為、基因材料的複製。馮·諾伊曼甚至建議如何通過他所闡述內容的部分改變，自動機展現與變異有關的典型特徵，通過改變特徵會有連續自增殖的可能性。最後，他思考了一個基因模型，既可以自增殖也可以產生、選擇「酶」，但他的模型並沒有完整地描述新的自動機，僅僅提供了一般觀點，一般線索。他給進化悖論提供了一個答案：有一個最低複雜度界線，在這個界線下，自動機退化（產生比自身複雜性低的自動機），在這個界線上，一些自動機可以自繁殖同樣複雜或更複雜的後代。

1949年，在海克森學術會議大約一年多以後，馮·諾伊曼再次就複雜自動機理論在伊利洛斯大學發表了演講，名為「複雜自動機的理論和組織」，包含五篇演講稿：《通用計算機》(Computer in General)、《控制與信息嚴格理論》(Rigorous Theories of Control and Information)、《信息的概率理論》(Statistical Theories of Information)、《高複雜性和極高複雜性的作用》(the Role of High and Extremely High Complication）和《複雜自動機問題的重新評估——等級與進化問題》(Re-evaluation of the Problem of Complicated Automata—Problems of Hierarchy and Evolution)。是他在海克森學術會議演講的基礎上擴充了這些文章的內容，討論了「複雜自動機的行為，以及由高度複雜性引起的特定困難」。其中，在演講稿《通用計算機》中，他描述了一般的複雜自動機，第二篇和第三篇演講中介紹了自動機理論的邏輯與概率理論，最後兩篇深層次地討論了複雜性問題。

這些演講以以下三點為線索展開論述：

1.高速數字計算機的邏輯組織與局限；

2.比較高速數字計算機與其它的複雜自動機，即人工自動機與自然自動機；

3．從與自然神經系統的比較得出的結論。[5]

在第一篇演講《通用計算機》中，馮·諾伊曼以計算機作為人工自動機的典型來進行討論：一是因為他的興趣在自動機的數學方面，從數學的角度來看，計算機是最令人有興趣的、最關鍵的自動機；二是因為自動機的一個重要問題——極高的複雜性。對於高度複雜性自動機來說，計算機比其他人工自動機能提供更好的理解，並指出目前缺乏複雜性自動機理論。「你將發現我們對於複雜自動機的討論很不完美，我們的一個主要結論是：我們急需一個理論，在當前我們還沒有這個理論。」[6]

馮·諾伊曼認為，怎樣來測量一個自動機的複雜性還不是完全清楚。他建議用真空管的數量、每秒鐘乘法運算的速度以及編碼指令操作的百分比效率來測量複雜性。「以計算機為例，可能的合理方法是去計算要多少真空管，這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模糊的，因為某些真空管實際上是兩隻真空管裝載一個封帶裡，另外一個原因是由於計算機的元件不是真空管，而是電路裝置。」[7]

第二篇演講《控制與信息的嚴格理論》比較了麥卡洛克-皮茨與圖靈建造自動機的方法。麥卡洛克-皮次用「合成」（synthetic）方法，從公理化定義的元件出發建造自動機。而圖靈用的是「整體」（integral）方法，不定義個體元件而是對整體系統作公理化的描述。馮·諾伊曼似乎更喜歡在研究簡單自動機時使用合成方法，而研究高度複雜性自動機時更傾向於用整體方法。麥卡洛克-皮茨的模型在生理學圈內受到冷遇，但馮·諾伊曼熱情地宣傳了它，因為其在生物信息過程組織中對處理高複雜性的潛在價值。而對圖靈貢獻的討論主要集中在通用機、停機問題以及它們的複雜性研究的意義。

在第三篇演講中，馮·諾伊曼把自動機的邏輯理論擴展到概率理論，主要的動機是怎樣面對元件的失敗而使自動機更可靠。由於不能期望物理元件長時期工作後不發生錯誤，所以他建議考察元件錯誤對自動機整體功能的影響，引入概率邏輯來探討可靠性問題。

第四篇《高複雜性和極高複雜性的作用》對計算機與人類神經系統的複雜性和效率作了直接比較。對細胞與真空的模擬性質與數字化性質作了比較，他認為數字方法在複雜狀態下比模擬方法更有效。「數字化機制對於複雜性功能似乎是必需的，純模擬機制不適於複雜狀態。模擬方法處理複雜狀態是把它分成部分，然後單獨對部分進行處理。」[8]在《複雜自動機問題的重新評估——等級與進化問題》中提出複雜性最高的自增殖自動機的動力模型。給出了「複雜性」（complication）的直覺定義並推測了它的退化特徵。討論了自動機與它們的「要素」部分，列舉並定義了這些要素部分，討論自動機的合成以及自增殖問題。

二、自動機的可靠性與複雜性

在《通用計算機》開篇，馮·諾伊曼說道：「我將討論自動機——極複雜自動機的行為以及由於高度複雜引起的典型困難。我將簡要討論人工自動機與有機體之間的合理的類比，有機體在一定的功能上是自然自動機。我們必須考慮它們之間的相似性與不同點……這些不同點就是真正的原理。」[9]

馮·諾伊曼認為，最大的計算機器曾經用了20萬根真空管，這台機器的設計與未來的真空管機器很不一樣，很多人認為計算機在不久的將來會大大縮小，可能只有2000至5000根管子。所以，大致說來，這些機器的複雜性尺寸等級是1萬。與自然有機體相比較，自然有機體的神經細胞數與這大不相同。在人的中樞神經系統中的細胞數估計有100億個，這個數字如此龐大當然沒人知道它的規模等級是多少。很難解釋是否有跟一個人的行為那樣複雜的東西能或不能由100億個開關器官來管理，也沒有人曾看見過一個擁有100億單元的開關器官的機器，所以我們必須比較這兩個還沒弄明白的物體。

在《高度複雜及極高複雜性的作用》一文中，馮·諾伊曼比較了人工自動機（以計算機為代表）與自然自動機（特別是神經系統）的元件與大小。人的神經系統中，人腦裡的神經最多，大約有1010個，與之比較，計算機中的真空管的數目小百萬倍。現有的最大計算機ENIAC僅有2×104根真空管。另外一個大型計算機SSEC（屬於IBM公司），有混合真空管以及延遲器官各1萬。當前正在設計中的最快速的計算機可能會有3萬根真空管。由此可看出，人的神經系統比這些大型計算機複雜百萬倍，從這些計算機到中樞神經系統的複雜性的增加比從一根真空管到這些計算機複雜性的增加要大得多。即使用對數來測度複雜性，後者也不及前者一半。由此馮·諾伊曼認為，無論從哪個意義上定義複雜性，真空管都不及神經系統的一半。但另一方面，計算機的速度比人腦快，一個大腦神經的反應大約是1/2微秒。從一個反應到下一個潛在的反應時間最快是5微妙。神經系統的元件是機器的百萬倍，但機器的每個元件的速度是一根神經的5000倍。如果一個小時一個小時計算它們所做的工作，神經系統是機器的200倍。這說明工作的速度既與元件的數目有關，也與元件之間的聯繫有關。除了這點外，還依賴於一個臨界點，在這個複雜性界點之下，自動機不能做任何事情，但在這個界點之上，自動機能做任何事。

在《計算機與人腦》中，馮·諾伊曼把神經細胞中起邏輯作用的部分——細胞膜與真空管、晶體管的邏輯作用進行了比較，細胞膜的厚度大約是10-5厘米的幾倍，而真空管的邏輯作用部分，大約是10-1 厘米至10-2厘米的幾倍，晶體管的邏輯作用部分略小於10-2厘米。從線性的尺寸來看，天然元件要比我們人造元件小103倍左右。從佔用容積（體積）方面，天然元件比人造元件要小108-109倍；從消耗的能量來比較，天然元件比人造元件要小108-109倍。[10]經過比較，以下的結論尤為重要：

1.「在同樣時間內，在總容量相等的作用器官中（總容量相等是以體積或能量消耗相等來定義），天然元件比人造元件要完成的動作數目，大約要多104倍。」[11]

2.「這些係數還說明，天然元件比自動機優越，是它具有更多的但卻是速度較慢的器官。而人造元件則相反，它比天然元件具有較少的、但速度較快的器官。所以，一個有效地組織起來的天然自動系統（如人的神經系統），能同時取盡可能多的邏輯的（或信息的）項目，而且同時對它們進行加工處理。而一個有效組織起來的大型人造自動機（如大型的計算機）則以連續的工作為有利，即一個時間內處理一項，或至少是處理的項目不多。」[12]

通過對當時最先進的計算機與具有最高智能的生物系統人腦作比較，馮·諾伊曼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以下三個基本因素限制了工程師建造強有力計算機的能力，即：

（1）現有元件的大小；

（2）這些元件的可靠性；

（3）缺乏一種計算複雜性的邏輯組織的理論。[13]


馮·諾伊曼對於元件的研究工作是為了克服第一個局限，關於可靠性和自增殖的研究是為了克服第二個和第三個局限。在《概率邏輯和從不可靠元件到可靠組織的綜合》中，他探討了克服元件不可靠性的兩種方法。他把一般系統論思想應用在自動機理論中，認為我們並不是只考慮使元件本身從不可靠變為可靠，而是要研究把元件如何有機組織起來，從而使整個系統的可靠性大於其組成部分的可靠性。

馮·諾伊曼相信只要有了恰當的自動機理論，複雜性的限制就會消除，強有力的自動機就能被建構，他認為自己關於概率邏輯的工作是建立自動機新邏輯的一個步驟，他在自增殖上的工作也屬於複雜自動機理論。因為他深深感到，在一個十分複雜的系統中，具有一些本質上全新的原則，例如關於自增殖現象的原則，對於這些原則的研究，很顯然是以複雜性的研究為基礎。由於自增殖與自修復關係密切，對於自增殖的研究結論將有助於解決可靠性問題。我們建造更強有力的自動機在實踐上還有些障礙，而缺乏恰當的複雜自動機理論就是其中之一。

在自增殖自動機理論中，複雜性概念是十分重要的，因為能自增殖的（自然或人工）自動機必然是複雜的，只有複雜的自動機才能自增殖。馮·諾伊曼指出，如果一個自動機有能力構建另一台自動機（新自動機），那麼所構建的新自動機的複雜性程度必然會降低。也就是說，如果自動機A能產生B，則A須以某種方式包含B的一個完全的描述。這樣就必須在A中做出種種設計，以保證它不僅能解釋這個描述，而且執行所要求的構建性運算。顯然，A比B複雜得多。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自動機的某種退化傾向似乎是可能的，複雜性程度會隨著一個自動機構建另一自動機而降低。與此相反，自然自動機產生的新自動機複雜程度不僅絲毫不減，而且在長期的進化過程中，複雜程度會增加。複雜程度高的生物是從複雜程度較低的生物中進化而來的。[14]

三、複雜性與信息論、熱力學

馮·諾伊曼常把他的自動機理論稱為「自動機的邏輯理論」，但有時候又稱之為「自動機和信息的理論」，有時乾脆就叫「信息理論」。這就表明，他認為信息論在自動機理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曾把控制論和信息論分為兩部分：嚴格部分和概率部分。嚴格（或精確）部分包含了數理邏輯，還包含有窮自動機和圖靈機；概率（或統計）部分則包括申農（Shannon）關於信息論的工作以及他自己的概率邏輯。

馮·諾伊曼認為「複雜性」的概念與信息論和熱力學有關。在《複雜自動機問題的重新評估—— 等級與進化問題》中，有這樣的語句：「這裡有一個概念非常有用，我們對它僅有某種直覺，但這種直覺是模糊的、非科學的、不完整的。這個概念顯然屬於信息論的範圍，類—熱力學（quasi-thermodynamical）思想與之有關，我知道沒有足夠好的名字來稱呼它，但稱之為『複雜性』（complication）最好不過了。」[15]他還介紹了兩種信息理論，即熱力學中的熵與信息理論以及申農信息論的工作。信息論與熱的統計力學相互聯繫，這兩個理論的聯繫在於，它們都以十分相似的方式涉及概率；他認為熱力學將進入新的信息論領域，因為有很多跡象表明信息與熵非常相似，熵的退化過程與信息的退化過程相類似。從信息論的角度，他揭示了申農如何用量化方法來測量信息波道（channel）的容量以及剩餘法(redundancy)在有噪音的情況下如何用於增加波道容量。他以赫敏（Hamming）在錯誤—監測編碼上的工作開始分析在不精確設備中數字化能產生精確性的作用。

馮·諾伊曼還通過幾個相似性表明了複雜性自動機與熱力學理論之間的關係。

第一，複雜性的特徵與熵的特徵類似。在某一最小界限之下，複雜性程度將退化，也就是說，如果一個自動機建造了另一個自動機，後者的複雜性低於前者，而在這個界限上，被建造的自動機的複雜性將高於前者，甚至超過它,這個特徵與物理學中「能」和「熵」的特徵一樣。[16]

第二，計算機中的平衡與熱力學平衡類似。計算機各部分速度之間的平衡，一個部分的速度與其他部分的大小尺寸之間的平衡，甚至於兩個部分之間的速率與其他部分尺寸大小之間的平衡。這些看起來與熱力學中為了高效活動需要的平衡要求相類似。一台自動機如果一部分的速度太高於其它部分，或存儲太小，或兩個存儲的速率比其他部分大，那麼就如同一個熱引擎由於其部分之間的巨大溫差而效率不高一樣。[17]馮·諾伊曼想要一個類似於熱力學平衡的理論。

第三，一台計算機的效率必須相對於環境來定義（如它要解決的問題），就如同一個熱引擎依賴於其環境一樣。馮·諾伊曼認為，如果不刻畫自動機在統計特徵環境下運作，就像過去定義熱動力學的環境一樣，我們可能無法定義自動機的功能或效率。自動機環境涉及的統計變化與熱動力學涉及溫度變化的特徵類似。[18]

以上是馮·諾伊曼對複雜性方面的研究與探討，下面我們來看看由簡單規則導致複雜性的範例：元胞自動機。


第二節  簡單規則導致複雜行為的自增殖

自動機：元胞自動機在第一節中，我們曾提到自增殖與複雜性有關，馮·諾伊曼的元胞自動機就是自增殖自動機理論的代表，它向我們展示了簡單規則導致複雜行為的自增殖機制。

馮·諾伊曼在自動機理論中最深遠的工作是對元胞自動機的研究，研究結果存於一些不完整的手稿中。《自動機的理論：構造、增殖、齊一性》是他1952年9月末到1953年的手稿，由亞瑟·勃克斯編輯整理收集為《自增殖自動機理論》第二章。在第二章第二節《29態系統與一般轉換規則》中，馮·諾伊曼詳細介紹了元胞自動機模型的「態」及其轉換規則。下面，我們將對其進行簡要介紹，以便於後面的探討。

在《29態系統與一般轉換規則》的導言中，馮·諾伊曼認為元胞自動機模型具有自增殖的邏輯普遍性和構造普遍性的潛勢（即第二章中提到的邏輯問題和構造問題），這個模型基於晶狀介質（cristalline media）,可以在二維空間裡用正方（規則）晶格(quadratic lattice)結構構造它。假定這個晶狀體上的每個格點具有有限個不同的態（記為N態），其行為可以用明確的轉換規則來描述或（控制）。轉換規則中包含當其受近鄰元胞影響時，這些態之間的轉換。然後，沿著這個思路他構造了一個特別的模型。步驟如下。

一、對空間、時間關係的形式化

馮·諾伊曼先介紹了一些嚴格的概念和符號。正方晶狀體的格點用兩個整數坐標（i, j）來表示，晶狀體在所有方向上是無限的，確定i, j的範圍是：

（1）i, j=0, ±1, ±2……

不管哪個格點被選為原點(0,0)，α(i,j)表示平面裡的一個點，而且它是一個矢量，即是一個數量，記作：

（2）v=(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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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的最近鄰點(○) 與次鄰點(●)



圖4.1中間的「×」 為(i,j)， (i,j)最近的鄰居是四個點：（i±1,j）,(i,j±1)。另外的四個鄰點是(i±1,j±1)。如圖4.1和4.3，「×」 的最近的鄰點用小圓圈（○）表示，次鄰點用實心點（●）表示，它們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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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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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圖4.2所示，v的最近鄰點是v+va(a=0,…3),v的次鄰點是v+va(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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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單位矢量（Unit vectors）



在圖4.1和4.2中，用通常的方法表示晶狀結構，格點是線的交叉點。在下面的圖中，將用不同的圖式：格點將用會正方形表示，最近的鄰居（在圖4.1和圖4.2中由單線相連）將是相鄰的正方形，進一步明確地說，只顯示當前那些需要說明的正方形。於是圖4.1將顯示為圖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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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的最近鄰點(○) 與次鄰點(●)



正如在第二章第二節中的對邏輯問題的探討，時間t的範圍是：

（5）t=0,±1, ±2…

每個格點是一個元胞。假設它有N態，用一個符號n來指稱：

（6）n=0,1…N-1

元胞在時間t時的態為v=(i,j)，可以記為：

（7）nvt

為了方便起見，表達式（6）中所用的表示n的數字0,1,…N-1,用N來代替。

應強調的是，該系統具有齊一性，即同樣的規則將控制每個格點v的行為。這些規則是指轉換規則，它根據自身的某個適宜的先前時間的狀態以及其直接鄰居的態，定義了細胞v在時間t的態。我們將通過限制這些「適宜的先前時間，精確地定義t的先前時間，即t-1」，來限制、簡化我們的系統。於是nvt將是nvt-1和nt－1v+va(a=0,…3)組成的函數，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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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m代替nvt,用ma代替[image: ]。於是函數F變為F(m,ma|a=0,1,2,3)，這個具有五個N-值變化的N-值函數表徵轉換規則，是唯一而又完整的統帥這個（齊一性的）系統的規則。

注意F的範圍有N個元素，而F的域（所有5次方的集合）有N5個元素，於是有

（9）N(N5)

個可能的函數F，即有這些可能的轉換規則或模型。

二、元胞的各種「態」與轉換規則

在對各種態形式化之前（pre-formalistic），馮·諾伊曼先討論了一個元胞的N態應該是什麼樣的，這些態的本質不是由列舉式（6）來描述，而是由轉換規則（8）來描述。（6）中包含的唯一相關信息是態的數目N。按照這個規則，必須對轉換規則（8）作特殊說明，即對函數F的說明。但是，現在還是以列舉式（6）開始，給（6）中的每個n附予一個名字，並對它們將要起的作用做語言描述。

1.邏輯函數——普通傳輸態（ordinary transmission state）

在開始討論時，需要用「態」來表達相應的邏輯函數或神經函數，這需要下圖4.4中的神經數以及神經的連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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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基本神經元胞（The basic neurons）



（1）傳輸態—連接線。 我們先考慮連接線，現在這些線是成排的元胞，即格點。由於一條線必須傳遞一個（神經）刺激，所以每個元胞必須都有兩個態：即一個休眠態和一個興奮態。由於這裡所考慮的目的是傳輸一個（神經）刺激，所以我們稱之為元胞的傳輸態，並用符號T來表示。我們用標記∈=0，1來表示兩個態，也就是說用Tε來表示休眠態和興奮態，當ε＝0時，表示休眠態，ε＝1時表示興奮態。

這個傳輸過程必須是一個直接的過程，因為線（傳輸態元胞的替代）是用來直接連接確定的點，所以必須建立一些限制規則。規定一個傳輸態中的元胞僅從一個確定的方向接受一個刺激，即輸入方向。也就是說，一個興奮傳輸元胞使一個直接相鄰的元胞（一個休眠態元胞）變成興奮傳輸態（或相鄰的元胞本身就是興奮態，讓它保持這個態）當且僅當前一根線是後一根線的輸入方向。相應地，我們也可以規定，一個傳輸態中的元胞只在一個確定的方向，其輸出方向發出刺激。也就是說，一個興奮的傳輸元胞使一個相鄰的元胞（一個休眠態的傳輸元胞）變成興奮傳輸態（或本身是興奮態，讓它保持這個態）當且僅當後者居於前者的輸出方向。最後，把這兩個規定組合起來。

沿著這個思路嘗試各種模型之後，為了避免某些不可控制的、無法設計的回返—刺激現象，馮·諾伊曼認為需要規定一個確定的輸出方向，而不需規定任何特定的輸入方向，去說明輸出方向對輸入是無影響的。

圖4.2中va(a=0,…3)列出了近鄰元胞所有可能的方向，所以Tε將被進一步給出這樣的標記a=0,…,3:Taε,於是Taε有輸出方向va。以上的種種規定現在可以確定為這樣的形式：當且僅當v=v′+va』時，v′的Ta′1可推導出v的Ta1（從Ta0或Ta1開始），但是v′≠v+va,即當且僅當v－v′=va′≠－va。

現在用符號Taε（a=0,…3,ε=0,1）代替表達式（6）中的八個數值。讓我們也認識一下在上文中提過的刺激-反應過程中單位時間延遲，於是上面的規則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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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延遲、角、連接線的變化。現在我們擁有近鄰之間的一個單位時間延遲。還要注意這個模型也同樣把來自傳輸元胞的連接線與帶角或變化的連接線組合起來，直線如圖4.5a-4.5d顯示，這些表徵了我們的格子中的四種可能「直線」方向。「角」或「變化」於圖4.5中e和f所表示。圖4.5中a-f按照圖4.3中描述的規則畫出。a′-f′是圖a-f的簡化版（更易讀），相應地，其中每個Taε由va的箭頭代替（如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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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普通傳輸態（Ordinary transmission states）



接著，思考圖4.4中的特定神經。

2.神經元胞——合流態（confluent states）

（1）特定的+神經元胞。特定的「+神經元胞」指這樣的一個興奮元胞：它有一個輸出以及兩個可能的輸入。當然，如果它可以容納兩個以上這樣的輸入也無妨。在上文中我們定義了一個傳輸，它有可能有三個輸入，它的四個邊的除了輸出邊外，都是一個輸入。於是，我們的傳輸元胞不僅起了神經之間連接線的作用，而且還起了+細胞的作用。

一個普通傳輸元胞的作用如同一根神經，即圖4.6中顯示的連接線的交叉點，這幅圖是按照圖4.5中a′-f′的框架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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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2）合流態：特定的·神經元胞。特定的「·神經元胞」是指這樣的一個興奮元胞：它有一個輸出以及兩個輸入，為了產生興奮，兩個輸入必須一起被刺激。對一個輸出方向和兩個輸入方向的自由選擇（從四個可能方向，如va,a=0,…3所表示的）將有(4×3×2)/2=12種，由於每個種類有一個休眠態和一個興奮態，所以一共有24態。

我們把一個元胞的這些態叫做合流態，用符號C來表示，再用符號ε＝0，1；Cε表示休眠態（ε＝0）以及興奮態（ε=1）。現在我們對表達式（10）做處理，用符號Cε（ε＝0，1）代替表達式（6）中的兩個數字值。如果上面的這些規則影響C的輸入，那麼表達式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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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C的輸出的規則必須被描述為規則（10）的變體，因為它提供了一種使傳輸元胞興奮的新方法，即從Taε產生Ta1。這由下面在規則（10）的第二和第三個句子之間插入這樣的句子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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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規則（10）、（11）、（12）系統由T來提供T和C的興奮態，C給T提供興奮態，但C不給C提供興奮態。

（3）特定的-神經元胞。特定的「-神經元胞」是指這樣的一個興奮元胞，與傳輸態相比其休眠態與興奮態的作用是交替的，它一般必須是興奮的（即在傳輸態中，在其輸出方向點上能夠立刻使緊鄰的一個元胞興奮），但它必須被一個輸入的刺激刺激後變為休眠態（當刺激停止時，轉化為興奮）。我們可以引入一類這樣的態——與傳輸態中一樣，給定一個輸出方向後，其他的方向都是輸入方向。由於有四個可能的方向，就有四個種類，每種有休眠態與興奮態，因此，共需要8個態。但是，我們還要引入這一類的態，其一般狀態是休眠態。這個目標需要用不同的方式來完成。我們將找到這一類的態，由於一些原因，稍後將引入，可以用來合成特指元胞的功能。我們可以在這個階段先思考它。

（4）分裂。雖然圖4.4中的神經元胞與它們的連接線都已經確定好了，但還有一個這樣的實體需要考慮，即邏輯的（神經元胞的）網絡必須在大多數情況下包含這樣的連接線：一個輸出線導向幾個輸入線，即輸出線必須被分裂，也就是需要幾個帶輸出線的似-傳輸態。

3.生長作用（Growth Functions）：非興奮態與特殊傳輸態

（1）肌肉或生長作用——一般與特殊刺激。完成了上文中提到的邏輯（即神經元胞）作用以後，我們現在可以進入其它方面了。刺激分為一般與特殊刺激，所以有一般興奮態與特殊興奮態。一般興奮態用於邏輯的目的，即上文中的思考。特殊的那一類是我們現在加以討論。

（2）非興奮態。有必要引入非興奮態（由一般刺激引起的非興奮態）我們用符號U來表示。在給出它的特徵的嚴格描述時，我們先討論一些相關的問題。

特殊的興奮態目的是為了導出生長作用，即把元胞由非興奮態轉化成興奮態，並在興奮態裡去確定態的種類。在上文中我們已經定義了幾種類型的存在：傳輸態T（這個態有四個種類，Ta,a=0,1,…3）以及合流類C。注意這些態中的每一個都與以下兩個態相對應，即ε=0,1(休眠以及興奮)：Taε,Cε。但是我們只需要考慮Ta、C。更精確地說是ε=0時的態：Ta0,C0，是因為在該態的休眠態下就足以產生每個興奮類的態。如果需要興奮態，可以由一般刺激導出。

（3）直接和相反過程——特殊的傳輸態。我們不僅可以把非興奮態轉化成興奮態（如T以及C），而且可以使這個過程相反。即可以把興奮態轉化成非興奮態（U）（這兩種方式的各種作用在後面將會表述），可以引起性狀改變的刺激必須由元胞的態來傳輸，而不是通過由自已傳輸導致改變，所以有必要引入一類新的傳輸態，記為T′，與T類似。於是，我們會有八個這樣的態：T′aε(a=0,…3;ε=0,1)與Taε相似。相應地，我們運行Taε的方式，即規則（10）。

我們用符號T′aε(a=0,…3;ε=0,1)代替表達式（6）中8個數字的一部分，於是規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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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般態（ordinary states）的相反過程：現在我們可以給相反過程下一個嚴格的定義，即由特殊刺激（T′）把一個興奮態（T，C）轉化成非興奮態（U），這帶來T規則、（10）、（12）、（11）中的C規則形式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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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這裡不要求v－v′≠－va。也就是說，即使在（T的）輸出方向上，（出自於T′）的特殊刺激沒有產生，該規則也是有效的。    (5)特殊態的相反過程：規則（14）不能延伸至T′態，一個T′對於T′這樣的影響由於某些原因是不允許的，因為相應的一個T對T的影響是不允許的。特殊刺激的傳輸態將破壞T′的特徵，如同一般刺激的傳輸態會破壞T的特徵一樣。後一種狀況使我們引進T′（與C一起把T轉化成U）；現在我們可以相似地利用T（把T′轉化成U），但是不引進C。因為每個方向對於C來說都是一個輸出方向。於是我們引進以下這個規則，是對（13）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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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特殊刺激的起源： 我們還沒有提供特殊刺激的起源，也就是T′的興奮態。我們需要一類由特殊刺激發散出的態，與一般刺激相對應，即它可以由一個T產生興奮，可以使T′興奮。    在為了這個目的引入一種新態之前，讓我們看看是否可能不用興奮態來處理它。因為T不使′T興奮（見規則15），所以我們既不用T也不用T′，這就只剩下C。現在C由一個T產生興奮，於是我們只需要賦予它使一個T′興奮的能力就可以。我們需要的就是為T′設立一個與規則（12）類似的規則。T與′T的二重性已經由規則（10）（13）的二重性、（14）（15）表達，並進一步被規則（12）以及現在將要闡述的規則（16）表達，這可以被看作是規則（13）第二、第三句話之間的插入語。所以，與（13）一樣優越於（15），該規則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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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直接過程——感知態    在上一節中已經關注了相反過程（從興奮態到非興奮），現在我們來考慮直接過程（從非興奮態到興奮態）。    建立直接過程所必需的在上文中已經提及。在(2)節中我們有Ta和C，由(3)節內容，我們必須加上Ta′。用另外的話說，就是我們必須能夠創建下面的態（與(2)節中的討論相比較，起到ε=0的作用）：    （17）Ta0,T1a0,C0    這一共有九個態。    我們需要一個使U轉化成（17）中九個態中的任意一個態的機制，關於這個機制，將做兩個論述。    第一個論述：一般態與特殊態的二重性。在我們的設計中有兩種刺激：一般的和特殊的，分別對應於T的興奮態（可能與C並在一起）與T′的興奮態。為了使U轉化成（17）中的九態之一，我們原來是只用特殊刺激，即T′態，見（(1)(2)節），後來我們曾在處理相反過程（(4)節至(5)節）時，令T（實際上沒有C）以及T′態相互之間起了互補的對稱的作用（見(6)節結尾部分「二重性」）。因此，對於直接過程，我們也賦予它們類似的對稱作用。    我們再次以二重方式處理這個問題，即用T′表示從U轉化成T（成C），用T表示從U到T′。也許這個限定也是不必要的，一個滿意的體系可以設定T與T′對於U有同樣的互換的作用，使U轉化成所有態T、C、T′【即（17）中的九個態】。    這引出一個問題：如果T就能獨自導出、控制U的所有轉化，為什麼還必須引入T′？答案就是相反過程需要T′。進一步明確地說，相反過程（從T，T′或C轉化成U）是正確控制直接過程的（把U轉化成T，T′,C,或只轉化成T、C），這一點值得進一步思考。    第二個論述：為了控制直接過程，連續穩定刺激的必要性。在前面，我們注意到了直接過程【即從U轉化成表達式（17）中所列的態】必須是由T和T′興奮產生刺激，並且兩者（T，T′）各自具有同樣的影響。    再次建議在這個過程中把C排除在外。直接過程必須為從U轉化為條目（17）中的九態提供條件。這九個態如果僅由單個刺激來完成是不夠的，即使T以及T′的興奮有各種不同作用，更何況我們已經設定T和T′在這個過程中起同樣的作用。我們現在用一些二進制編碼的序列來表示這九態。數字1用來表示一個刺激（T或T′），而數字0表示沒有刺激。三位數的編碼序列可以表示8個態：000,001,…，111。由於有9態，這些數字其中之一，即第一個000必須用來表示兩個態。也就是說，它必須加長為0000和0001。於是我們就有了九個態的編碼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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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必須與（17）中的九個態相對應。

（18）中的九個編碼序列由0和1構成的數字必須是連續的，那就是說，在（直接）過程的轉化中，U所經歷的態與（18）中構造的編碼序列所產生的子序列相一致。這些編碼子序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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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是7個數。最後，必須有一個態與該過程的起點相對應，編碼序列｛從（19）到（18）｝的形式化還沒有開始。這裡的編碼序列最好解釋為（在其初始條件下）為空集，用符號表示為：    （20）θ    所需要的其他態：讓我們用一個普通符號Σ來表示（20）、（19）以及（18）中的17個編碼序列。與17態中對應這些態用符號SΣ表示。（18）中的SΣ，9Σ必須是（17）中的9態；即這些不是全新的態。另外，我們必須考慮（20）中的SΣ與u是否相符合。    直接過程從Sθ通過（19）中的SΣ到（18）中的SΣ｛即（17）中的態｝。當有一個刺激出現時，就給Σ加上數字1；當沒有刺激時，給Σ加上0｛當然，增加Σ的過程在Σ達到（18）中最大值時停止。然後我們處理（17）式中的態，這些遵循規則（10）-（16）｝。這就意味著從Sθ到最後的SΣ{即按照（18）到Σ最大值｝是受嚴格時間限制的。沒有刺激與有刺激都是起作用的，所以所需要的刺激必須在確定的時間發出，不能有絲毫的延遲。另外一方面，U一直被當作是一個休眠態，除非接收到一個刺激它才會改變。綜合這兩個事實，我們看出U和Sθ是不同的。於是我們得出八個新態即SΣ，Σ為（20）與（19）中的Σ。    我們把上面的新態叫做感知態，這些是SΣ，Σ是按照（20）與（19）而不是按照（18），因為（18）是（17）的舊態）。    對控制U以及感知態的行為的嚴格規則可從上面的討論中提煉出來。這些規則是：


[image: ]



注意：Sθ0=S0，Sθ10＝S10，Sθ111＝S111，等。    最後，對馮·諾伊曼元胞自動機的態與轉換規則所做的嚴格描述總結如下，這樣我們就能更清楚地理解他的描述了。    讓Tu ,U=0,1分別代替T、T′。相應地，我們把普通刺激與特殊刺激分別標為[0]和[1]。    各種態如下：    傳輸態 Tua0 ,U=0,1與一般與特殊對應。a=0,1,2,3與右、上、左、下對應，ε=0，1與休眠、興奮對應。    合流態Cεε′, ε=0，1與休眠、興奮對應。ε′=0，1與下一個時間段的休眠與興奮對應。    非興奮態U    感知態 SΣ，Σ的範圍：    （s1）Σ=θ，0，1，00，01，10，11，000    加上，SΣ    （s2）Σ=000,0001,001,010,011,100,101,110,111    按照這個順序等同於以下：    （s3）Tua0 (U=0,1；a=0,1,2,3)以及C00    按照順序為T000，T010 ,T020,T030,T100,T110 ,T120,T130,C00    這一共是16（傳輸態）+4（合流態）+1（非興奮態）+8（感知態）=29態，於是N=29。    現在來看轉換規則，首先注意該規則｛表達式（8）意義上的函數F｝的可能數目是：按照表達式（9），N=29，於是，（9）變為：    （29)(295)=　　1030,000,000    規則(10)-(16)以及（21）-（22）一起構成轉換規則，可以總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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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元胞自動機的29態與轉換規則John von Neumann, Arthur W. Burks.Theory of Self-Reproduction Automata.Urbana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6.132-150. ，元胞自動機是一種特殊的自動機，是簡單規則導致複雜行為的一個例子。取多元胞排列成一條直線，每個元胞可能是興奮態和休眠態。根據每一個元胞自身和左右兩鄰的狀態，確定下一時刻的態是否變化，這樣使用的轉換規則，卻可能得到各種各樣的圖案，包括只能由萬能的圖靈計算機模擬的複雜行為。


第三節  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對複雜性

問題的貢獻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對複雜性問題研究具有重要啟發意義。「在20世紀40年代早期，計算系統的複雜性還沒有被清楚地認識。大多數早期計算機研究者的眼光沒有超出元件設計、硬件工程的細節。馮·諾伊曼對計算機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原因之一，是他對計算系統複雜性的認識以及從不同方面對複雜性的貢獻。」[19]

一、邏輯深度

馮·諾伊曼提出了度量複雜性——「邏輯深度」（logical depth）的概念。在比較自然和人工自動機的可靠性與複雜性時，他認為自然自動機和人工自動機的一個不同之處是計算組織不同，即自然自動機是並行運行而人工自動機序列運行的。在這裡，他提出了一個計算的「邏輯深度」概念。一個計算包括許多基本邏輯步驟（開關、延遲），每步的結論都依賴於前面的步驟。馮·諾伊曼把每個依賴於前面步驟組成的序列稱為「計算鏈」。計算的邏輯深度是它的最長的計算鏈的邏輯步驟的數字。由於計算機的高速度高效率，計算機常被用來完成極長邏輯深度的計算，最後的結果錯誤需限定在很小的概率內，這就要求每個邏輯步驟具有高度可靠性，所以馮·諾伊曼認為，自動機邏輯中失敗的可能性促使人們去考慮計算度的大小。數理邏輯的通常方法是去考慮一個自動機器是否能在有限步驟內完成某些任務，無論這個數字有多大，但是現實是計算數字越大，機器在計算中出錯的可能性就越大，出現正確的結論的可能性就越小。馮·諾伊曼並沒有建議如何去構造一個計算大小的理論，但「邏輯深度」概念的提出對度量計算的複雜性非常具有啟發性意義：要準確把握複雜性的概念，我們需要考慮「如何度量複雜性」的問題。

馮·諾伊曼的後繼者勃克斯後來對這個理論做了研究，認為這個理論是建立在「計算的量」這個量的概念上，考慮到計算的深度（邏輯深度）和寬度（並行的量），計算的量的理論和錯誤的可能性必須包括連續數學和離散數學。

沿著這個思路，在20世紀60年代，俄羅斯數學家柯爾莫哥洛夫（A.N.Kolmogorov）、美國數學家蔡廷（G.Chaitin）和索洛莫洛夫（R.Solomonoff）又分別提出「算法信息量」的概念。算法信息量是指一種計算機程序的長度。算法信息量的提出是基於這樣的思想：為了確定一個具體的信息（比特）串的複雜性，先考慮一台理想的計算機（圖靈機），它具有無限的存儲能力；然後針對這一信息串，尋找一個計算程序，讓這個程序在這台理想計算機上運行到打印出這個信息串，最後停機。一個能夠生成該信息串的最短程序的長度便是它的算法信息量。20世紀80年代早期，美國物理學家貝內特（G.Bennett）為了刻畫計算的複雜性，又提出了一個考慮到信息與付出這兩個方面的概念：「邏輯深度」（logical depth），不過這個概念與馮·諾伊曼提出的邏輯深度概念的內涵不太一樣。貝內特把對一個信息串或數據集的最似真說明等同於能產生該信息串或數據集的最短程序，然後再考慮這一程序的計算複雜性，他把從運行該程序開始到產生信息串所需的付出也叫作「邏輯深度」。貝內特的邏輯深度所指的是比特串、計算機程序和邏輯運算。邏輯上深的信息串具有更複雜的結構和行為。[20]

二、複雜性分析法——數值方法

馮·諾伊曼是現代數值方法的創始人。雖然從牛頓時代起，為數學問題尋求近似解的數值方法就已經存在，但直到19世紀早期，數值方法並沒有得到全面的研究。19世紀早期，K.F.高斯（Gauss）對其進行了全面研究，在他的研究結果上，19世紀到20世紀早期發展應用數值方法是為了解決線性方程的小系統、倒置小矩陣、近似組合以及一般微分方程。馮·諾伊曼看到了計算機在無人干涉的情況下快速執行長序列運算的能力，並把此作為擴大數值技術應用領域的機遇。這個機遇包括研究線性方程大系統、更複雜的系統、偏微分方程以及它們在經典物理學、量子物理學、生物學、地球科學中的應用。

馮·諾伊曼認為數值方法的變化主要目的是為了讓計算機更有效、更可靠的運行。計算機在一些關鍵方面與台式計算器及穿卡裝置（punched-card equipment）這些先前進行數值分析的機器不同。計算機執行乘法運算是手動方法的105倍，但在存儲數據、指令、中間計算結果的能力上嚴重地受到限制；而穿卡機卡片上可以無限制地儲存大量信息，系統也非常可靠，但高速計算機裝置中只能儲存20到150個數字。

對數值問題的複雜性以及計算裝置的速度的分析令馮·諾伊曼和戈德斯汀相信偏微分方程、組合方程以及線性方程系統的新基礎將被打破，但他們又擔心數值穩定性問題——也就是結果錯誤的積累與放大——將使過去150年數值方法發生改變成為必然。在1946年的報告《論巨型計算機的原則》中，馮·諾伊曼和戈德斯汀為計算機數值分析法列出了研究日程，這個研究工作從他們開始研究計算機起一直到馮·諾伊曼患癌症去世。

倒置矩陣與解決線性方程系統的相關問題在數學中是非常普通的問題。在20世紀20年代，有許多種方法用於解決這個問題，但這些方法僅對於方程的小系統以及低階矩陣，對小於20級的矩陣有用，原因是因為受乘法運算步驟的限制，因為當時的計算只能用鉛筆和紙或台式計算器。20世紀30年代，情況有所改變，主要是因為兩個原因。哥倫比亞大學的Wallace Ecket、英國國家年歷辦公室主任J.Comrie以及其他人主張穿卡分類與列表裝置可有效地用於解決科學問題，用這個裝置緩解了乘法運算步驟的限制，於是線性系統規模問題趨於解決。同時，科學正需要找到解決大型問題的方法——例如，在天文學以及飛機設計的動力分析中對電子工程的網絡分析、對農業與心理學的統計分析以及對機械工程的結構分析等。為了滿足這些需求，統計學家以及應用數學家在數值線性代數上做出了新的研究。

解決高階線性系統的方法是馮·諾伊曼研究計算機數值分析的主題之一。在二戰中，他曾在研究所組織過一個研究小組為流體動力學研究做數值分析。Valentine Bargmann和Deane Montgomary是他的合作者。1949年10月他們三人發表了一篇論文，分析了現有的解決大型線性系統的可靠性方法，並建議把重複方法（iterative method）用於計算機。

論文第一節比較了常見的解決線性系統算法的複雜性。用乘法的步驟數來測度解決一個線性系統所需的總時間。他們為每種計算方法確定了一個測度複雜性的級別，級別為n的系統的函數，他們估算了排除法為n3/3，分割法為n3，正交方法（orthogonalization method）、決定性的直接計算是n4/3。通過對複雜性的分析，他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決定性方法對高階系統不適用，而其它方法對高階系統大約同等適用。這個研究是第一次為算法的計算次數做系統估算，後來這成為計算機科學研究非常重要的主題。

研究者們也考慮到了數值穩定性。如果連串錯誤不可避免地在每個階段出現而不累積起來破壞結果，那麼一個計算方法被認為是數值穩定的。在作手動計算時，數值穩定性並不是嚴重的問題，因為在計算的數值上作了限制，所以這個問題還不被人重視。而在使用高速計算裝置時，它變得極為重要，因為計算機能執行數千次重複的數值過程。研究者們承認估算單獨的數值方法的穩定性非常困難，但他們判定了排除法、分割法、正交法、決定法都不是穩定的，不適用於計算機。

從他們的視角看，數值方法的穩定性比複雜性更重要。電子計算機，譬如ENIAC，比過去的計算裝置快數千倍，所以使用者非常樂意在一個控制連串錯誤運算程序裡加大計算的複雜性或步驟。由此，馮·諾伊曼小組選擇了重複方法為最適用於高速計算機的方法。該方法在重複的步驟中得到所給定的精確程度非常有效，更重要的是它很穩定，為計算精確而起鋪墊作用的額外數字少，算法可以實踐應用於高速計算機。

後來，馮·諾伊曼與戈德斯汀合作發表了兩篇論文，主要是為了考查計算機裝置中由噪聲引起的累積起來的錯誤。在第一篇論文中，他們從嚴格決定基礎法對錯誤進行估算，但發現錯誤本質上像隨意變體，所以他們建議使用概率法。第二篇論文研究了概率法。馮·諾伊曼在偏微方程的數值分析法中的貢獻是研究了數值穩定性。

馮·諾伊曼早在1940年就知道數值方法將使計算機成為時髦有效的科學工具，他也知道計算機將引起對數值分析這門學科的重新研究。他在設計IAS計算機的同時開始對數值分析進行思考，這個早早的開端使他成為對新計算機方向的數值分析感興趣的早期科學家之一。他的一些結論持續影響了40年，蒙特-高利法（Monte Garlo）和線性算法是很好的例子；其他一些例子——譬如為解決PDES和大型矩陣的方法，調整衝擊（accomodation shocks）的方法以及解決數值穩定性分析法——他的工作雖然被後人大大地超越，但他的工作是第一步，他使這些問題的重要性成為人們注意焦點，並建設性地提出了解決方法。

在馮·諾伊曼的指導下，電子計算機工程成為計算機數值分析的重要中心。赫爾曼·戈德斯汀組織了大約50人在這個領域耕耘，並從與計算機的接觸中受益。這個組織無疑是戰後十年唯一活躍的數值分析研究中心。馮·諾伊曼是常客，在研究中心的各個方面作出了貢獻，直到他成為原子能委員會委員因工作太繁忙而結束。在數學界以及政府部門中地位的提升有助於他呼籲的學科的合法化以及招募研究基金。由於以上所有理由，馮·諾伊曼被看作是現代數值分析的創始人。

在複雜性科學的發展中，數值方法顯得愈來愈重要。對於大多數的變係數、非線性、不規則複雜問題，傳統的數學的解析方法幾乎是無能為力的，都只能依靠計算機輔助下的數值實驗方法，因為數值方法能對在理論分析上難以處理的複雜問題給出系統性的、豐富的、感性而直觀的啟示。

三、自下而上的建構方法

元胞自動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建構方法。我們知道，物理系統的模擬有多種模型：如常微分方程模型，其時間、狀態或函數都是連續的；映射模型或差分方程，其時間是離散，狀態卻是連續的；元胞自動機模型是另一種物理系統的模擬方法，該方法中時間、空間以及狀態函數值都是離散的。根據沃爾弗拉姆的分析，標準的元胞自動機具有以下五個特徵：（1）它們由離散的網格區組成；（2）它們以離散的時間步調演化；（3）每個網格區具有有限級的可能值；（4）每個網格區的值依據相同的確定的規則而演化；（5）一個網格區的演化規則只依賴於它周邊的局部區域。[21]這樣，元胞自動機可以看作是一個經典力學特徵的「信息宇宙」：空間由均一的笛卡爾坐標的元胞格或方格所表徵，每個元胞包含著有限量的信息，時間以離散的方式流逝，而普遍規律是由局部定義且全局應用的規則所表示。[22]

元胞自動機方法的特點是通過空間局域的動力學演化規則而得到整體全域的時空結構。元胞自動機方法首先將空間分成若干個空格，然後每個單元元胞的狀態用離散量來表示，最後確定格點上元胞是如何根據周圍幾個鄰居的狀態來變化，按照上述規則步驟演化，在較長時間以後，元胞自動機就會形成各種各樣複雜的圖案。

元胞自動機的實現是通過「自下而上」的原則方法來進行的。所謂「自下而上」的原則是指：先從底部定義許多小的單元以及幾條關係到它們內部的、完全是局部的相互作用的簡單規則，從這些相互作用中產生出連貫的「整體」行為。這種行為並不是根據特殊規則預先編好的，與人工智能中所使用的「自上而下」的編程原則完全不一樣。在人工智能中，人們是根據從上到下的編程程序手段來建構智力機器：首先把總體的行為分解成嚴格定義的子程序進行編程，子程序又分解成子程序、子子程序……一直分解到程序本身的機器語言。而元胞自動機「自下而上」的方法則相反，它是通過模擬或模仿自然界中自我組織的過程，力圖從簡單的局部控制出發，讓行為從底部湧現出來。[23]

四、複雜性的湧現

在元胞自動機中，馮·諾伊曼只是事先設計了局部的個體元胞行為的規則，局部的相互作用方式，即轉換規則。元胞自動機系統整體的行為是從局部的相互作用中顯現（或突現）出來的。這也就是說，元胞自動機的行為不是預先設計好的，而是「湧現」出來的，它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湧現，這對複雜性現象的研究非常具有啟發性。

「湧現」是指在複雜的（非線性）形態中許多簡單單元彼此相互作用時產生出來的引人注目的整體特性。[24]元胞自動機是簡單規則導致複雜行為的一個典型例子。從1986年起，沃爾弗拉姆將元胞自動機用於模擬複雜現象。方法是用計算機作實驗。基於對元胞自動機的思考與研究，沃爾弗拉姆選擇了一種由最簡單的規則所構成的元胞自動機作為研究對像：「我採用一個簡單的程序，然後讓其系統地運行，看看它的行為如何。」 [25]結果非常出乎人的預料。傳統的觀點認為，如果一個程序的規則是簡單的，那麼意味著它的行為也將是簡單的。但是沃爾弗拉姆通過計算機實驗發現：即便規則是非常簡單的，可是運行的程序的行為卻並不一定簡單，甚至某些及其簡單的程序也能產生與任何其它東西一樣複雜的行為。這一發現具有十分重大的科學和哲學意義。「因為除了打開了廣闊的探索新領域，它也意味著需要重新思考自然過程是如何運作的。」[26]根據沃爾弗拉姆的研究，即使是最簡單的元胞自動機也能夠產生非常複雜的模式和行為。

1970年，劍橋大學數學家約翰·康韋（John Coway）編製了一個名為「生命」的遊戲程序，該程序只由幾條簡單的規則控制，而這幾條簡單規則的組合卻可以使元胞自動機產生無法預測的延伸、變形和停止等複雜的模式。康韋所用的二維元胞的狀態以及這個模擬生態原理的行為規則是非常簡單的，但簡單的行為通過相互作用和迭代運作後卻模擬出了可能的與現實的、自然的與人工的生命的各種形態與現象：代謝、生長與繁殖，進化與混沌邊緣的多樣性等，起到了通用計算機的作用。

元胞自動機創建30年後，美國聖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克裡斯·朗頓（Chris Langton）研究了「在什麼條件下元胞自動機的信息動態行為會自發『湧現』出來並主宰元胞自動機的行為」，並在計算機上創建了能自我繁殖的元胞自動機。他發現元胞自動機這個動態系統的行為會隨著參數的變化而表現出某種「相變」現象。當參數由小到大變化（達到一定程度）時，元胞自動機的行為會從有序狀態向無序狀態或混沌狀態轉變，經歷了某些相變階段以後，元胞自動機會產生極其複雜的行為，它的各個部分以一種奇妙的複雜方式繁殖、生長、分裂和重組，基本上是不能停頓下來的。朗頓稱這種行為狀態的元胞自動機為處於「混沌邊緣」。他還發現「處於混沌邊緣的自動機，既有足夠的穩定性來儲存信息，又有足夠的流動性來傳遞信息」[27]。在這個基礎之上，朗頓提出了一個更為大膽的假設：生命或智能可能就起源於混沌的邊緣，正是有了這樣的思想指導，朗頓提出了「人工生命」的概念，成為「人工生命」之父。

根據以上這些人的研究，可以得出元胞自動機給我們的啟示是：複雜系統沒有中央控制，他服從於特定的外部強加的規則和行為準則。複雜系統整體性的全局行為是從主體的局部行為之間的相互作用中湧現（或突現），而且該全局行為在總體上是不可準確預知的，這就是全局行為與局部行為的相互關係。「我們從計算機模擬複雜的物理系統中得出最為驚人的認識是：複雜的行為並非出自複雜的基本結構。確實，極為有趣的複雜行為是那個極為簡單的元素群中『湧現』出來的。」[28]

由上觀之，馮·諾伊曼的計算機、自動機理論始終貫穿著對「複雜性」的研究。在提出自動機原理的過程中，他通過對人腦和電腦的比較使我們認識了思維的複雜性；通過研究機器是否能像生物那樣具有自增殖能力，使我們瞭解了生命系統的複雜性。馮·諾伊曼曾說：「闡明複雜性和複雜化概念應當是20世紀科學的任務，就像世紀的熵和能量概念一樣。」[29]雖然他的願望在20世紀沒有實現，但他超前的眼光極大地啟迪了後繼者。我們將在第五章中對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對複雜性研究的方法論意義做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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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之意義與影響

馮·諾伊曼的自動機理論在20世紀50年代成為人們追隨、爭論的對象，對後世影響深遠。下面我將從計算主義、複雜系統理論以及人工生命方面來探討其影響。


第一節  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對計算主義的影響

在計算機的誕生發展與應用的幾十年中，逐漸形成了一種這樣的主張，即認為世界的本體並不是某種實體性的粒子或某種精神，而是計算或信息流。這種新觀念所代表的科學思潮就叫做計算主義。可以說，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的誕生發展與應用直接催生了當代計算主義形成與發展，馮·諾伊曼是當代計算主義哲學的奠基人之一。

一、計算主義思想的理論淵源與發展

計算主義思想有著深遠的哲學淵源與寬廣的歷史背景。其傳統最早可追溯到早期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提出的「數是萬物之本原」的理念。畢達哥拉斯的學派第一次使「數和數之間的關係」具有了本體論上的意義，認為數的關係就是實體的本質，數就是宇宙的質料和形式。畢達哥拉斯學派將數想像成為微粒般的點，然後將點排列成各種形狀，每個形狀代表一個真正的實體。畢達哥拉斯學派「萬物皆數」包含了兩個方面重要的思想：一是認為自然是根據數學的原理建立起來的；二是認為數的關係居於自然秩序的背後，統一規定著自然的秩序。繼畢達哥拉斯學派後從計算的角度看待問題的是一些關注人如何認識世界的哲學家，如理性主義者笛卡爾。

計算主義思想的萌芽在近代哲學家霍布斯和萊布尼茨的哲學思想中可以找到。霍布斯曾把人的思維的本質看作是計算，他提出「我們的心智所作的一切皆為計算」[1]的觀點；萊布尼茨則認為一切思維都可以看作是符號的形式操作的過程。他曾這樣寫道：「對兩個哲學家之間的爭論能夠與兩個會計之間的爭論一樣對待，因為只需要這樣做就足夠了：各自把筆握在手中，坐在石板上，相互說，算——讓我們計算吧。」[2]國際計算與哲學協會在追溯「計算與哲學」的歷史時，也認為「計算與哲學的交匯可以追溯到萊布尼茨的邏輯演算和加法器」。進入20世紀以後，弗雷格、懷特海、羅素等人通過把人類的思維進一步形式化，形成了現在所稱的命題邏輯、一階和高階邏輯，即數理邏輯。他們的觀點認為，無論邏輯還是數學都是根據特定的純句法規則來運作的。

在弗雷格和羅素的數理邏輯基礎上，維特根斯坦在他的早期哲學中把哲學史上自從笛卡爾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認為，世界實際上是邏輯上獨立的原子事實的總和，而不是事物的總和，原子事實只是一些客體的結合，這些事實和它們的邏輯關係都在人們心靈中得到表達，人們在心靈中建造了事實的形象。人工智能這門學科實際上就是試圖在機器中實現這種理性主義的觀念的一門新學科。在計算理論發展過程中，可以說阿蘭·圖靈的思想是最關鍵的。圖靈用一種理想計算機來研究計算的概念，不僅解決了純數學基礎問題，而且從理論上證明了研製通用數字計算機的可行性。[3]

當代計算主義觀念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30年代創立計算主義思想基礎的階段，計算主義是作為人工智能和認知科學等學科的觀念的基礎出現，人們主要是從形式符號操作、圖靈機意義上的可計算性和信息加工過程的視角來理解計算和算法的定義。其代表人物有哥德爾、邱奇(A.Church)和圖靈，他們在對計算進行深入研究後，提出了計算和算法的定義以及特徵描述。他們認為：「計算是指映射或基於規則的符號串的變換過程，而算法則是求解某類問題的通用法則或方法，也就是符號串變換的規則。算法就是用精確語言寫成的一種程序，而對算法或程序的執行和操作就是計算。從算法的角度來看，一個問題是不是可以被計算的，在於這個問題是不是具有相應的算法。」[4]

第二個階段是把計算的觀點推廣到生命系統。這個階段代表人物是圖靈和馮·諾伊曼、人工生命理論的創立者朗頓以及生物分子學家阿狄勒曼等人。在人工智能領域裡，圖靈論證了人的大腦與電子計算機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人腦可被看作是一台離散計算機，大腦的每個特徵可以寫在一張行為表上，都可以被一台計算機來效仿。馮·諾伊曼則從計算的視角思考生命的本質問題，最終證明了確實存在能夠進行自增殖的元胞自動機，並描述了生物自我繁殖的邏輯形式。在DNA和遺傳密碼發現好幾年之前，他就已發現，任何自我繁殖系統的遺傳物質，不管是自然的還是人工的，都須具有以下兩個基本功能：第一是它類似於計算機程序那樣的作用，是一種在繁殖下一代過程中能夠運行的算法；第二，它必須類似於數據那樣的作用，是一個能夠被複製並傳到下一代的描述。朗頓則把生命本質當作計算，他認為，生命的本質不在於具體的物質形式，而是在物質的組織形式，是可以用算法表達出來的組織形式。所以，只要能將物質按照正確的組織形式構建起來,那麼這個新的系統就可以表現出生命的特徵。而這種「正確形式」實際上就是生命的算法或程序。

在第三階段，計算主義的發展不再局限於生命領域。隨著生物信息學、人工生命、量子計算、引力量子理論以及元胞自動機理論等的產生和發展，計算主義的思想開始廣泛地滲透到物理等其它科學領域。計算主義在經過前面兩個階段的發展後，很多學者逐漸地認識到不僅只是生命具有計算的特徵，而且世界也具有計算特徵。[5]

第三階段的代表人物涉及各個學科領域的科學家，如20世紀80年代麻省理工學院計算機科學家弗雷德金(Edward Fredkin)、密歇根大學和聖塔菲研究所的學者約翰·霍蘭德(John Holland)、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費曼(Richard Feynman)、量子信息和計算機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洛依德(S.Lloyd)、理論物理學家斯莫林(L.Smolin)、元胞自動機理論的創立者之一、Mathamatica的發明者沃爾弗拉姆等等。

可以說，在計算機幾十年的應用與發展的影響下，計算或算法的觀念現在已經滲透到宇宙學、生物學、物理學甚至於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等諸多領域。計算主義已經成為人們認識自然、生命、思維和社會的一種普適的觀念和方法，成為了一種新的世界觀，成為人們認識世界的一種新方式。[6]

二、元胞自動機成為當代計算主義的根隱喻

當代計算主義思潮的最重要影響因素之一是元胞自動機的影響。馮·諾伊曼對元胞自動機理論做了開創性工作。計算主義主張「宇宙是計算機」、「世界是元胞自動機」，它對應的根隱喻就是計算機或元胞自動機。人們已經用現代計算理論，證明了普適或通用的元胞自動機的確存在，而且它能夠模擬任何其它的元胞自動機的行為，在計算能力上與通用圖靈機等價，即給定適當的初始條件，元胞自動機完全能模擬任何一種計算機。因此在一般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把元胞自動機看作是一類特殊的計算機。

這裡先對隱喻與根隱喻作一個簡單的介紹與說明：「隱喻通常是指一個概念域（或源域）到另一個概念域（或靶域）的語義映射，借此來達到對後者的認識和理解。」[7]從語言形式來看，概念域可以是單詞、句子、段落甚或整個文本；從認知機理看，它是基於概念所涉及對像之間的相似和類比。隱喻作為人類認識世界的主要認知工具之一，已廣泛地存在於自然科學和技術領域。例如，當人們還未對原子結構充分認識時，物理學家盧瑟福和玻爾曾運用了「原子是一個微型太陽系」的隱喻。由於人們對太陽系已經比較瞭解，所以利用這個隱喻就可以幫助物理學家給出原子的運行軌道，為我們提供一種可以理解的解釋。

哲學家佩帕（S.Pepper）在20世紀40年代提出了根隱喻的概念。他認為，本體論的圖式是由兩種基本方法產生的：一是借助於類比，另一個是通過邏輯公設的替換。佩帕還提出了辨認、獲取充當世界觀或本體論基礎的根隱喻方法。這種方法的觀點是「為了理解世界，先尋找能幫助達到理解的線索，而這個線索就是一個已知事實的域，並借助它去理解其它的域。這個所選擇的域的結構特徵提供理解和描述的基本概念，因而充當了根隱喻或基本類比物」。[8]根隱喻方法與人們日常認知過程中運用隱喻去理解事物的方法在本質上是一樣的。當我們試圖世界作出本體論的假說時，往往喜歡運用基本的類比物作為根隱喻。當代計算主義把宇宙看作是一架特定配置的元胞自動機，作為一種關於世界本體論主張，其基本假說也對應於一種根隱喻。從「宇宙是計算機」、「世界是元胞自動機」的觀念來看，對應的根隱喻就是計算機或元胞自動機。[9]

現在，「宇宙是計算機」、「世界是元胞自動機」這種新的世界觀正在逐步形成和發展，並且進一步在眾多學術領域中產生巨大影響，它潛移默化地改變了人們看待世界和人類自身的方式。「我們確實可以認定當代計算主義是機械論框架下形成的一種新的本體論學說。在本體論上看，當代計算主義恰恰是對舊的機械論的繼承和發展。通過元胞自動機與鐘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兩者之間的共同點和差異。」[10]

在馮·諾伊曼對自增殖元胞自動機理論作了開創性探索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數學、物理學和計算機技術等方面的進展為系統而深入地研究元胞自動機理論提供了知識背景和實驗工具。1982年，美國物理學家弗雷德金（E.Fredkin）、蘭到（R.Landauer）以及托佛利（T.Toffoli）發表的《計算物理學》一文，標誌著當代元胞自動機理論的產生。1984年，英國沃爾弗拉姆（S.Wolfram）給元胞自動機下了明確的定義。後來，托佛利又證明了物理世界的許多基本特徵具有自然的信息理論的解釋特徵，並且可以從一個非常簡單的計算網絡的處理單元的相互作用中導出。弗雷德金則論證了世界歸根到底就是一個元胞自動機，而物理學的基礎就是計算。

沿著這個方向的研究中，沃爾弗拉姆是最有影響力的。沃爾弗拉姆經過20年的研究，在2002年出版了一本名為《一類新科學》的巨著，他在這本著作提出了一個基於計算主義的科學的、新的、系統的框架。沃爾弗拉姆選擇了一種由非常簡單的規則所構成的元胞自動機來作為研究對象，運用簡單元胞自動機做了大量的計算機實驗和理論分析，表明了宇宙中的一切都可以看作計算。沃爾弗拉姆這樣寫道：「我相信，『一切皆為計算』將成為科學中的一個富有成效的新方向的基礎。」[11]在沃爾弗拉姆的計算世界中，非常簡單和確定的程序在演化過程中可以顯現出不同的現象和行為。現在，在沃爾弗拉姆等人的推動下，以這類新科學為範式特點的研究正在穩定而卓有成效地推進，一個具有紛繁複雜表象的宇宙正被從計算角度揭開其本質。[12]

沃爾弗拉姆對於時空的本質的理解也是建立在把宇宙看作是一台巨大的元胞自動機的基礎上，他把元胞自動機作為探索世界的工具。在《一類新科學》中，沃爾弗拉姆通過研究元胞自動機的結構和演化過程後認為：以往的物理學認為空間是連續的，物體能絕對地置於任何位置，這樣的觀念缺乏有力的根據，或者最多只能說它是一種假定，而通過對元胞自動機的結構和運作的研究，我們完全可以設想空間不是連續的，而是由離散的元胞所構成。更進一步說，如果認同「宇宙就是一台計算機」的觀點，那就可以合理的假定，「空間將變成宇宙中的唯一東西」。[13]沃爾弗拉姆由此認為：「如果物理學的終極模型應盡可能簡單，那麼，人們應該預期，在某些基本層次上，我們的宇宙的所有特徵必須從空間的性質中突現出來。」[14]空間在最基本的層次上是一個巨大的節點網絡。時間在基本層次上應該看作是像元胞自動機一樣的系統演化。

沃爾弗拉姆的新科學從新的角度對物理學、生命科學、認知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許多基本問題進行了計算機實驗的研究發現，一些具有普適性的規則往往與系統的細節無關，這表明在自然界中存在著普遍的原理。這也告訴我們宇宙很可能是一個被簡單而又確定的規則所支配的元胞自動機，宇宙的本質是計算，它的演化過程由決定論的規律所支配，人們對宇宙的未來行為不可能作出準確的預測。當前我們還不能判定沃爾弗拉姆所提供新觀念是不是對宇宙的準確描述，但它卻使我們用計算或信息的新視角來看待整個宇宙世界。[15]

在哲學界對元胞自動機的研究比較有影響的是美國哲學家斯坦哈特（E.Steinhart），1998年在他發表的《數字形而上學》一文中，倡導了一種新的形而上學——數字形而上學（Digital Metaphyics）。斯坦哈特由對元胞自動機研究所導致的對世界的新解釋進行了剖析，並在此基礎提出了他自己的形而上學的主張。他認為，終極的實在是一台大規模平行計算機對實現任何物理上的可能世界來說都是足夠普適的，而基本單元則類似於萊布尼茨的「單子」的計算時空。[16]

用計算的觀點來看待世界，科學家們又發現大腦和生命系統也是計算系統，從而更進一步發現整個世界事實就是一個計算系統。當約翰·康韋證明了元胞自動機是與圖靈機等價的，就有人開始提出整個宇宙是一台計算機的觀念。由於特定配置的元胞自動機在原則上能模擬任何真實的過程，那麼我們就可以設想一種元胞自動機，它能模擬整個宇宙演化過程。也就是說，我們完全可以把宇宙看作是一個三維的元胞自動機，宇宙中的基本粒子或其他層次上的物質實體可以當作是這台元胞自動機格點上的物質狀態，而支配基本粒子運動變化的規律可以看作是元胞自動機的行為規則。在這些規律的支配作用下，宇宙中的基本粒子發生各種變化，從而導致了宇宙的演化。後來朗頓又進一步指出，處於混沌邊緣的元胞自動機不僅僅可以作複雜的計算，而且還可以支持生命和智能,從他的觀點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宇宙這個巨大的元胞自動機就是一台處於混沌邊緣的元胞自動機，因為它不僅產生了生命又產生了智能。參見[17]

在認識世界的觀念上，就如同過去兩種本體論的假說把鐘錶和熱機作為根隱喻一樣，現在計算機或元胞自動機作為新的根隱喻已經推動了當代計算主義思潮的形成。宇宙的本質是計算，宇宙就是一台巨型的計算裝置，不僅生命和思維的本質是計算的，自然也是一個計算的過程，自然事件的本質也是計算的，所有自然事件都是在自然規律作用下的計算過程。現實世界事物的多樣性就是算法的複雜程度的不同的外在表現。整個世界的演化過程，從虛無到存在，從非生命到生命，從感覺到思維，事實上就是一個計算複雜性在不斷增加的過程。[18]


第二節  馮·諾伊曼計算機理論對研究複雜

系統的方法論意義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對研究複雜系統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馮·諾伊曼計算機為複雜性的研究提供了技術手段，他所創立的數值分析方法為分析複雜性研究提供了有效方法，他所建構的元胞自動機模型也已經成為現代研究複雜性的銳利武器。

一、為複雜性研究提供了技術手段

複雜性研究或複雜性科學，已成為當代科學發展的前沿之一。目前雖然它還處於萌芽和形成階段，但學術界已對它予以高度的重視與關注，被譽為「世紀的科學」。有人以1948年魏沃爾(Warren Weaver)發表的《科學與複雜性》一文作為標誌，如果這樣認為，那麼複雜性科學研究已經開始五十多年了，但普裡高津等人曾建議，把1811年，也就是傅裡葉因發現熱傳導定律而獲法國科學院的大獎的這一年，作為「複雜性科學」的起點。確實，作為最早的普適定律之一，傅裡葉的貢獻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然而它只是一個線性規律，而現代複雜性研究要面對的更多的是非線性現象，因為非線性現象是複雜性產生的根源之一。


為什麼在科學發展的漫長歷史中，複雜性現象到20世紀才開始被人們真正重視呢？複雜性科學的誕生除了有其哲學背景、實驗事實和理論根據外，還需要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技術基礎問題。由於複雜性科學所涉及的都是一些難度較大的工程，傳統的方法是無能為力的，只有等到計算機出現才能做到。

由於複雜性現象往往與非線性問題有著緊密的聯繫，因此非線性問題雖然並不是一個近期才出現的新問題，也不是才出現新的科學概念，但近數十年來，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甚至於在社會科學各領域，都廣泛深入地開展了對非線性問題的研究，但傳統科學方法並不能解決非線性問題。傳統的用來解決非線性問題的科學方法主要是這樣：先建立微分方程，然後解方程，求得方程的解析解。但是由於非線性方程之間的相互作用，解析解基本上得不到，只有少數幾個特殊方程才能夠得到。通常在得不到解析解的情況下，科學家會採取兩種方法：一是把非線性方程線性化，但這種方法往往不太安全，會把關鍵的東西丟失殆盡，因為從方程的解析解中，壓根看不出有什麼新質產生，更談不上有發現複雜性的機會，也就無從揭示出複雜性的秘密。另外一種方法是求數值解，也就是通過數據迭代來得到方程的數值解，但是在計算機發明之前，由於這項工作太複雜太艱巨，人們也只能對個別比較簡單的方程求得數值解。一般的方程在理論上是可以求數值解的，但由於缺乏有效的計算工具，在實踐中實際上幾乎無法進行。只有計算機作如此龐大的計算，才能使非線性方程真正當作非線性問題來處理，而不是被轉化成線性問題，從而喪失產生混沌等複雜性現象的機遇。

計算與信息處理原本是人的智能。電子計算機的誕生不僅宣告了人類對人類智能的機理有了基本的本質性認識，而且實現了人類的智能過程可以部分地由機器來代替的願望。計算機既是威力巨大的計算手段，也是快速處理信息的工具。可以說，1945年第一台數字電子計算機的誕生是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一件偉大事件。在第一代電子計算機出現後，計算機更新換代的速度十分驚人，由原來每秒作數萬次運算到現在的微機每秒能作幾百億次運算，因此原來難於解決的複雜的運算問題現在可以迎刃而解，原來無法求出的非線性方程的數值解現在可以由快速計算機來解決，非線性問題研究在計算機誕生後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由於非線性研究技術手段的突破，由非線性帶來的複雜性問題也走進了人們的視野，這就是為什麼非線性問題以及複雜性研究的突破性進展都發生在計算機出現之後的原因。

電子計算機為複雜性科學研究提供了強大的分析技術工具。例如，混沌現象的發現就是計算機應用的一個偶然奇跡。氣象學家愛德華·洛倫茲（Edward Lorenz）在用一台很落後的計算機對氣象方程進行模擬仿真時，發現在確定論的系統中也會顯現出混沌現象。從此以後，計算機成為研究混沌現象的基本工具。在分形理論中，複雜的分形圖也是由一些簡單的算法反覆迭代而產生，這個迭代運算過程也是通過計算機。如果沒有計算機，這些工作都是無法做到的。在複雜性科學中所使用的工具中，除了傳統的微分方程和形式邏輯外，還有一些特有的方法。例如，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技術、整體優化技術、綜合集成技術、計算智能、非線性技術、模擬仿真技術等等，這些方法也都不能離開計算機。[19]

計算機可以為諸如人腦等複雜系統建立模型、這種方法不同於一般的實驗方法，它完全通過計算機對模型進行模擬仿真，現在已成為科學發現和研究的重要方法，已廣泛應用於複雜性科學的研究中，如人工生命、元胞自動機、競爭——合作模型等的研究都是採用該方法。

可以說，沒有計算機也就沒有當今的複雜性科學。聖塔菲研究所的霍蘭的遺傳算法、複雜適應系統理論、回聲模型，朗頓的元胞自動機、人工生命研究、帕·巴克沙堆模型對自組織臨界性的研究、阿瑟的經濟複雜性的研究，都是依賴於計算機。由此，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計算機是複雜系統研究或複雜性科學研究的重要技術工具和手段。

二、為複雜性研究提供了方法——數值方法

馮·諾伊曼是現代數值方法的創始人。所謂數值方法是指通過對系統模型進行數值求解，從而把握系統的規律。這種方法很早就已存在，在其他科學領域中也早已被廣泛應用。但是，以前人們認為數值方法只不過是一種輔助性的方法，而今對複雜性的研究改變了人們陳舊的觀念。由於複雜性的許多新現象和規律都是通過數值方法來計算而發展的，因而數值方法引起了人們的重視，數值方法也具有了一般方法論意義。

其實，人類很早就開始用數字和數值計算進行科學認識，數值計算與科學發展是密不可分的。由於計算機的應用，現在在數學中已經形成了一門比較成熟的學科，叫作數值方法，它是借助於計算機，對各種複雜對像變換使用數值進行計算分析的一種方法，已成為數學的一個分支。科學研究中也有了專門的數值方法，被稱為「第三種科學方法」[20]。數值方法開創了複雜性科學研究的新途徑，成為複雜性科學重要的研究方法，它在複雜性研究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例如，洛倫茲奇怪吸引子的發現，李天巖和約克對混沌現象的認識，菲根鮑姆對混沌規律的研究，Mandelbrot複雜的分維圖形製作，無窮嵌套的自相似結構以及三體問題中的混沌軌跡等，都是通過計算機的數值計算得到的，也都是使用計算機數值方法應用的結果。

由於數值方法在發現和處理混沌現象中取得了巨大成功，這使人們認識到數值方法既是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處理複雜性的重要方法之一。在化學、物理學等自然科學以及控制工程、機械工程等工程技術中，處理的一般是線性問題。傳統的科學技術對於線性的問題已經處理得很圓滿，已有的問題得到了較好的解決，但對於絕大多數的非線性、變係數、不規則等複雜問題，採用傳統的還原方法、分析方法幾乎無法解決。例如，非線性微分方程的求解以及研究由它所描述的複雜現象及過程的時間演化與動態行為，如果用求解解析的方法就難以奏效，只能使用在計算機輔助下的數值實驗方法。

可以說，複雜性科學是離不開數值方法的。計算機的實驗是以數值計算為基礎來進行實驗的，它能對理論分析上難以處理的複雜性問題給出系統性的、豐富的表現、感性而且直觀的啟示。

現在許多學科都面臨一些難以用傳統方法解決的非線性等引起的複雜性問題，也就是說，現在許多學科都涉及了複雜性科學。複雜性思想已滲透到各個學科，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場波瀾壯闊的複雜性運動，因此，作為複雜性科學重要方法之一的數值方法也將會在今後的各門科學技術研究中發揮巨大的作用。當前，這種數值方法已在化學、力學、機械製造、自動控制等科學和技術中有了極其廣泛的應用。[21]

三、為複雜系統動力學提供了研究案例

複雜系統是由許多相類似且相對簡單的部分或元素構成，對於部分和元素的行為，我們已瞭如指掌，而對於整體或系統的行為卻很難作出恰當的解釋，在對部分行為的理解中我們卻無法預測系統的整體行為，這是為什麼呢？複雜性是怎樣形成的？又是怎麼樣進化和發展的呢？長期以來我們對於整體的複雜行為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解釋。早期的突現主義者，例如英國的S.亞歷山大和C.L.摩根等人曾經一直強調對於突現與複雜性，我們只能「以對待自然的虔誠心來對待它，它無可解釋」[22]。直到20世紀40年代，馮·諾伊曼構建了元胞自動機，他為複雜性研究提供了最簡單、最典型的案例，向我們清楚地表明複雜性和複雜性行為是怎樣從簡單的元素、簡單的規則中產生出來發展起來的。對元胞自動機產生複雜性的研究比起研究現實的複雜系統更方便，因為現實的複雜系統，如免疫系統是複雜的，但其組成元素淋巴細胞卻不是簡單的；自然生態系統也是複雜的，但其組成元素的物種群體也不是簡單的，而元胞自動機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它的構成元素是簡單的。

元胞自動機，在上幾章中已經介紹，它是一種離散動力學的模型。馮·諾伊曼為了設計出能自我繁殖的機器，曾提出一個動力模型，後來想要一個不需考慮實現這種機器的具體物質元素及其運作問題的模型，他接受了數學家烏拉姆的建議，主要只思考在怎樣的數學框架下，構建一部機器，既能複製自身的信息，又能產生與自身相類同的新機器，後來他運用元胞自動機成功地設計了這種機器的算法問題。

在元胞自動機的啟示下，現在我們常借助元胞自動機這個工具對複雜性的形成來進行離散動力學的分析。常常我們假定系統的組元是完全簡單的，用數學模型來表徵這種簡單性，然後用計算機來模擬在這種簡單性基礎上，複雜性是怎樣產生的、形成的。我們常採用元胞自動機的建構方法，用一個在時間上和在空間上都是離散的抽像的計算系統，其組成元素的狀態以及支配這些狀態的規則在計算上都是十分簡單的，但按照規則運行卻可以模擬現實世界的所有複雜性。這種離散動力學分析，是在最近幾十年發展起來的，它在理論上以及實際應用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克勞斯·邁因策爾曾在《複雜性中的思維》這樣寫道：「從方法論的觀點看，一個一維的元胞自動機提供了一種離散的量子化相圖模型，描述了依賴於一個空間變量的具有非線性偏微分演化方程的複雜系統的動力學行為。人們局限在離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非線性系統的複雜性往往太大了，難以在合理的時間內計算出近似數值。在這種情緒下，一個離散的模型對於系統的長期總體動力學行為，可以提供大致的，但是充分的信息。如果進化規則的相關性被擴大到元胞串中的兩個鄰居以上，動力學行為就不同了。」[23]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按照馮·諾伊曼元胞自動機構建方法的一個最簡單的一維元胞自動是如何產生複雜性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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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一維元胞自動機的元胞及其鄰居



如上圖所示，設想一個一維元胞自動機是一條可無限延長的直線ab，這條直線被劃分為許多格子，每一個格子就表示一個元胞，我們用符號C表示。每個元胞有K種可能狀態，為了便於分析，我們指定元胞只有兩種狀態：0和1，即K=2。0表示休眠態，1表示興奮態。元胞自動機的空間是一格一格的，是離散的，在圖中空間維由左右伸展的箭頭來表示；時間是一步一步地，跳著走，從……t–1，到t，再到t+1……圖中時間維是用向下伸展的箭頭來表示。如圖，第j個元胞在時間t-1時的狀態用Cj（t-1）表示，它的左邊有h個鄰居，用符號記為Cj+1（t-1），Cj+2（t-1），……Cj+h（t-1）。右邊同樣也有h個鄰居，記為Cj-h（t-1），……Cj-1（t-1）。元胞Cj（t-1）的下一個狀態Cj（t）按照一定規則由上一個時間點的鄰居狀態以及它本身的狀態來決定,即Cj（t）= ΦCj-h（t-1）……Cj（t-1）……Cj+h（t-1）,共有2h+1個不同元胞的狀態

由於元胞Cj-1，只有兩種可能狀態：0與1（即K=2），按照規定，它的下一個狀態Cj僅僅與它的上一個狀態以及它的兩個鄰居（左右各一個）的狀態有關，即Cj（t）= Φ（Cj-1（t-1），Cj（t-1），Cj+1（t-1），共有三元組，即2h+1=3

我們可以算出決定下一個狀態Cj（t）的三元組的狀態有幾種可能的組合為：23 = 8種組合，每一個組合記為aj（j= 0，1，……，7），8種組合在下面列出：

000　001　010　011　100　101　110　111

a0　 a1　 a2　 a3　 a4　　a5　 a6　a7

每一種組合決定Cj（t）的狀態時有兩種規則，即Cj（t）對應為0或為1。於是由上面三元組決定Cj（t）就可能有223 = 256種可能規則。

現在，我們以一個可能的規則a7a6a5a4a3a2a1a0 = 01111110。因為二進制數碼01111110等於十進制進制數碼126，我們把它稱為規則R126。規則R126的八種組合決定Ci（t）的取值的規則如下：

111　110　101　100　011　010　001　000

0　　 1　　1　　1　　1　　1　　1　　0

如果給出元胞的初始狀態，就可以依據規則R126研究元胞狀態的演化。現在一般都採用計算機進行數值迭代的方法求解。假設在一維元胞自動機上，只有兩個元胞的狀態為1，其中C1 = 1，C2 = 1，C3，C4……C0=0，狀態1用黑色方格表示，狀態0用白色方格表示。把R126規則應用於這個初始狀態，在電腦上運行，可以看出最初幾個時步的元胞狀態演化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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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模擬R126和初始狀態「11」的最初幾步演化[26]



下圖為模擬R126及以「11」為初始狀態的較長時步的演化，直線上設置的元胞數512個，時步為256。圖（a）是兩個中間元胞初始狀態為「11」，其餘的510個元胞的初始狀態為0，即……00011000……圖（b）中512個元胞的初始狀態隨機決定，經過運行後出現下面的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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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　R126描述的元胞的兩個進化史[27]



1986年起，沃爾弗拉姆對元胞自動機做了較全面的研究，用元胞自動機來模擬複雜現象，他把元胞自動機狀態數確定為K = 5，鄰居數N = 3。　　圖5.4展示了這種元胞自動機的圖式，每張圖上面的數目是規則的編碼，用5進制來表示。數位有5個數符，即0，1，2，3，4。逢5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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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　沃爾弗拉姆元胞自動機類型I的實例[28]



沃爾弗拉姆把元胞自動機分為四種類型，這在前面章節已經介紹，其中類型IV元胞自動機的行為展現出局域化的和持續的結構，這些模式或構型在時空中運動著，演化能導致複雜的整體結構。沃爾弗拉姆說這種「元胞自動機可以當作計算機使用。它的初始構型（configurations）所顯示的數據通過時間演化進行處理。計算的通用性意味著適當的初始構型所顯示的數據通過時間演化進行處理，計算的通用性意味著適當的初始構型能解釋任意的算法程序」[29]。也就是說，在這種形式的元胞自動機中，有一些與通用計算機的功能等價，從而可以用來模擬自然界的無限多樣性和複雜性的現象。

元胞自動機第IV類是複雜結構的那個類型，在元胞自動機中甚為稀少，它徘徊於混沌與週期性行為之間，即所謂的「混沌邊緣上」，因為其行為既不是完全隨機的，又不是完全有序的，所以它才是最複雜的，甚至於是有生命的。所以人們把混沌邊緣性看作是複雜性的基本特徵，理由就在這裡。圖5.5展示了沃爾弗拉姆的元胞自動機類型第IV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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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沃爾弗拉姆元胞自動機類型IV的實例[30]



由上觀之，用元胞自動機理論來研究複雜性系統動力學是有效的途徑，它向我們展示了：簡單的元素和簡單的行為規則，在經過反覆迭代後就會形成各種各樣的複雜性結構，包括虛擬生命在內。以上的離散動力學分析表明，一切系統，無論自然系統還是人工系統（包括模型系統），它們的複雜性都可以通過簡單性的組元迭代演進而形成。可以說，元胞自動機對我們從動態上對複雜性進行研究，討論系統複雜性是怎樣形成、怎樣進化和發展，即對系統複雜性形成和增長的動力學機制研究提供了研究的路徑。


第三節  馮·諾伊曼自增殖自動機理論

對人工生命研究的意義一台人工建構的機器能夠繁殖後代嗎？當年笛卡爾在聲稱「動物是機器」的時候，就曾被這個問題所難倒，但馮·諾伊曼回答並解決了這個問題，並且找到了自動機繁殖後代所必需的條件，證明了機器完全可以自我繁殖。他的自增殖自動機理論證明了「至少有一種能夠自增殖、進化的元胞自動機存在」。馮·諾伊曼的自增殖自動機理論是傳統的人工生命理論之一。人工生命理論的最初形式是以馮·諾伊曼的自增殖元胞自動機為代表的，他的自增殖自動機理論對人工生命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從計算的角度理解生命

人工生命最早誕生於美國聖塔菲研究所，但它的思想的種子可以追溯到阿蘭·圖靈和馮·諾伊曼。圖靈曾經證明了生命的胚胎發育過程可以用計算的方法來研究，而馮· 諾伊曼則用人工自動機描述了生物自我繁殖的邏輯形式，最早探討了應用計算機來創建人工生命的可能性。[31]

我們都知道，在自然界中能夠進行自我繁殖的物體是生物，即動物和植物，它們是以細胞的形式進行自我繁衍來實現生命的延續的。馮·諾伊曼的自動機理論不是從生命的具體生物學結構來研究生命，而是用數學和邏輯形式的方法來揭示生命的本質，並將自增殖的本質特徵應用於建造人工自動機。在DNA分子結構和遺傳密碼發現前幾年，他就通過思想實驗認識到了，無論是天然的還是人工的能夠進行自我繁殖的遺傳物質，都具有以下兩個最基本功能：一是在繁衍下一代過程中能夠運行的算法，相當於計算機的程序；另一個是能夠複製和傳到下一代的描述，相當於被加工的數據。[32]

過去的理論生物學往往只是研究建立在碳鏈化學基礎上的地球上的生命，長期以來，這種研究範圍的限制使我們對於生命本質問題很難獲得突破性的進展，而人工生命的研究試圖把生命的本質從具體的生命形式中分離出來，沒有考慮現實的以碳水化合物等物質為基礎的現實生命的運作問題，而是發現生命形式背後的規律。人工生命研究的重點是在計算機中探索、重構和演示由人工構造的生命形式，把構成生命的組成材料即硬件和構成生命的組織規律即軟件分開，用計算機或其他技術重新構建生命的表現形式，從而獲得對生命本質問題的認識。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思想以及方法，隨著計算機運行速度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個人計算機的普及，在康韋、沃爾弗拉姆等人對於「元胞自動機」 研究的基礎上，朗頓在計算機實驗中發現，處於「混沌邊緣」的元胞自動機具有足夠的穩定性。在這個基礎上，朗頓進一步作出了一個大膽的假設，認為生命或者智能可能就起源於混沌的邊緣。於是，朗頓想到，如果在計算機或其他媒介中建立起產生「混沌邊緣」的一定規則，那麼從這些規則中就可能突現出生命來。經過計算機實驗，他的想法得到了驗證。由於這種生命不同於地球上真實的生命，朗頓把它們稱為「人工生命」，朗頓也被人們稱為「人工生命之父」。他不是利用還原分解等傳統方法來解剖生物體，而是利用計算機來構建生命的形式，模擬生命現象。[33]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的指導下，當生物學家認為，是基因藍圖（基因型）創造了生物體的結構時，朗頓把基因型想像為許多並行的計算機程序的組合，每個程序就是一個基因，當把它們激活時，它們就會相互合作又相互競爭，這些相互作用的程序能夠完成整體的計算任務。[34]

朗頓認為，生命的本質不在於具體的物質，而是在於物質的組織形式。生命與物質、能量、時間和空間不一樣，它們是宇宙的基本範疇，而生命只是物質以特定的形式組織起來派生的範疇，這種組織原則是可以用算法或程序的形式表達出來的。所以，只要能將物質按照正確的形式結構構造起來，那麼就可以表現出生命。而這種所謂的「正確的形式」實際上就是生命的算法或程序。[35]

人工生命的創始人之一托馬斯·雷（Thomas.S.Ray），美國特拉華大學的博物學家、熱帶植物學和森林保護工作者，認為要探究是什麼創造了地球上的生命，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計算機上建構「另類」生命。世界第一例非碳基生命於1990年1月就出現在他的計算機上。他在描述用計算機對生命過程的例示時認為，在模擬過程中，創建的數據結構中包含表示模擬實體狀態的變量，計算機中的數據可以被看作是對某些真實事物的表徵。而在例示中，數據並沒表示其他任何事物，也就是說，例示中的數據模式並不是任何自然生命形式的模型，而只是被我們看作是具有自身品格的生命形式。

可見，人工生命是從計算的視角來思考生命的本質問題的，它把生命的本質看作是一種形式，這種形式可以通過計算機程序或算法來表現出來，所以在人工生命研究者看來，生命的本質實際上不過是一種算法，這種算法的運行就能表現出生命。因此，人工生命的許多研究就是通過計算機編程，也就是用尋找計算、算法的方法來揭示生命背後的本質。[36] 現在算法、計算等概念都已經成為理解生命本質的重要概念和方法，這都得益於馮·諾伊曼的自增殖自動機思想的啟發。

二、為人工生命研究提供了建構方法

在上一章中，我們已經談過元胞自動機採用的是自下而上的建構方法。現在元胞自動機所使用的這種方法已成為建構人工生命系統的方法。人工生命系統是指由計算機和精密機械等構造和生成，表現出如同自然生命系統行為特點的模型系統或仿真系統。自然生命系統行為特點表現為自修復、自複製、自組織的基本性質，以及形成這些性質的演化方式。

目前，在人工生命的設計過程中的具體方法主要是運用遺傳算法、進化程序和人工神經網絡等方法。人工生命的方法論與傳統的人工智能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例如，傳統的人工智能是以符號處理為基礎，採用的是「自上向下」的方法。而人工生命則採用的是「自下而上」的相反方法，它建構的是簡單而非複雜的規則，關注的是元素或部分而非整體的特徵，系統的特徵是湧現而非程序化的行為結果；傳統的人工智能是以分離的方式研究智能的各個方面，如視覺、模式識別或問題求解等，而人工生命則關注的是整個生物體或大量個體所組成的群體行為、進化或共生進化。

在人工生命中，生命的行為不是事先設計好的，而是「湧現」出來的。如同元胞自動機的方法，先設計出組成元素的個體行為的規則，元素的相互作用方式與規則，然後，系統整體的行為從這些元素的規則運行中、相互作用中顯現出來。人工生命的合成實現是通過在計算機上以「自下而上編程」的信息處理原則來進行的：先在底層定義許多小的單元以及幾條關係到它們內部的、完全是局部的相互作用的簡單規則，然後從這種相互作用中產生出連續的「全體」行為。這種行為不是根據什麼特殊規則預先編好的。人工生命中這種自上而下的方法，模擬或模仿的是自然中的自我組織的過程，試圖從簡單的局部控制出發，讓生命行為從底部湧現出來。參見李建會《走向計算主義——數字時代人工創造生命的哲學》，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按照朗頓的說法，「生命也許的確是某種生化機器，但是要啟動這台機器，卻不是把生命注入這台機器，而是將這台機器的各個部分組織起來，讓它們之間產生互動，從而使其具有『生命』」[37]。

人工生命的創始人之一托馬斯·雷（Thomas.S.Ray），對人工生命研究的闡述也說明了自下而上的方法在這個領域中的所起的關鍵作用。雷認為在計算機上創建人工生命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對生命過程的模擬，對應的創造物可以叫做模擬生命；二是對生命過程的例示，對應的創造物可以稱為合成生命。在描述第一種類型時，他指出生命過程的計算機模擬過程是：先為所要研究的生物的結構或進化建立計算模型，再把計算模型轉化為程序並在計算機上運行，最後將在計算機上獲得的結果與在現實生活中觀察或實驗所得的結果進行比較，達到對所研究的生物的認識。他認為早期在運用計算機模擬研究生命現象時，通常是通過建立支配所研究的生態系統或生物群落的微分方程來實現的，而新的自下向上的模擬方法則是創造一個數據結構的群體，其中數據結構的每個實例都對應於單個實體。這些數據結構包含著確定個體狀態的變量，而規則則決定個體之間以及它們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一旦這個過程開始實施，這些數據結構的群體就會依據規則相互作用，系統的整體行為就從這些作用中湧現出來。[38]

三、為人工生命研究提供了研究路徑

在計算機發展的早期階段，馮·諾伊曼構造出了著名的元胞自動機模型。他用了幾千個具有29個狀態的元胞，設計書寫多達150頁紙。由於計算量太大，受當時計算機計算能力的限制，並沒有立刻引起人們的關注，但馮·諾伊曼的這個自增殖自動機意義重大，它為人工生命的研究提供了一條研究路徑。在20世紀70年代，由於劍橋大學數學家康韋的工作，元胞自動機的思想再度激起了人們的研究熱情。

馮·諾伊曼成功地設計了自我繁殖的元胞自動機，但比較複雜，康韋在他的基礎上作了修改，他用一種最簡單的元胞自動機來實現通用計算，他使用二維元胞自動機，創立了「生命遊戲」程序，用元胞自動機來「模擬生命」，結果發現元胞自動機的多樣性、生長、代謝與繁殖和真實的生命一樣。

康韋的二維元胞自動機就像是一個無邊的棋盤，每一格就是一個元胞，每個元胞有兩種狀態，即「活」與「死」，「生成」與「消失」，「1」與「0」。與馮·諾伊曼的元胞自動機一樣，每個元胞都有鄰居，即挨著這個小方格的4條邊的四個小方格鄰居，以及在對角線上與這個小方格四個角相接觸的4個鄰居。

決定一個元胞的狀態的行為規則如下：

（1）如果一個活元胞的活鄰居少於兩個，它就死亡（孤獨者死）。

（2）如果一個活元胞的活鄰居超過三個，則它死亡（擠擁者死）。

（3）如果一個死元胞有三個活鄰居時，它就變為活的（繁殖）。

（4）如果一個元胞兩個活鄰居，則元胞狀態保持原樣（不變）。[39]

開動電腦程序，從一個隨機分佈的死或活的元胞大棋盤出發，元胞按這四種行為規則運行，經過一段時間後，會出現許多「生命形式」或「生命中的客體形式」，我們來看看其中的三種：

（1）生命中的靜態活客體，如圖5.6所示，這四種構型的每個元胞都滿足持續活下去的條件，只要不受到外界干擾，它就永遠存在著。


[image: ]

圖5.6　康韋生命中靜態客體的實例[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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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7　康韋生命遊戲中的週期客體[41]



（3）滑翔機與魚：是一種由元胞組成的能在空間中運動的模式，像動物小爬蟲一樣在元胞空間中跨越運動。第一種被稱為滑翔機（glider），它在元胞空間中沿著對角線運動。第二種形式被稱為魚（fish），在元胞空間中做水平運動，它們是運動模式與構型中的其中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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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　滑翔機與魚實例[42]



康韋的二維元胞自動機，以簡單的方式呈現了馮·諾伊曼自增殖機器的構想。生長、代謝、繁殖、多樣性這些生命的特徵都從這個簡單的元胞，簡單的行為規則通過迭代而模擬出來了，而且元胞自動機對生命的模擬能完全實現通用計算機的功能。

元胞自動機能夠產生如此有意義的結構，這引起了聖塔菲研究所克裡斯·朗頓的注意。朗頓定義了一個參數，來對元胞自動機的活動作測量，用不同的參數值作了一系列計算機試驗。結果發現，當元胞的活動水平非常低時，元胞自動機就傾向於收斂到單一的、穩定的模式。如果活動性很高，那麼無組織的、混沌的行為就會出現。只有在活動性處於中間層次時，局域化的結構和週期的行為類型才會發生，因此朗頓認為這個類型表現了部分的混沌行為，並因此把它們稱之為「混沌邊緣」。他在實驗中發現，「處於『混沌的邊緣』的元胞自動機既有足夠的穩定性來存儲信息，又有足夠的流動性來傳遞信息。」[43]後來，他更進一步，在計算機實驗中發現了生命出現在混沌邊緣，並對人工生命進行了全面的探討，由此掀起了在計算機中對人工生命進行虛擬仿真研究的熱潮。

以上所探討的馮·諾伊曼自動機理論的三個方面的影響與意義實際上是相互聯繫的。馮·諾伊曼從計算的角度來理解生命的本質，使我們對生物進化是一個計算過程有了更深的理解。馮·諾伊曼構造的元胞自動機模型開創的人工生命的研究路徑和方法，使我們能更好地研究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和進化。由計算機所演示的人工生命體不但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生命的內在機理，而且能幫助我們認識生命系統的複雜性，使我們對生命系統的複雜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生命系統實際上是由大量的具有多樣性、複雜性的子程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巨大計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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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顏澤賢、范冬萍、張華夏：《系統科學導論——複雜性探索》，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頁。


[43]李建會：《人工生命：計算機與生物學相遇的前沿》，《科技導報》2003年第3期。



結語

馮·諾伊曼的計算機理論是畢達哥拉斯主義和亞里士多德以來的目的論傳統與複雜系統研究的有機結合，是數學、邏輯與生物學的有機結合。馮·諾伊曼在把機器與人的神經系統作了比較後，提出了「馮·諾伊曼結構」，實現了機器的自動控制過程，模擬人的目的性行為；他還闡述了製造自增殖的自動機的數學邏輯規則，並把邏輯學與生物學有機結合起來，注重生物目的性人工自動機的算法實現；為了創建更可靠、複雜性更高、能夠自增殖的計算機，探討了複雜性問題，使我們對複雜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由於本文是通過三個部分分別來探討馮·諾伊曼計算機理論的哲學理念與方法，為了避免重複與雷同，使用了不同例子，這並不是說每個例子就只體現了本章所探討的思想，如「馮·諾伊曼機」其實既體現了畢達哥拉斯主義的思想也體現了生物目的論思想，同時也有利於對人腦神經系統複雜性的研究；「元胞自動機」也並不只是探討複雜性的一個範例，它也是畢達哥拉斯主義數學理性與生物目的論相結合的產物,也是現代目的論的算法實現。

馮·諾伊曼的自動機的理論現已應用於生物學和技術領域。計算機科學家們如今正在應用馮·諾伊曼的數學邏輯規則研製計算機內的人造生物。美國國家航空和航天局也已制訂計劃，要按照馮·諾伊曼的想法來設計探索銀河系的機器人。可見他的理論影響意義之大，不僅具有開拓性的理論意義，還具有應用性的現實意義。

文中提到了馮·諾伊曼的計算機邏輯設計開闢了生物目的論自動機研究的新方向，元胞自動機是生物目的性自動機的算法實現，對馮·諾伊曼計算機理論在生物目的論自動機發展中的意義與影響是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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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本書是在我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在南開大學攻讀博士期間，計算機科學哲學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我選取的博士論文題目「馮·諾伊曼計算機科學哲學研究」是一個跨學科的主題，難度可想而知，既要有一定的計算機基礎知識，又要有哲學的思考，同時還要具備很強的英文獻閱讀與翻譯能力。 但我沒有退宿，南開大學「越難越開」的精神一直鼓勵著我。

能順利完成博士論文的寫作，得益於很多老師的指導和同學的幫助。我的博士論文從選題到定稿都得益於我的導師任曉明老師的悉心指導，導師敏銳的學術眼光、嚴謹的治學態度、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都給我以熏陶和感染。南開大學李建珊老師、賈向桐老師、王陽老師也給予了一定的指導意見，他們使我茅塞頓開。在寫作過程中，還得益於武漢大學桂起權老師。2010年7月武漢的炎熱夏天，我去武漢大學拜訪桂老師。桂老師70歲高齡從家裡步行，汗流滿面到華中師範大學門前來接我到他家，就我的寫作提出了寶貴建議，還毫無保留地提供了大量資料，令我感動。在我的博士論文出版之際，桂老師欣然幫我寫了序言，再次深表感謝。我的碩士導師華中師範大學張大松老師及師弟師妹們也給我郵寄了很多資料，解決了許多燃眉之急。

在論文的評審和答辯中，老師們都給了我及其寶貴的意見與建議，為我後面的研究和論文的修改指出了方向，在此表示感謝。

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參閱了國內外學術界有關著作、論文和其他文獻資料，吸收了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在此，對學術界前輩和同仁表示感謝！

最後，感謝桂林電子科技大學出版基金的資助，感謝北京人文在線文化藝術有限公司、中央編譯出版社的精心編輯，使得拙作得以問世！

拙作雖已出版，但仍有很多需要進一步研究之處和不足之處！俗話說，「學無止境」，我會進一步在這個領域裡耕耘，希望各位同仁們能進一步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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